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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仅仅给富人送粮食。

——威廉·莎士比亚

富人掠夺穷人，而穷人则彼此掠夺。

——索杰纳·特鲁斯


总　序

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近代以来，欧洲率先迈入现代化轨道，构建现代国家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发展现代经济与科技，一跃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主要力量。20世纪中叶以来，面对多元化世界的挑战，欧洲又启动了一体化进程，不仅强化了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影响，而且又一次引领潮流，开创了后民族国家经济、法律以及政治模式构建的先河。

至少从两个意义上言，欧洲研究对于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欧洲是当今世界具有重要政治与经济影响的力量。随着中国愈来愈多地参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欧洲研究必当构成我国地域研究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欧洲长期在学术领域发挥引领作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知识框架大都发端于欧洲，并以对欧洲经验的总结作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欧洲研究便不仅具有地域研究的意义，而且对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领域具有超乎寻常的知识论价值。

《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丛书》以近代以来欧洲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及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旨在推动跨学科的欧洲问题研究。丛书力求将传统的地域研究、历史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贡献一批既能反映欧洲研究前沿水平又能展示社会科学方法论特点的学术著作，以期对欧洲研究和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丛书》的启动与出版得到欧盟“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资助，谨此深致谢忱！


序　言

我和刘骥先生相识，是在去年复旦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但在那之前，已经作为《欧洲研究》的编辑处理过他的稿件了。当时他投给我们刊物的文章题为“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欧洲福利国家的养老金政治”，文章概述了本书头两章和结论部分的内容。粗粗浏览之后，我觉得论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对欧洲福利国家改革进行了比较规范的分析，强调了“家庭养老”这个变量通过“社会联盟”发挥的作用，文章条理清楚、引证宏富、提出的问题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就指定编辑编发了那篇论文。经过几个回合的修改，文章就发表在《欧洲研究》去年第3期上。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邀请我参加刘骥的论文答辩，使我得以窥见本书的全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纵观战后欧洲国家发生的变化，应该说，以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成型、危机与改革是处在核心位置的。由于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制度，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再分配项目，社会保障制度对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欧国家程度不等地陷入了低增长、高通涨、高失业的经济困境，同时在老龄化日益严重、出生率不断下降、单亲家庭数量急剧增加和企业小型化等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这样，多数西欧国家不得不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增收节支”和“转变机制”的改革。在这些改革中，本书所讨论的养老金改革因为数额庞大、牵涉面广而备受关注，成为当前西欧政治的核心议题。

在欧洲国家养老金改革的过程中，绝对的“削减福利”不是改革的重点，重要的是要对现行制度进行调整，在保证老年人有保障、有尊严生活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公共开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在这些改革中，“把家庭找回来”是一种重要的思路。我们知道，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欧得到完善之后，“家庭”的福利功能已经弱化殆尽，不仅老人和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经济关系日趋疏远，即便是有工作的夫妻之间，也是“明算账”的多。这种状况导致西欧社会呈现高度的“碎片化”和“个体化”形态，被中左翼思想家称为危害社会健康发展的“原始的个人主义”。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认为，“家庭”是培育人们社会责任感最重要的场所，“正是在家庭中人们第一次感受到对自由的限制，并且人们的责任感也由此而生。家庭与狭隘的自私观水火不容”。虽然布莱尔并未明确地把家庭的作用与福利国家改革联系起来，但很明显他已经意识到了强化家庭功能对于超越“自己顾自己”的“狭隘的个人主义”和“一切靠国家”的“旧式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对家庭的强调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前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基础。那么，今天处于“后工业化社会”的欧洲重新重视家庭的作用是不是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一种“螺旋式上升”，从而在趋势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呢？刘骥先生的这本书选取这个视角，对西欧国家养老金改革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兼顾的分析，应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

作者注意到，对于西欧福利国家的“传统研究往往注重跨阶级分析、职业比较、性别研究，针对年龄差异的研究却极为稀少”，多数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了“市场”和“国家”的二分法，忽略了来自家庭的福利支持。而作者认为，“福利国家社会内部虽然不存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的家庭内部大规模代际财富流，但新的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支持（support）和照料（care）实际上是仍然存在的”；不仅如此，“当养老金改革影响到福利体制中不同代际的个体时，该个体最终会采取哪种立场，取决于个人在家庭内部转移福利的可能性”。因此，作者试图“从历史谜团中分离出家庭养老对养老金政治中社会联盟形式的影响力”，对西欧各国养老金改革给出统一的逻辑解释。这种视角和立意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在中国学者对于西欧福利国家改革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更加可贵的是，作者在选题之初就意识到了强调家庭功能在我国建立健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的重要性，虽然限于篇幅和论题而没有进行学理性的展开，但这种对祖国的学术关怀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与刘骥先生交谈的过程中，他多次谈到本书选题的复杂程度已经使他产生了难以驾驭的感觉。的确，养老金改革是当代西欧政治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即使不考虑各国在制度形态、行为者和改革举措等方面的差异性，单是界定改革过程中“家庭养老”和“社会联盟”的概念和确认其相关性就是个足以让人“头大”的工作。从学理上说，任何政治学分析都只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高度简化，不得不排除大量的“干扰变量”，最终对政治现实给予某种或然性的解说。在研究的过程中，作者阅读了大量欧美学者的相关著述，通过互联网收集了很多一手资料。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和相互矛盾的数据给作者的研究工作造成的困难，应该是非亲历者难以想象的。通读本书，我觉得自己没有看懂或作者讲得不甚清楚的地方还是有的。但是，作为一个多搞了几年相关研究的学者，我理解这个选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同时，我尊重作者试图讲圆这个“故事”的努力，钦佩作者探索的勇气。

草草为序、聊以塞责，期待着刘骥先生研究工作取得不断的进展。





田德文

2008年8月3日于北京


前　言

一个政治学博士在攻读学位时是无趣的。学位到手后，他也许就更无趣了。

政治科学的逻辑训练容易让他丧失对新鲜事物的敏感，高强度的文献阅读与日复一日的论文写作会消磨掉他最初的原始动机与兴趣，从而使其最终沦为缺乏趣味与关怀的学术器具。专业化与分工本是现代社会进步的阶梯，不过一旦过了头，因专业化而过于闭塞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套用希罗多德的话说，学富五车却日益无趣，这可能也是做人最大的苦痛。

这也难怪，在论文答辩的时候，一听到顾昕教授的要求，我立马就傻眼了--他要我用三句话迅速喊出论文的主旨，而且要求表达得务必老少咸宜。在此之前，傅军教授曾要求我不要搞文学，不要做一些没有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的玩意儿，而朱天飚副教授则一直要求得找到以往理论解释不了的谜题（puzzle）方可开题。尽管对这些要求我已经有所准备，但顾昕教授的新玩法还是让我措手不及。稍微冷静之后，我想三四句话也不难，只是未免不够押韵：





养老政治一锅粥，

代际阶级都在顶。

社会分化成何形？

到头还得看家庭！





如果不用照顾老少咸宜的话，还可以再说得别扭冗长一些：





当养老金改革影响到福利体制中处于不同代际、阶级交叉身份中的个体时，个体在社会联盟中最终会采取哪种立场，将取决于个体在家庭内部转移福利的可能性。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限定了养老金问题上的利益结构，从而影响到养老金政治中推动或反对改革政策的社会联盟。





如果还要表达得更为别扭和无趣，我只好把论文的摘要抄在下面：





公共养老金改革一直是欧洲福利国家紧缩的核心议题。养老金缩减对不同的个体产生了不同的福利影响，从而引起了大量的政治冲突，带来了尖锐的政治经济问题。在由此引发的学术研究中，有一种由来已久的理论争论：在养老金改革引起的政治冲突中，到底是阶级分化还是代际分裂起主导作用？阶级分化观以收入来划分界限，认为养老金的改革主要是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冲突；代际分裂观则以年龄来划分界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冲突已经变成了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冲突。

对此，本书提出一个瓦解这种传统理论分歧的假设，并以此概括出不同政治冲突出现的具体条件。本书注意到一个影响个体对养老金改革态度的关键因素--家庭养老强度，也就是家庭关系内子代对父代提供的福利支持程度。从微观基础上分析，当养老金改革影响到福利体制中不同代际的个体时，该个体最终会采取哪种立场，取决于个人在家庭内部转移福利的可能性。因此，在宏观层面上到底会形成什么形式的政治联盟，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养老强度的制约：当家庭养老强度较低时，代际之间的冲突更容易显露，并影响到各种政治行动者的选择；当家庭养老强度较高时，阶级分化形式的集体行动才得以成为主流。

除了构建从家庭养老到社会联盟的基本理论模型以外，本书还对社会联盟的存在形式进行了分析。其中，政党、工会组织、养老金团体是社会联盟影响政策的主要组织渠道，也是本书界定和区分社会联盟存在形式的观测单位。另外，本书还专门讨论了社会联盟主导形式与改革阻力的关系。受到统合主义的历史制度、政府的政治运作等干扰因素的影响，随着家庭养老的变化，社会联盟的主导形式会在阶级联盟、无主导联盟、代际联盟之间变迁。就改革阻力而言，任何一种社会分化获得主导地位而形成了单一的分化形式，这时的改革阻力较大，其中以代际为基础的反对联盟的行动力强于传统的阶级联盟；而反对力量利益诉求不一致而未能组成统一联盟时，社会分化无主导形式，这时的改革阻力最小。

为了验证以上的理论假设及其推论，本书对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英国这五个欧洲人口大国进行控制变量的案例比较。在确定自变量的差异时，本书利用因子分析构建了家庭户变异指数，对所选案例1945年至2000年间不同阶段的家庭养老强度进行了间接测量，并对案例国家战后的养老金发展史做出有比较意义的时间分期。在这个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对各国养老金改革中社会联盟的纵向演变逐一进行了梳理，并及时进行了有控制的横向比较。其中，意大利（阶级联盟的延续）、德国（代际分裂的嬗变）、法国（代际冲突的阵痛）是三个传统统合主义国家，也是本书进行横向比较的三个主要案例。而瑞典（强阶级政治的衰落）与英国（多元主义的博弈）的养老金体制在技术上与前三个案例国家有较大的差异，在分析时更多的是作为内部纵向比较的参考案例，并强调瑞典与英国之间的横向比较。

总之，本书用简单的静态模型和分析结构涵盖了五个案例国家战后养老金发展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为福利国家紧缩政治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独特的分析路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在养老金问题引发的社会分化中，阶级分化已经越来越让位于代际分裂。除了意大利还延续了阶级联盟以外，大部分国家的养老金政治都已淡出“左-右”阶级政治的传统模式，有的进入了无主导联盟的状态（如瑞典、英国），有的则已经明确地进入了代际联盟主导的状态上（德国、法国）。

在欧洲一体化深入的进程中，重新界定欧洲福利提供的责任归属，意味着对欧洲福利国家进行深入的跨层面的改革和整合。根据本书的启示，欧洲决策者不应该只考虑如何应付当下财政危机的问题，更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政府与市场的分野之上，而应研究社会分化主导形式的新变化，分析家庭关系对福利国家的福利补充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安排市场、国家、家庭及市民社会的福利搭配以更好地满足欧洲社会中个体的新需要。





说实在的，看这个摘要真是费劲。读者要是在书店里站着翻一翻，看得腰酸脖子痛，难免就会骂娘了。这让我想起前几天翻到郑也夫的《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他说希望后来人能为大家开发出更宽的食谱，给大家的胃里开发出更多的酶，不要像他们那一辈，写的书味同嚼蜡。作为后来人，我心里很忐忑：刚开始写的时候还挺有乐趣的，怎么写出来之后会是这个样子呢？社科院欧洲所的田德文博士一再鼓励我，要我戒骄戒躁，把答辩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和自己最近的思考好好组织一下。我就使劲想，怎样才能让读者明白我的研究主旨--关键可能倒不是去回答后期答辩中的提问，而是要去追溯最开始的写作冲动，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心灵记忆。

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

事情最早的起因是阅读了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第九章“福利国家的发展与困境”。通过他详细的文献回顾与理论整理，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社会保障这一块从政治学去理解会有这么多嚼头。福利国家是动用国家权力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与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的第一次原始分配不同，这种再分配过程中势必充满了各种更为直接的利益冲突与政治博弈，也就自然成为政治学家眼中的一块大肥肉。众人一扑而上开动研究机器，像轧棉花一样压出一本又一本砖头。

毫不奇怪，对于欧洲的公共养老金改革，来自四面八方各种五花八门的解释更是让人眩晕。懂技术的人没理论，有理论的人又怕技术。对我来说，正好有一个交叉学科的训练背景，这让我稍有优势去理解各种视角，而不至于被单方面忽悠--本科四年是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保险学系度过的，硕士是保送本校的人口研究所，博士则是自己考的政治经济学系。在我来看，各种学者解释养老金改革的倾向是很明确的：靠近右翼的经济学家喜欢谈代际分裂，因为他们的模型都假定相关利益者都是原子化的个体，不存在任何市场与国家之外的联系；靠近左翼的政治学家喜欢谈阶级分化，因为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假定同一阶级的父代子代可以通过家庭关系获得完全的利益互惠，代际政治永远没有微观基础。显然，家庭内的私人福利转移对他们双方来说就是一个外生变量，前者认为是0，后者认为是1。我就想把这两派观点给揉到一起，具体做法就像希斯考克斯（M. J. Hiscox）在其博士论文里做的那样：他玩的是用要素流动程度解释阶级联盟与行业联盟，而我则要把家庭这个变量拣起来，放到模型中来作为一个主要的自变量，用它来缝合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之间的理论鸿沟。

至于那些同样想通过制度来解释这些社会分化的政治学家，也是我所要批评的对手。我认为他们没有控制住来自人口变量以及养老金体制等技术变量，今天可以拿制度主义随便侃侃养老金，明天换个箩筐就可以去谈医疗改革，完全不顾利益结构与技术背景的若干制约。其实，我所倚重的正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联盟范式。该范式的核心在于：政策总会产生不同的受益者与受损者，国家与社会的组成部分会根据具体问题上的相关利益结构形成不同的社会联盟（social coalition），而政策则是依靠社会联盟来推动。显然，这样的理论倾向就会强调横向的利益冲突，而历史制度主义则会强调纵向的影响因素。二者争锋相对！

的确，社会联盟的形成就是相互竞争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过程，而历史制度因素在这些过程中的影响是不容抹杀的。在这里，想在理论上争论利益结构与历史制度孰重孰轻是徒劳的，关键还得看具体情况下哪种因素对利益综合与社会联盟形成的作用更大一些。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对历史制度和利益结构交叉控制变量。只有在利益结构相同的情况下，才能看出不同的制度是否能引发不同的政治和政策结果。同样地，只有在历史制度相同的情况下，才能看出利益结构的变化是否能引发政策结果的差异。如果说历史制度主义钟爱的是“利益相同、制度不同”的案例的话，那么本书便着重要进行“制度相同、利益不同”的案例比较。通过这样的案例比较，一方面可以揭示历史制度主义的很多解释并没有控制住利益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挖掘出利益结构之于社会联盟的解释力。

最后，我还有跟“结构与行动”（structure vs. agency）较劲的写作冲动，也就要讨论利益结构与政治运作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一谈到养老金政治中的社会联盟，都会强调政治精英在社会联盟形成中的政治运作，强调社会联盟的政治性。社会联盟范式有两本经典，古勒维奇的《艰难时世下的政治》（P.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与罗高斯基的《贸易与联盟》（R.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前者强调社会联盟的形成不是必然的，是精英们政治运作的结果，而后者则更多强调利益结构的决定性影响。这种侧重点的不同在方法论上各有优缺点：前者难以确立明确的因果规律，后者则过于简单，有过分裁剪历史的嫌疑。我在这本书里明确地偏向于罗高斯基的方法，强调家庭养老形成的利益结构的决定作用。当然，谁都知道从来都不可能由单一因素决定所有结果，所以我的分析并不盲目排斥其他变量。然而，通过小心翼翼的案例比较，我要强调的是：在有主导联盟存在的情况下，政治运作的空间会极大地受到利益结构的约束；只有缺乏主导联盟的情况下，政治精英的运作能力才可能成为决定改革结果的主要因素。

说到底，这个研究主要是做给关心养老金改革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看的，而不是写给处于现实改革漩涡中的政治家或老人们看的。干实事的人并不关心宏观层面的社会分化形式，更不在乎这些从理论出发的结构性思维，他们一门心思地苦求通过行动来解决自身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但却常常陷在理论所预测的种种结构性约束之中，动弹不得。

前几天，黄琪轩博士从美国给我寄来一篇北卡大学2004年的政治学博士论文，作者拟的标题很简单--《阶级管用！》（Class Matters: Public Opinion and Social Policy Among Advanced Capitalist Democracies）。这位博士吭哧吭哧弄了几年，就得出一个简单得要命的结论：“阶级管用（但在一些地方比另外一些地方更管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解释清楚后面括弧里的差异。而我费这么多劲，就是要用养老金改革的故事来告诉这些研究者，阶级为什么在一些地方会更管用！

至于这个研究到底对读者有什么样的启发，我心里也不是很有数。回过头来想，顾昕老师的要求是靠谱的，不过他背后的意思显然超出我目前的能力所及。现在这本由论文匆匆改成的书，还无法达到厚积薄发、振聋发聩的效果。它充其量还只是一篇遵循规范的博士论文，凑合着满足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的论文要求：既有一个可供演绎的微观基础，又解决了一个过往理论无法解释的谜题。

还有一些有趣的话，我都扔在后记里了。而将来更有趣的研究工作，还得依靠更多符合规范的无趣博士们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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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 continues to fascinate social scientists in general and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particular. The intriguing reform of pension schemes which generally constitute the largest single item of social expenditures has no doubt to be the main target of government attempts to reduce spending on welfare. However, the previous expansion of the pension schemes has already produced its own constituency in the form of a number of strong interest groups ready to mobilize resistance against any retreat from the status quo. In other words, it has provoked an enormous amount of internal political conflict, since pension reform has disparate effects on different groups within a welfare regime.

The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 reform has developed an unambiguous dichotomy. Many scholars, following in the generational logic, focus on the political role of narrow age groups or special pension interests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he approach has been prominently adopted by some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is common to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pension reform inspired by the sociology literature in demography. The generational logic based on demographic factors is not a simple point, but a complex continuum varying from weak propositions to strong propositions. The extreme former can extend the generation structure as one population platform for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latter can emphasize the interest cleavag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among generations.

In contrast, the"class-based power resource theory" has famously examined broad class coalitions in a range of historical contexts, highlighting political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eve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over the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pension scheme. Other analysts, drawing distinctions between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 or between skilled and unskilled labor, have made similar assumptions about the centrality of class cleavages in pension politics. From this perspective, social policy is the result not only of socio-economic shifts but also of political struggles about distributive decisions.

Since both class and generation approaches have found empirical support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the need for a way to bridge the gulf between them that would specify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one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e other. So this book unveils a potent new approach to the old debate-that whether class conflict or generation competition is more prevalent in the politics of the pension reforms in the EU. It goes further than any study to date by outlin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one type of political conflict is more likely than the other. This book focuses on a critical issue affecting support for and opposition to pension reform-intensity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or the extent of the re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lfare between generations by family ties. Both class and generation models examine extreme cases in which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are assumed to be either perfectly existed or completely non-existent. Intensity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s more appropriately regarded as a continuous variable, affected by a range of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Allowing that factors can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intensity, the simple prediction is that broad class-based political coalitions are more likely where intensity is high, whereas narrow generation-based coalitions are more likely where intensity is low. The pension reform issue should divide societies along very different lines when substantial variation exists in intensity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Class coalitions are more likely where intensity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s high, whereas narrow generation-based coalitions predominate where it is low.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s in coalition patterns, this book analyzes the primary organizational channels through which coalitions of individuals influence policy, i.e., political parties, peak associations, and lobby groups. What's more, thes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of interest mediation can either be age homogeneous, that is, restricted to specific age groups(e.g., lobby groups), or age encompassing(e.g., political parties) . In the first case, interest conflict among age groups is externalized to the political"market"-to the conflict between organizations such as wage earner and pensioners. In the second case, age-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 interest mediation among age groups is internalized, and the political market is likely to be structured among traditional cleavages such as classes, religions, or ethnic groups.

What's more, this book continue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lition patterns and resistance to pension reforms. Correspon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intensity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the forms of social coalition will change from class coalition to non-dominant coalition, then to generation coalition. The resistance to pension reforms in the non-dominant coalition will be the least among the three situations, whil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generation competition on pension reform is rather sever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class conflict.

To test the central hypothesis and its major deductions, this book confirms the variation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Europe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coefficient of household variation using the method of factor analysis. The coefficient is an indirect measurement for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of the five selected cases from 1945 to 2000. Through these measurements, the book investigates and compares the three main Bismarckian pension systems of EU-France, Germany, Italy-and the other two control cases-United Kingdom and Sweden. This study indicates most of cases have shown a tendency from class coalition to generation coalition although Italy has been a class-dominant case. Some countries,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entered the generation-dominant coalitions while others, Sweden and U.K. have still stayed in the non-dominant status.

These findings here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pension reforms and of the retrenchment of welfare state. They suggest that the types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that take shape in society and organize to influence welfare state policymaking largely depend on one basic feature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may vary over time and across nation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lderly are supported by family relations. Put simply, the stakes that individuals have in policies that affect the pension reforms will vary greatly depending on how easy it is for them to transfer welfare in private family relationship. Thus the welfare mix between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economic origins of a vast range of pension, family care, labor market polices that affect the relative welfares of different adult generations or mediate the effects of other exogenous changes upon them.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olicy issues generate generation-based rent-seeking, rather than class conflict will hinge critically on intensity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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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导　论

一、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公共养老金
〔1〕

 的改革一直是欧洲福利国家紧缩（the Retrenchment of Welfare State）
〔2〕

 的核心议题。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使得各国的养老金体系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而来自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外部冲击，更进一步加大了这个福利体系面临的压力。在福利国家的所有社会支出中，养老金是最大的一部分开支，一般都要占到总福利开支的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GDP的5％到10％
〔3〕

 。养老金开支已成为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也就成为大多数政府调整福利体系的主要目标。然而，养老金缩减对不同个体产生了不同的福利影响，所以改革也引起了大量的政治冲突，带来了尖锐的政治经济问题
〔4〕

 。

如图1-1，1988年与2000年预测趋势图比较，各国2000年的养老金占GDP的比重较1988年预测急剧下降
〔5〕

 。尽管存在横向的差异，但各国二十年间在养老金领域的福利缩减已经成为事实。如此巨大的福利调整，必然引发激烈的分配政治冲突，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些福利缩减背后，社会中哪些特征人群的福利受到了影响？这些人群为何未能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动来抵制这些损害使之利益受损的改革？各国国内的政治分化与冲突形式是相似的吗？为什么有时以阶级为基础的工会是抵制缩减的主角，而有时工会却默认甚至配合政府缩减政策？为什么在有的国家特殊代际的养老金游说团体活动频繁，而在有的国家却几乎看不到这样的政治活动？

[image: alt]


图1-1　公共养老金开支预测（占GDP百分比）

数据来源：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Reforming Public Pensions, Paris, OECD,1988; Economic Policy Commitee, Budgetary Challenges Posed by Aging Populations: The Impact on Public Spending on Pensions, Health and Long-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and Possible Indicators of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2001. 线图改编自M. Schludi, "The Politics of Pensions in European Social Insurance Countries", MPIFG Discussion Paper, 2001, p.10。

注：本趋势比较图主要列举了意大利、德国、法国三个国家，还列出OECD国家平均值、瑞典作为参考；未加入相对处于最低水平的英国数据。





虽然养老金改革的获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政治冲突一直存在，但是主导这些冲突的政治联盟的特点却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迥然不同。也就是说，养老金问题造成的社会分化各不相同。在养老金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中
〔6〕

 ，关于政治冲突中到底是阶级分化还是代际分裂起主导作用的辩论由来已久。阶级分化观以收入高低来划分界限，认为养老金的改革主要是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冲突
〔7〕

 ；代际分裂观则以年龄高低来划分界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冲突已经变成了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冲突。那么，为什么有时阶级分化主导，而有时代际分裂主导呢？换句话说，政治冲突中的社会联盟到底是依据什么来划分界限的，这是本书的中心问题。

总的来说，本书将通过关注福利国家社会内部的家庭养老（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8〕

 来修补这个认识缺口。如果家庭养老强度较高，那么养老金体系的代际不平等就会被家庭内的福利转移部分消解掉，家庭外的阶级分歧更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主题。如果家庭养老强度较低，家庭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福利再分配，那么代际不平等更容易在养老金改革中爆发冲突。这个分析方向的探索对于养老金政治乃至福利国家紧缩的政策分析具有新颖的启示意义，它揭示出社会中形成的、以影响政策制定为目标的不同政治联盟主要是由福利国家社会内部的家庭养老的强度所决定的。简单地说，当养老金改革影响到福利体制中不同代际的个体时，该个体最终会采取哪种立场，取决于个人在家庭内部转移福利的可能性。

下面，本章先梳理阶级理论与代际逻辑的相关文献，再介绍和评价从制度主义出发的理论综合。然后，再从“家庭—国家”的视角提出一个瓦解这种传统理论分歧的新假设，并由此推导出一个演绎模型。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概括出对不同形式的社会联盟的理论预测。在这个过程中，本章强调在老年保障中家庭与国家福利角色的相互混合（the welfare mix between family and state），正是这种混合导致来自家庭内部的关系决定了个体对国家养老金改革的态度，并最终影响到不同社会联盟的形成。最后，本章将对全书的安排做一个简要介绍。

二、现有文献

1．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

关于养老金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出不同的分支。许多学者遵循现收现付制下代际分裂的理论逻辑，主要关注老年人特殊利益集中表达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代际分裂所带来的政治行动
〔9〕

 。受研究代际问题的社会学定量分析的启发，还有许多依照这种观点对福利国家的养老金开支进行了系统的定量研究和回归检验，得出支持该理论逻辑的统计结论
〔10〕

 。具体来看，艾斯平-安德森很早就指出代际结构背后隐藏的政治冲突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政府将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的过程中，双重付费的问题使得不同代际之间的矛盾尖锐，从而更容易在政治分裂中反映出来
〔11〕

 。而一些年龄导向的政治理论（age-oriented theory）更是明确的将年龄结构与选举因素联系了起来，指出年龄结构是决定养老金项目支持率的一个决定因素，老龄人口越多，对养老金项目的支持也就越广泛
〔12〕

 。帕姆佩尔与威廉姆森做了视野更为开阔的跨国比较，研究公共养老金中的代际问题。他们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指出，高比例的老年人口与民主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是维持高福利开支的基本因素
〔13〕

 。加拉索强调老龄化的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老年选民的比重不断增加导致政治家难以实施直接损害老年人利益的养老金改革
〔14〕

 。尤伯默泽更为明确的认为，养老金改革就是一个在代际之间分摊改革成本的问题，人口的老龄化在不断地改变着支持或反对改革的人群的年龄结构。在她建立的老人政治投票模型，关键的中位选民（the median voter）所在的位置决定了改革的难易程度
〔15〕

 。除了选举以外，养老金体制下内部人与外部人的利益差异也使得工会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统一行动，因为工会作为代表大多数在职工人和退休工人的机构，面对日益上涨的需要用年轻一代的工资负担的养老金要求，不得不接受不可避免的折中
〔16〕

 。另外，除了经济因素造成代际分裂以外，曼海姆还提到了社会因素。他认为晚青春期的共同经验确定了某一代际人共同的政治经验，不同代际的人具有不同的政治态度
〔17〕

 。肖维尔以法国代际冲突为中心的研究，就基于个体在关键的转型社会化时期（18—25岁）所经历政治经济事件的不同，来界定不同的社会性代际分裂。他还深入地用定量数据验证这些代际在当下社会里的不同的政治参与度、政治经济资源集中度、与福利项目相关度，以此来解释福利国家政策调整的困难。作为对生育队列和代际分裂的系统分析，肖维尔强调代际之间的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会由利益分歧上升为政治对立
〔18〕

 。

与此相反，以阶级为基础的观点则围绕在权力资源理论（Power Resource Theory）周围
〔19〕

 ，集中研究了自福利国家兴起以来的阶级联盟，主要关注劳动和资本的所有者在养老金政策上的政治冲突。该理论认为，工人阶级和“左派”力量的壮大以及“左派”政党的政治运作（包括阶级动员）使福利国家崛起，也是其发展的保障，而政治运作的成败以政治行为者掌握的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为基础，不同的工人阶级力量和“左派”政党的政治运作能力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政策结果。根据权力资源理论，人们在养老金改革问题上的态度是由阶级来划分的
〔20〕

 。养老金缩减就是在削减低收入者的福利，减少福利再分配对效率的损失。这一结论的关键性前提假设是：在职工人与退休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养老金只是资本家对工人迟发的工资，养老金的再分配效应主要体现在代内阶级之间。因此，这个理论一如既往地强调工人阶级的动员程度（主要是工会）和左翼政党的力量是决定福利国家福利项目大小及其再分配结果的基本因素
〔21〕

 。具体来说，为了衡量左翼政党对福利国家的影响，大部分研究者使用左翼政党在政府的累积力量这个指标——比如说二战后左翼政党单独组阁或者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的年数（左翼内阁的力量）。在其他一些相关的研究者里，有的把雇主和雇员加以区分，有的则把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加以区分
〔22〕

 。在这些区分之前，他们都做出了类似的假设，即阶级分化始终在养老金政治中处于核心地位
〔23〕

 。

这两种观点都能够找到支持自身逻辑的经验性证据，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以此来确定在各种具体情况下哪种解释方法更加合适。新近兴起的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正是想从新的角度来参与这场理论争论
〔24〕

 。从制度主义出发的研究跳开了对于政治分化类型的争论，而把研究焦点放在了制度的历史维度上，他们认为各种制度性的安排才是决定养老金政治的解释变量。这里的制度
〔25〕

 有两层所指：一是正式的政治制度，二是福利体系本身的制度安排。前者涉及政治冲突和协调的游戏规则，包括宪政体制的诸多要素。后者涉及福利体制的基本模式、再分配的原则、再分配的融资形式等等。

在对“正式政治制度”的讨论，涉及得最多的是“权力集中程度”以及政治制度中的否决点数量。在政治权威较为分散的制度下（如瑞士），大规模的福利紧缩改革不太容易进行，因为政治制度中否决点比较多；相反，像英国这样的政治制度，则为有改革决心的政治家提供了政策操作的空间
〔26〕

 。但也有研究者对这个假设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集中的权力也带来了集中的责任
〔27〕

 。权力集中的国家，选民更清楚地知道谁在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也就会在以后的选举中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政治家更难进行“规避谴责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blame avoi-dance）
〔28〕

 。施鲁迪集中比较了几个俾斯麦体系国家的养老金改革，认为改革的可行性与调整程度取决于政府调和政党政治与工会意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内部各政治行为体的制度性配置
〔29〕

 。马瑞尔认为，社会合作者（social partner）的政治参与能力与反对党的否决能力决定了养老金改革的结果，而这两个因素都取决于国内的历史制度
〔30〕

 。我国国内也有研究者给出了与施鲁迪极为相似的观点：政党之间在养老金改革问题上不存在政策冲突和位置冲突，养老金改革最易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政党之间无法达成共识，但执政党与工会能协商一致，也可以推动改革
〔31〕

 。

这些关于正式政治制度、政党政治与工会统合主义的种种论断，为进行更多的养老金政治实证性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它们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虽然所有的比较案例分析都宣称要控制社会经济变量，但在其具体分析过程中完全看不到对社会、人口、经济变量影响的控制，从而削弱了政治变量的解释力；第二，横向比较还能看到制度变量的解释力，因为制度体现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延续性，但在单个案例考虑时间维度的纵向比较中，这些研究都不太能解释清楚同一制度下发生的政策变化。例如，二战后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并未有实质性的变化，但其针对养老金制度的几次改革结果却大相径庭，同时，意大利工会在改革中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类似的还有法国，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国内政治在养老金问题上的极端党派性争论，在90年代末转化为党派内部团体和派别的争吵，而在此期间法国的政治制度环境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制度主义除了分析正式的政治制度以外，还关注福利制度本身以及福利制度培育的选民基础。这方面的分析焦点是福利制度的政策反馈。其中最简单的思路应该是艾斯平-安德森的假设，他认为福利制度的延续培养了中产阶级对这种制度的忠诚。无论是在社会民主体制下，还是在传统统合主义体制下，中产阶级都支持福利项目的普遍主义，而反对削减开支
〔32〕

 。而皮尔逊是这一理论倾向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极佳地发挥了制度主义的长处去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又注意将制度的范畴扩大，去关注福利制度这种所谓的“中层制度”。他既反对这种跨阶级社会联盟的理论倾向
〔33〕

 ，又反对以代际分化为基础的理论分析。他在强调福利项目造就的选举性激励因素
〔34〕

 时认为，“政策结果不是政治和社会行为者根据自己的利益而灵活地组织和转换社会联盟的结果，而应归结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组织结构以及塑造这个组织结构的历史经历”
〔35〕

 。当下的决策者是在过去所形成的制度环境中决策，而过去的冲突本身不会毫无保留地延续下来，延续下来的只是过去政治的结果。试图进行政策改革的人，不仅面对选民和项目受益人的反对，还要面对现存福利模式本身的制度黏性
〔36〕

 。“如果说利益群体塑造了政策，那么政策同样塑造利益群体”。政策不仅是在塑造利益群体，而且由于政治团体根据社会政策重新调动自己的政治和组织资源，“政策产生政治（policies make politics）”。
〔37〕



因此，皮尔逊强调养老金改革必然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既有的大规模的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一旦遇到老龄化挑战，试图转为基金式的个人账户制（Funded Account），就面临双重付费问题（double payment）。目前的从业工人就得一方面为前一代人提供资金，同时又得为自己的退休存钱。如果将现存义务的资金成本转移到政府的一般收入中去（如一般税收或是公债），这时的问题就不再是经济问题，而变成由谁付钱以及何时付钱的政治问题。由于存在制度黏性带来的财政问题，一个政府沿现收现付模式提供的路径走了多远，对于确定政策选择具有关键决定作用。换句话说，现有养老金体系的筹资与分配方式决定了未来改革的参数，如现收现付方案的覆盖范围、给付到期日、受益公式设计等等都是应该考虑的自变量。

由于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福利制度差异性的存在，皮尔逊基于历史制度的分析具有启发性，其启示在于强调过去政策承诺的格局确定了当下养老金改革的根本方式
〔38〕

 。然而，在他倾向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中，路径依赖的具体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以及行为者受制度约束的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都缺乏量化经验研究的支持。历史制度主义引入时间变量，将这些反对者的特征模糊化了——穷人、中产者、退休老人、还有退休老人的子女——总之反对改革的人很多，并且都是福利制度在历史中培育出来的。这样一来，虽然我们知道福利项目的支持者很多，但是我们却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改革、面临怎样的具体约束。当然，这是该理论视角本身的弱点，“历史制度主义学者对个人的利益、行为与制度的关系并没有深入地研究”
〔39〕

 。除了理论上的缺陷以外，更为重要的问题来自于经验现实。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联盟的确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制度因素相似的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的社会联盟与改革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差异。要把皮尔逊所谓的“福利制度培育的选民基础”界定清楚，还是得回到权力资源理论与代价冲突理论争论的焦点上：养老金改革中的社会联盟到底是依据什么来划分界限的，“阶级”还是“代际”？

2．把“家庭”找回来

有趣的是，过去的研究只对这些利益冲突和政治分化做出彼此矛盾的理论假定，并积极地在这些假定上设计实证研究，却很少直接讨论这些假定本身的相对正确性。在不同的研究者眼里，不是阶级冲突，就是代际冲突；他们不去解释这些分化联盟的不同的类型，也不关心同一政治体系中不同政治集团分化的程度，更不去评估它们之间是否有混合及交融。强调阶级冲突的研究就刻意忽视在职工人与退休工人之间的潜在矛盾，强调代际冲突的研究就极力夸大不同代际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这种理论与经验研究上的断裂正好为新的理论综合提供了机会。

本节将通过关注社会内部的家庭养老来修补这个认识缺口。在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的改革中，两代人之间的福利联系除了市场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以外，还有更为直接的家庭联系，这是两代人之间更为微观的社会联系。以前的政治经济分析过于关注福利提供角色中市场与国家的二分，而忽略了来自家庭的福利支持（参见图1-2）。以前的理论模型之所以不能容纳两种极端的社会联盟形式，就在于它们都忽略了来自家庭福利再分配的影响。在老年保障的福利支持中，家庭仍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来自家庭的差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待公共养老金改革的态度
〔40〕

 。一旦我们引入来自家庭的影响，政治冲突上不同的社会联盟形式就可能被来自家庭关系的变量所解释。

[image: alt]


图1-2　四类福利提供者
〔41〕



来源：M. Alestalo and P. Flora, "Scandinavia: Welfare States in the Periphery-Peripheral Welfare States", p.67; S. Kuhnle, Survival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p.7。





要把“家庭”找回来，需要先回顾一下老年保障（old-age security）的整体理论与历史脉络。一般来说，有四类福利提供者：市场、国家、家庭与市民社会（参见图1-2）。“市场”一般是靠两种方式提供福利：一是按照市场价格直接回应个人的需求，二是以企业员工福利的形式对个人提供帮助。这里的“国家”是指我们熟悉的政府提供的各种正式福利安排。这里的“市民社会”是指社会内部各种与国家与市场没有关系的组织或团体，当然，为了理论上的方便，“家庭”并不包括在这里的“市民社会”之内，单独列为一类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家庭”不是经济学中被动的福利再分配者和消费者
〔42〕

 ，而是指家庭承担的福利提供者的角色。不同的福利提供者具有不同的福利分配机制。市场显然是依靠价格机制，国家依靠的是权威关系，市民社会是通过传统价值观与社会纽带，而家庭则是依赖家庭内部亲密关系的互惠。除了市场以外，其他三种形式都是福利的再分配。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四类福利提供者扮演的角色都在不断地变化。最初，前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并未兴起，国家并不提供福利，福利提供完全是家庭与市民社会内部的事情
〔43〕

 。在这样的传统社会里，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家庭也是消费的基本单位，同时承担分配、保障等各自功能。因此，养老自然是家庭最基本的责任和功能。后来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自我调控自由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的发展使得社会内部的传统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生产单位从家庭过渡到了资本家组织的企业当中，个体的消费与保障也开始逐渐脱离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家庭本身也开始发生变化，家庭的保障功能已远不如传统社会那样重要了，个人开始依靠市场本身来解决保障问题
〔44〕

 。但是，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追求效率，显然无法对每个人都提供足够的保障，诸多个体面临失去保障的危险，社会就容易陷入动荡之中。这时，社会内部的力量必然要反抗市场的侵害。按照普兰尼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来解释，福利国家本身正是国家为了保护社会免受市场的侵害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国家组织形式
〔45〕

 ，而当下的欧洲福利国家正是美国嵌入性自由主义体系下第二轮双重运动的产物
〔46〕

 。就家庭与福利国家的关系而言，这个历史过程发展的结果就是福利国家接替了家庭原来承担的部分保障功能
〔47〕

 ，而家庭的保障角色也并未完全消失
〔48〕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家庭的变化与福利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二者彼此干扰、相互影响
〔49〕

 。艾斯平-安德森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强调研究福利国家必须考虑家庭，因为福利国家的政策必然影响到家庭原有的福利提供，就像福利国家对市场的影响一样重要
〔50〕

 。

在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来看，个人的福利取决于个人如何选择不同福利提供者的组合，而这些个人选择必然受到个人所处福利国家宏观结构的约束。例如，一个成年子女承担较多养老责任的传统家庭，相应会比老人与子女相对隔离的家庭要更少地依赖国家与市场的福利提供。而当家庭选择自己提供福利服务的时候，市场的劳动力供给与福利需求就会减少。相反，如果国家向家庭提供便宜的照料服务，市场就会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和福利产品需求。这些个人的选择所面临的最大结构约束，无疑是福利国家的家庭政策。家庭主义（familialism）与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正是这样两种效果相反的政策
〔51〕

 。总的来说，在解释国家与家庭福利提供之间的关系时，有三种理论观点：相互挤出（substitution）、相互促进（encouragement）、混合责任（mixed responsibility）
〔52〕

 。主流社会学
〔53〕

 以及一些经济学观点
〔54〕

 都认定家庭与国家在福利提供方面是“相互挤出”的，福利国家的发展必然导致家庭福利角色的衰落。福利国家提供了许多正式的服务，而这些服务所承担的功能正是以前家庭提供给个人的福利保障
〔55〕

 。其中，老年人所需要的经济赡养与家庭照料正是其中的主要功能替代。但是，家庭社会学新近发展的“相互促进”观点则挑战这种传统思路。该观点认为家庭与国家在福利提供上是相互补充、相互增强的。有经验研究表明，国家的福利提供不仅没有挤出家庭福利，反而鼓励并增强了后者的作用
〔56〕

 。在老年保障上，国家对家庭的正式帮助不仅增强了家庭的联系纽带，还使得子女更能向父母提供更多的非正式支持。“混合责任”的观点更是进一步推进了这种解释
〔57〕

 。这种观点强调，国家与家庭对老年人的福利支持属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层面。国家福利政策对家庭福利提供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促进关系之分，而是只有好政策与坏政策之别。好的国家福利政策能有效地适应社会中的家庭新状况，填补家庭的福利缺失，与家庭自身的福利提供相得益彰，为社会中的个体提供较好的风险保障
〔58〕

 。

“混合责任”的观点无疑包含了家庭社会学对欧洲福利家庭状况的最新研究成果，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尤其是在目前福利国家紧缩改革与调整的大背景下，这种观点更能帮助研究者理解和解释一些新的现实变化
〔59〕

 。例如，家庭是否能代替日益缩减的国家福利？从混合责任的视角来看，老年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决定了他们对家庭外正式养老安排的需求。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这可以解释历史上传统家庭养老衰落的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兴起对提供老年保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这也可以用来理解当下福利国家紧缩过程中家庭对福利国家的支持。家庭吸收了福利国家的震荡，失业，老年保障都归为家庭内部化
〔60〕

 。尤其是在老年保障问题上，“不考虑家庭提供的福利效用而空谈是否减少国家的福利责任是毫无意义的”
〔61〕

 。

三、家庭养老与社会联盟

如果我们可以把“家庭”找回来，就可以重新来思考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的理论之争。具体来说，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主要有两个作用机制：一是代际转移，二是代内转移
〔62〕

 。代际转移指将正在工作的人的部分工资转移为退休老人的养老金，体现为贡献率与替代率的关系；代内转移是指将高收入个体的收入转移为低收入个体的福利（累进税的存在）。由于有以上两个再分配机制，养老金的缩减一方面对不同代际的人影响不一样（老人受损失，年轻人受益）；另一方面，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影响也不一样（收入高的人受益，收入低的人受损失）。

第一个方面正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权利资源理论”强调的内容。公共养老金是政府强制实行的转移再分配，主要是挪用高收入者的钱来补贴低收入者养老来源的缺口。由于累进税率的存在以及公共养老金其他代内转移再分配的特点，养老金的缩减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缴费，使得他们的实际福利提高；而同时降低了低收入者的养老保障，使得他们的实际福利降低。因此，收入的阶层直接决定了政治联盟，并预测养老金政治领域会出现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甚至劳动力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冲突。这一结论的潜在假设是，除了国家的福利转移以外，不同代际的人可以通过家庭发生福利联系，同样收入阶层的人不存在代际之间的矛盾，养老金改革只能激起不同收入阶层以及阶级的对立。

第二个方面正是“代际逻辑”，强调养老金改革对个体的影响与个体所处的代际紧密相关。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缩减，会使得改革无关年龄以上特定代际的福利下降，而使得该年龄以下的人福利上升，免去双重给付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养老金缩减会对同样收入阶层在不同代际的个体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因此同样收入阶层的个体会根据其所处代际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的政策偏好。这就意味着政治联盟是根据代际来划分阵营的。这种理论必然假定除了国家的公共福利转移以外，家庭关系下的代际转移是不存在的，因此养老金改革的影响就只能体现为不同代际之间的分裂。

在本文看来，不论是阶级理论还是代际逻辑，讨论的都是极端情形：不同代际通过家庭的福利转移要么是完全的，要么是不存在的，从而推导出养老金缩减的反对者要么是“穷人”要么是“老人”。其实更合理的假设是把家庭内部的福利分配作为一个连续变量——家庭养老强度，而这个变量是由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所决定。一般来讲，本文提及的“家庭养老”主要讨论与代际关系相关的家庭内部福利转移，如无特殊说明，“家庭养老”都狭义地限定为“家庭关系内子代对父代提供的福利支持”。
〔63〕

 家庭养老强度高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阶级理论预测的政治联盟；家庭养老强度低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出现代际逻辑预测的联盟。换句话说，来自家庭内部的福利转移影响了个体在代际与阶级上的利益判断，不同的家庭养老状况决定了社会在养老金改革问题上的不同分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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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从“家庭—国家”出发的理论综合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总结上面的分析结果
〔64〕

 。这个模式是一个演绎的静态模型，需要设立如下几个假定：

第一，为了理论讨论的方便，需要假设社会的代际纵向流动性相对较小
〔65〕

 ，代际间的社会封闭程度较高，也就是，假设收入具有较高的代际相关性，这样才能把家庭内的代际关系相对限定在稳定的阶层之内
〔66〕

 。

第二，将雇主的角色作为一个常量。因为构成养老金的工资税大多是由雇主直接缴纳的，即使是由雇员自己缴纳其实也是间接来自雇主的劳动力成本，所以以往的分析大都假定作为资本代表的雇主支持养老金缩减
〔67〕

 ，但近年来也有研究推翻了这种假定，而认为维持一定规模的公共养老金可能是雇主的次优选择
〔68〕

 。虽然养老金缩减中雇主的反应尚未确定，但该模型的分析对象仅仅是受养老金项目直接影响的群体，这些群体是养老金项目直接管理的对象，而雇主的反应并不影响本模型要分析的内容，所以可以把雇主的角色作为一个常量。

在理论上，一个养老金项目的具体参数与该项目管理下的人口结构可以共同决定两个关键参数：改革无关年龄（Indifference age）与改革无关收入（Indifference income）
〔69〕

 。前者表示该年龄之上的个体不受养老金缩减造成的代际转移变化的影响；后者表示该收入水平之上的个体不受养老金缩减造成的代内转移变化的影响。通过这两个参数把相关的社会人口划分为潜在的四个群体：低收入老年人、低收入年轻人、高收入老年人、高收入年轻人（参见图1-4）。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缩减对他们的福利影响是不相同的：减少代际转移对低收入及高收入的年轻人有利（＋），对低收入及高收入的老年人不利（－）。减少代内转移对高收入的年轻人与老年人有利（＋），对低收入的年轻人与老年人不利（－）。因此，阶级与年龄两种对立造成的交叉压力（cross pressure），对不同特征人口的影响是不同的：综合两种福利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养老金缩减对低收入老人完全不利（－，－），对高收入年轻人完全有利（＋，＋）；而对低收入年轻人与高收入老年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相应的，不管是以阶级为基础，还是以代际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联盟都是不稳定的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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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潜在的利益群体

以上分析排除了来自家庭的重要影响，仅仅分析了国家正式的公共福利制度对不同人口的影响，所以难以解释现实中何以会出现不同的社会联盟。然而，如果我们把家庭内福利转移的影响加到这个模型里，就可以更好地预测社会联盟的具体分裂线。图1-5表示了代际逻辑与阶级理论所预测的两种极端情形。图1-5上部是代际分裂的极端情况，家庭内部不存在福利转移，低收入年轻人与低收入老年人在改革问题上的代际分歧是明确存在的，所以低收入老年人更容易与高收入老年人形成潜在的集团，反对改革，养老金改革造成了代际之间的完全分裂；图1-5下部是阶级分化的极端情况，家庭养老强度较高，低收入老年人与低收入年轻人可以通过家庭分享福利，所以他们之间更容易形成统一行动的集团，反对改革，养老金改革造成了阶级之间的分化与对立。总之，家庭内的福利转移改变了处于公共养老金改革交叉压力下的个体的利益平衡。随着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不同特征群体的利益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利益相似，联盟形成；利益变化，联盟瓦解，新的联盟形成”
〔71〕

 。这样，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影响了养老金政治中推动或反对改革政策的社会联盟。

关于理论模型还有如下几点讨论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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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两种形式的社会联盟

第一是关于改革无关年龄与改革无关收入。在这里提出中心假设的过程中，为了方便推导，本书先假定一个养老金体系中改革无关年龄与改革无关收入都是唯一的。在以后的案例分析中，我们还可以逐步放宽这个假定，这增加了理论的复杂程度，但不仅没有改变理论的基本逻辑，而且有时还可以借此增进理论对经验的解释能力。例如，在一个统一的养老金体系中，尽管受益计算公式完全相同，但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具有不同的就业生命周期、工资水平、工资上升速度，二者仍然会具有不同的改革无关年龄、改革无关收入。具体而言，在瑞典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方案中
〔72〕

 ，根据具体方案的参数，白领工人的改革无关收入大致与蓝领工人相同，但其改革无关年龄就显著低于蓝领工人的改革无关年龄
〔73〕

 ，这造成白领工人群体中反对改革的“老年人”显著多于蓝领工人群体的“老年人”
〔74〕

 。因此，在最后瑞典社会民主党（SAP）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老年人”居多的白领工人的代表工会瑞典雇员中央组织（TCO）
〔75〕

 倾向于反对改革，而“年轻人”居多的蓝领工人的代表工会瑞典工会联合会（LO）
〔76〕

 则倾向于支持改革。换句话说，两个工会微妙的态度差异，表面上看似是收入的差异，其实是收入模式复合决定的“年龄”差异
〔77〕

 。

第二，关于其他政治变量对主逻辑的干扰，有两个可能的机会缝隙（参见图1-3）。一是从家庭养老强度决定的利益结构到社会联盟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制度一定会打上自己的烙印；二是从社会联盟到改革结果，政府的政治运作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要确保本书理论核心逻辑的因果机制得以成立，必须有效地隔离与控制这两个干扰变量，下一章将对这两个干扰变量分别予以专门讨论。

四、全书安排

本书共分九章。第1章简要介绍本书的背景，在提出中心问题之后进行文献回顾，然后通过“把家庭找回来”而建立起一个理论演绎模型，提出全书的中心论点。

第2章专门对因变量以及逻辑推论进行理论分析，也就是由养老金问题引发的社会联盟。先探讨社会联盟的存在形式，分析联盟形式与改革阻力的关系。然后再依次讨论两个干扰变量对核心逻辑的影响，也就是历史制度、政府的政治运作。最后总结从家庭养老到养老金政治的整个理论逻辑。

在结束了第1、2章对理论逻辑的讨论之后，第3章开始进入实证操作环节，先对本书的案例选择做一个单独的说明，然后再对所选案例的自变量——家庭养老强度进行测度。具体来说，在案例选择之后，先介绍欧洲家庭养老变迁的历史趋势，再讨论直接测度的利弊，最后转向间接测量的操作，即用处理二手统计数据构造家庭户变异指数的方法来间接测度理论上的家庭养老强度，并对案例国家战后的养老金发展史做出有比较意义的时间分期。

第4章到第8章是案例分析部分，将集中提供本书的核心经验资料，用前面章节建立起来的理论对二战后五个欧洲福利国家的养老金政治进行历史重构
〔78〕

 。意大利（阶级联盟的延续）、德国（代际分裂的嬗变）、法国（代际冲突的阵痛）是三个传统统合主义国家，也是本书将要进行横向比较的三个主要案例。瑞典（强阶级政治的衰落）与英国（多元主义的博弈）的养老金体制在技术上与前三个案例国家有较大的差异，在分析时更多的是作为内部纵向比较的参考案例，并强调瑞典与英国之间的横向比较。在梳理各国养老金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各次改革历程的过程中，每一章都将分析各国在不同时间分期由养老金问题所引发的政治分化与社会联盟，并及时与合适的案例进行比较，以得出有理论意义的结论。

第9章是结论部分，在对案例进行更进一步的总结之后，将讨论本书在理论上的贡献与不足，最后将得出一些尝试性的政策启示，把更多的工作空间留给对政策建议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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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由养老金问题引发的社会联盟

如果要验证本书提出的理论假设，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该确认家庭养老强度的差异，这就需要从经验上去探索欧洲的家庭养老强度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所存在的差异。这是下一章的主要任务。但就构建理论的完整性而言，还必须先对不同社会联盟的存在形式给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根据上章提出的理论假设，当家庭养老强度较高的时候更容易形成广泛的以收入划分为基础的阶级联盟，而当家庭养老强度较低的时候就更容易形成狭隘的以年龄为基础的代际联盟。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辨认这些不同联盟形式之间的差异呢？这将是本章的主要工作。

一、社会联盟的存在形式

强调社会联盟的理论视角注重分解国家和社会，注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与社会的组成部分在不同利益的驱使下的交叉联合和斗争”
〔1〕

 。本书谈到养老金问题引发的社会联盟，一般专指社会的各种集团形成的联盟，而暂时把作为国家的政府一方放在外面。之所以可以先不考虑政府，主要是因为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政府由于受到非政治性的改革压力，其选择是相对确定的。政府在养老金问题上的作用，本章第四节还将单独讨论，但一般都假定政府都面临不得不进行缩减改革的压力，这种压力或者说是动力，来自于养老金体系的技术特点、人口老龄化以及政府相关的财政危机。简单地说，先假定政府推动改革的动机基本上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而非政治考虑。

现在让我们先把焦点放在对社会一方的分解之上。“联盟一词不仅是一组拥有共同政策偏好的人，它还隐含了为影响政策制定而进行的某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例如投票、游说、抗议、示威等等）”。
〔2〕

 投票是社会个体对社会联盟的直接参与过程，然而我们很难去直接测定选民个体在养老金议题上的立场。除了用直接投票行为来表达利益要求以外，选民还可以参加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组织，用组织的形式来寻求利益诉诸。事实上，大部分具体政策都与选民的选举没有直接关系，选民的投票只能对间隔几年的政治领袖或执政党进行选择，从而间接地对政策进行选择；具体的政策往往都直接来源于各种组织或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而施加的压力组合。

因此，为了测度社会联盟的不同形式，本书的研究将焦点放在对相关政治组织的分析之上，用对政治组织的分析来操作化社会联盟的测度过程
〔3〕

 。在民主政体中，“政党、工会组织、特殊利益游说集团就是社会联盟影响政策的主要组织渠道”。
〔4〕

 要理解不同的政治分化与社会联盟，就需要分别界定和区分这些政治组织
〔5〕

 。科里曾用特殊年龄集团（specific age group）与年龄涵盖性组织（age-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来区分不同政治组织的年龄整合程度
〔6〕

 。相对于其他政治组织来说，政党是较为稳定的政治组织，而任何想在政治系统里长期生存的政党都必须尽量包括更为广泛的人群，所以政党自然成为年龄涵盖性组织的典型。与之相反，养老金游说集团是典型的特殊年龄集团。值得一提的是，工会本应与政党一样，是年龄涵盖性组织的典型，然而现今欧洲工会的阶级政治则正面临老人政治转向的严重挑战。

1．政党

具体来说，首先来看政党的基本特性。与一般的社会集团不同，政党是制度性较强的机构性政治组织，是一种专业化的利益综合机构。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前提条件：养老金问题本身以及它所引发的社会分化不足以改变已有的政党体系，政党体系是外生的，是由于更深远的其他政治分化而形成的
〔7〕

 。在福利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各国的主导政党都无一例外地与相应的阶级基础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德国的社会民主党（SPD）和法国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都与左翼势力要求福利扩张的运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意大利的共产党（后分裂为左翼民主党和重建共产党）也不例外。瑞典的社会民主党（SAP）、英国的工党也都是要求福利扩展的先锋，其行动的基础都是阶级逻辑。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将会潜在地影响到政党成员对于养老金改革性质的判断，从而对政党在养老金问题上的党内团结程度造成明显的影响
〔8〕

 。因此，养老金改革问题上的阶级分化越严重，代表不同收入群体的政党内部就越团结，他们或是一致地支持削减（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右派政党），或是一致地反对削减（左翼政党）
〔9〕

 。在这种阶级联盟主导的情况下，各政党的政策位置应该如下排列（参见图2-1）；然而，如果是代际联盟主导，作为典型的阶级组织，政党内部就会出现分裂，其政策立场就会出现混乱局面，图2-1的阶级立场就不容易出现。

[image: alt]


图2-1　各政党（以及工会）在养老金改革中的传统阶级立场

来源：M. Schludi, The Reform of Bismarckian Pension Systems: A Comparison of Pension Politics in Austria,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Sweden,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9.





在后续的案例分析中，本书会将分析焦点放在传统左翼政党（包括极左翼的共产党与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立场上。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研究养老金问题引发的社会联盟的关键在于反对改革的社会联盟
〔10〕

 ，而如果阶级联盟延续主导地位的话，传统的左翼政党应该是反对联盟的核心。因此，左翼政党的立场变化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相关社会联盟的变化。

第二，谈到政党就不得不牵涉到“政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党领袖与政党一般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政党—政府”而言，这本身就有值得研究的类型学在里头：在有的国家，政府受到了支持性政党的支配，如英国、瑞典；而有的国家，政府却相对独立，政党较为软弱，如意大利、法国（法国是半总统制）；德国的情况似乎位于二者之间（总理与执政党的权力分配根据相关因素的变动而发生变化）
〔11〕

 。对于本书要解释的政党在社会联盟中的表现而言，“政党—政府”关系也是一个干扰性的制度变量。因为政府受到非政治性改革压力需要推动养老金缩减，而支持性政党则因其选民基础而拥有不同的政策立场，那么政府与支持性政党之间的关系则会影响到支持性政党内部的立场协调问题。换句话说，由于支持性政党的领袖一般都负责组建政府，所以政府与支持性政党的关系问题就转变为支持性政党内部领袖与一般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交接点上，“政党—政府”的关系与政党内部“大众—精英”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重合
〔12〕

 。为了避免这种政党制度多样性对本书中心逻辑论证的干扰，除了在横向比较时尽量控制所选案例的制度差异之外，案例研究中特意加强了案例内部的纵向比较。在单个案例国家内部，政党制度的变化相对较小，支持性政党立场的变化就更能体现出其选民基础中社会联盟变化的影响，而非受到来自执政党政治精英所主导的政府改革意愿的影响。

第三，所选案例除了法国是半总统制以外，其他国家都是议会制。所以，研究政党的立场变化，很大程度上必须分析议会中各党议员的行为。除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层党员以外，议会中的议员应该是各党最为核心和直接的政治资源。所有相关法案都必须得到议会通过，所以，议会中各党议员的表现往往能体现出各党的政策立场
〔13〕

 。本书暂时无法获得可以系统比较的各国议会具体资料，所以改用其他二手的替代途径来测度各党的政策立场
〔14〕

 。然而，关于议员仍然有值得一提的要点，那就是各国议员的平均年龄。这个指标虽然有太多的历史制度因素干扰，并不能由此而肯定议员的平均年龄对议员在政策上的年龄倾向存在明确的作用方向，但至少不能否认案例各国之间持续存在的差异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参见表2-1，法国要远高于德国、意大利；而英国、瑞典则处于低年龄的一个极端）。对于这个指标的意义，本书在案例分析中还可以结合工会成员的年龄结构做进一步的阐述。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与工会成员的年龄结构相比，议员的年龄结构对养老金政策的潜在影响要小得多。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涉及政治组织的利益表达渠道与施加影响的策略。执政党可以直接控制政府、设计立法草案；反对党可以控制议会，阻挠法案通过。当然，除了这些直接手段以外，政党还可以联合其他政治组织，使用间接手段。在三种相关中介政治组织中，政党的政治资源是最为集中、最强有力的。因此，考察养老金改革中社会联盟的性质，必须从政党的立场选择开始分析。对社会联盟中其他政治组织的讨论，往往也得分析其与相关政党的制度性关系。

表2-1　议会议员的平均年龄（2002年）

[image: alt]


来源：G. Bonoli,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Social Policies", in C. Pierson and F. G. Castles (eds.), The Welfare State Reader, 2nd Edition, Polity Press, 2006, p.394.





2．工会

工会是福利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组织之一，其组织目的是为了表达特定的经济利益，而其组织形式上也具有高度分化的角色结构和正式制度，因此其组织特性介于阿尔蒙德所界定的社团性政治组织与机构性政治组织之间
〔15〕

 。一方面，工会的初始目标是代表雇员同雇主展开集体谈判，为雇员要求雇佣关系中的经济权益；另外一方面，因为经济利益的获取（尤其是分配性的工资协议与福利待遇问题）往往必须通过政治途径来获得解决，所以工会也会卷入政治事务中，在产业关系立法、具体政策制定方面积极活动，从而成为民主政体中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利益团体
〔16〕

 。

从历史发展上看，一个国家的全国性工会
〔17〕

 一般具有明确的传统阶级偏好，并与相应的左翼政党建立某种制度性的联系（参见表2-2）
〔18〕

 。这种工会的政治分化就如同一国的政党政治分化相同，受到该国历史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基于阶级基础的工会是否按传统阶级逻辑“出牌”，这是研究养老金政治中社会联盟性质的关键考察点
〔19〕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养老金政治的阶级分化越明显，这些工会组织就越可能反对减少代内再分配的改革；而代际分裂显著的时候，工会组织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统一决策
〔20〕

 。

表2-2　欧洲各国工会与政党的传统政治倾向
〔21〕



[image: alt]


来源：B. Ebbinghaus, & J. Visser, Trade Union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Macmillan Reference LTD, 2000, p.41, table WE.3.

注释：*
 为Socialist。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工会成员的人口结构变化，传统的工会政治本身可能因代际分裂而发生新的变化
〔22〕

 。其实这就是工会政治中的成员结构逻辑（the logic of membership），工会组织的成员结构影响了工会的政策偏好
〔23〕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组织本身容易体现出更多的老人政治的特点，从而削弱其阶级为基础的代表性
〔24〕

 。例如，可参见表2-3，表2-4的具体数字。首先，各国净工会组织率的年龄差异要显著大于性别差异；其次，就不同年龄的组织率相对比率（5）而言，瑞典的差异最小（111.5）（德国总体上平均仍然高于瑞典），法国的差异最大（296.0）；英国出现了与各国相反的模式，年老工人的组织率反而低于年轻工人（相对比率为72.1）。表2-3的指标趋势也与组织率的指标趋势吻合。本书后面的案例分析还会指出德国、法国的工会本身就体现了老人政治，既不与左翼政党合作，又更反对右翼政党提出的削减计划；相比之下，英国、瑞典、意大利的工会则相对较为严格地按照阶级逻辑出牌
〔25〕

 。因此，除了意大利这个案例以外
〔26〕

 ，其他各国工会的立场选择与其成员的年龄结构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当然，成员的年龄结构只是可以影响工会政治倾向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不同成员利益的表达途径与表达强度也存在差异。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工会中有多少养老金领取者，而在于这些养老金领取者的利益在工会内部是如何被表达的
〔27〕

 。因此，在案例分析时，除了分析养老金领取者的相对数量比重以外，还必须关注养老金领取者在全国工会联盟层面的聚集程度和影响力途径。

表2-3　不同社会群体的净工会组织率（1996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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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于B. Ebbinghaus, "Trade Union Movements in Post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 Opening Up to New Social Interests?”, draft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al Regulation of New Social Risks, Lugano, 23-25 Sept. 2003，本书作者重新计算了组织率的相对比率，原始数据来自Internatianal Social Survey Project。





表2-4　养老金领取者占所有工会成员的比重（2000年前后）

[image: alt]


来源：转引自K. M. Anderson & J. Lynch, "Unions and the Seniority Threat: The impact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on unions pension policy preferences",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uropeanists, March 11-13, 2004 at the Palmer House Hotel in Chicago.本书作者有所重新计算调整，数据来源于一些工会组织的出版物和网站。如the Europ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Observatory network可访问http://www.eiro.eurofound.eu.int/contact.html，以及the 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可访问http://www.trav.ucl.ac.be/partenaires/eu-8-en.html。

注释：缩写代码参见表2-2或本书缩写名目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工会成员年龄结构的老龄化是与工会组织率（union density）与组织集中度（associational monopoly）
〔28〕

 联系在一起的。后面这两个因素需要特别注意的干扰性制度变量
〔29〕

 ，会间接影响到工会选择政治立场的基础。其一，其他条件不变，工会组织率越高，工人群体的工会化程度越高，工会越容易表现出涵盖性组织的特征，从而体现出其阶级基础的集体行动
〔30〕

 ，也就更愿意与政府进行统合主义的协商，保证更为广泛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如提高经济绩效、稳定公共财政
〔31〕

 。在横向比较来看，欧洲各国二战以来的工会组织率历来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瑞典最高，法国最低，德国、意大利、英国处于中间地带（参见图2-2）。其二，便是组织集中度的问题。工会组织率不足以确保工会追求更为广泛的利益，因为在工会组织结构分散的情况下，组织率高的工会组织也会追求狭隘的利益。
〔32〕

 因此，组织集中度是影响工会能否成为涵盖性组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33〕

 。一般来说，全国性工会或者工会联盟的组织集中度越高，在相关领域作为谈判代表的能力就越高，这样的工会也就越容易追求涵盖性的利益诉求。蓝领工人工会的组织集中度往往高于白领工人的工会，私有部门工会的组织集中度往往高于公共部门的工会
〔34〕

 。从横向比较来看，德国工会的组织集中度较高，法国的集中度最低（参见表2-5）。当然，在这里，工会的组织率与组织集中度对工会集体行动的一致影响只是单方面的分析，在实际情况中，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例如，第三个时期德国工会的表现，则是二者相互作用之后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变异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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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欧洲各国二战以来的净工会组织率

来源：原始数据基于B. Ebbinghaus, & J. Visser, Trade Union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Macmillan Reference LTD, 2000, p.63, tables WE.13/14。

注释：此处图示的是净工会组织率，其分子是不包括退休人员、学生的现行会员，分母是将失业者排除在外的处于就业状态的工资收入者（gainfully employed wage and salary earners）。对于本文来说，这样的净组织率是有理论意义的。分子排除退休人员，就可以将养老金领取者排除在外；分母排除失业者，就可以更好的研究与收入相关的俾斯麦型养老金。





表2-5　部分国家工会联盟的组织集中度（按全部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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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缩写名参见案例分析各章；意大利、英国的定量数据不可得。





上面分析了将会影响工会政治立场的可能因素，下面来看工会对养老金政治施加影响的具体途径。简单地说，工会的影响力涉及工会发挥政治影响的制度环境。一般来说，工会对养老金改革等社会福利政策的政治过程施加影响，有四种可能的影响途径：行政渠道、公共舆论、工资谈判平台、与政党的制度联系
〔36〕

 。首先，工会往往参与了养老金管理行政机构，工会官员能够获取相关信息、直接表达意见。工会自己可以统合主义下的社会伙伴，参与工资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以及养老金委员会的立法过程
〔37〕

 。其次，工会可以利用其组织优势营造社会舆论，动员其会员参与示威、罢工以对政治家施加舆论影响。第三，工会可以在统合主义的工资谈判中直接引入养老金议题。最后，在大多数欧洲福利国家，工会与相应的左翼政党都建立程度不一的制度性伙伴关系。工会可以与左翼政党建立制度性联系，各国工会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例如瑞典的LO，其领袖就在社会民主党七人委员会里面。

在以上总结的四种途径中，最有效的影响途径显然是通过与左翼政党的联系来直接影响相关立法进程。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制度联系越多，二者形成统一社会联盟的可能性越大，工会的政治影响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在这一点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DGB属于后者，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与LO属于前者。
〔38〕



3．特殊利益团体

最后是特殊利益团体。虽然老人代际联盟的参与者大都以选民的身份在大选中表达政治诉求，但他们同样也可以按社团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更有组织、更为频繁的利益表达。社团性的利益团体拥有一批专职人员集中致力于利益表达的目标，并寻求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
〔39〕

 。与分散化的个体投票行为相比，这种方式可以向政治决策中心更有效地传递代际联盟的利益诉求。

养老金政治中的利益团体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不仅是简单地以年龄为基础来确认成员，而且更是在具体的养老金项目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协会组织。如在德国就有德国养老金提供者联合会、雇员组织保险联合会等游说团体。另外，还有一些与养老金相关的管理者组织，它们也代表了老人的利益。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的不同的组织形式，但这类游说团体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以特定代际的特征人口为基础，往往具有明确的核心政策目标，以及相对稳定的组织边界
〔40〕

 。

最后，养老金团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与施加影响的策略与工会相似。但养老金团体的出现一般要晚于工会，所以其组织程度与强度一般都要弱于工会。一般来说，养老金团体都还停留在非制度性或是制度性的游说政府的层面，并没有像工会那样成为统合主义安排下默认的社会伙伴之一。但是近年来，随着代际联盟的兴起，一些国家的养老金团体也逐渐进入统合主义的核心结构之中
〔41〕

 。更多的比较将在案例分析中展开。

二、联盟形式与改革阻力

什么是改革阻力？改革阻力源自何处？在社会联盟的理论看来，政策依靠社会联盟推动
〔42〕

 ；政策失败的关键也必然是因为有社会联盟的反对。首先，养老金改革成功与否，关键是要看改革过程中的否决点（veto point）
〔43〕

 。有效否决点的数量和强度决定了改革阻力的大小。其次，根据皮尔逊“福利国家的新政治”所讲的逻辑：以前的福利政治是增加社会保障、提高福利开支的政治，容易得到选民团体的支持，而“新政治”是福利国家的缩减政治，主要涉及削减福利开支，必然要遭到选民和一些大的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缩减不可能是与扩张完全相同的景象，福利项目已经培育了自身的选民基础，这些反对者将构成影响改革的主要因素。
〔44〕



虽然皮尔逊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并未能充分说明反对者的组成结构，但他关于反对者政治影响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个逻辑与否决点的决策机制加在一起，充分说明了：在养老金缩减的改革中，反对方的力量比支持方要重要得多，二者的影响是不对称的
〔45〕

 。改革成功与否，是看反对方的影响力有多大。更进一步说，要看反对力量是否形成了有效的社会联盟，其社会联盟的性质如何：如果反对力量形成了统一的社会联盟，则阻力较大；如果反对力量尚未形成统一的社会联盟，则阻力较小。总之，改革阻力的具体程度，就与反对方的社会联盟联系起来。下面我们来看与之相关的两个推论。

1．“从联盟形式到改革阻力”的两个推论

推论1：以代际为基础的反对联盟的行动力强于阶级联盟。

推论2：任何一种社会分化获得主导地位时，形成了单一的分化形式，这时的改革阻力较大；反对力量未组成有效联盟时，社会分化无主导形式，这时的改革阻力最小。

（1）推论1的推理过程

工会与游说团体是代表不同社会联盟的典型组织，我们可以对二者进行更深入的比较。

首先，与像政党这样的更为制度化的正式政治组织不同，工会与游说团体都属于组织更为松散的协会。与正式的制度化集团不同，作为利益集团的协会仅仅是由具有某种相关关系的成员组成，协会之间的成员身份常常存在重叠。因此，在吸引成员的支持上，协会之间必然存在竞争性。在这个意义上，代表阶级的工会与代表代际的养老金游说团体是相互竞争的，而二者对成员参与和支持程度的竞争结果正好可以反映出社会在养老金问题上的具体分化形式。
〔46〕



其次，代表阶级的工会在养老金问题上往往更难以统一行动，而代表代际联盟的游说团体则更容易形成有政治影响的行动，后者的组织动力要显著强于前者。这可以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解释，具有选择性激励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
〔47〕

 。具体而言，养老金缩减直接针对具体的养老金项目进行改革，对具体的代际再分配的影响更直接，因此代际组织对个体的选择性激励更更有效。同时，年龄是一个容易辨认的身份边界，而养老金项目的具体设计更使得受益者相对较于确认自己的利益，所以以代际为基础的组织更容易确定组织的边界，更易于联合起来为集体利益采取积极行动。与之相反，养老金缩减对代内再分配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对低收入者的影响并完全发生在当下，对高收入者的影响更是要通过累进税率的变化间接反映出来，同时，收入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边界，不同收入水平的利益相关者较难确认自己的利益，因此相对而言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缺乏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手段和容易辨认的组织边界，其成员搭便车的可能性更大。

更进一步，集体行动团体的涵盖性程度决定了其行为对整个经济体效率的影响，因此，广泛意义上的阶级联盟更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以代际分歧为基础的特殊分利集团反而更专注于抢夺经济体中尽可能多的资源。
〔48〕

 因此，在养老金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过程中，与阶级联盟主导相比，代际分裂下的社会联盟如主导养老金政治，则会给改革带来更大的阻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代际联盟之间对立造成狭隘的老人政治更容易给养老金改革造成较大的阻力，其狭隘的利益要求在传统的统合主义框架下不容易得到协调；而阶级联盟之间的冲突更容易被政府调节管理，以阶级为基础的反对联盟对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2）推论2成立的推理关键

根据政治学上的“交叉压力”理论，社会主要对立的数目越多，社会完全分裂的风险就越小；“冲突和组织成员资格的交叉线导致政治缓和以及政治稳定，而冲突的协同线则导致强烈的政治对抗和政治不稳定”
〔49〕

 。不同的社会对立就像湖中起点相对的波浪，如果一个波浪的波峰与另一个的波谷相遇，这些波浪将相互压制；如果它们的波浪与波峰、或波谷与波谷相遇，则彼此加强。另外，李普塞特也强调过交叉压力对选民和政党组织的不同影响
〔50〕

 。他认为政治上不一致的重要归属、忠诚和刺激的多元化降低了选举中情绪化和暴力现象出现的风险，而具有多个相应交叉关系的团体和个体则增加了稳定民主的几乎。更进一步，一些针对选举与选民的研究专门考察了遭受交叉压力的个人表现出的行为趋势：对选举失去兴趣；减少了其政治承诺的强度；放弃投票；减少了党派特征；时常改变政治态度。
〔51〕



在养老金政治中，低收入年轻人与高收入老年人正是受到相反的交叉压力的影响，与另外两种特征人口（低收入老年人、高收入年轻人）相比，他们的选择更不稳定。当家庭养老强度变化时，他们的利益平衡发生变化，其政策立场也随之变化。这两种群体的选择决定了社会联盟的主导形式。然而，最为关键的是，家庭养老从高到低的变化过程中，社会联盟的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论上，总有那么一个点或时期，遭受交叉压力作用的这两种群体处于临界状态，加入任何一种联盟对他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种临界状态可能受到现实政治中其他历史制度、政治运作的因素干扰，不一定会稳定存在；然而，一旦环境条件有利于其存在，那么这时的社会群体中就没有形成任何主导形式的社会联盟，四类潜在的利益群体处于分散的立场之中。对养老金改革来说，这样的无主导联盟的临界状态应该是阻力最小的时候，因为只有低收入老年人这一种群体潜在的反对改革（参见表2-6）。这就是推论2成立的整个逻辑。

表2-6　不同联盟中的参与者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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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推论1与推论2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理论上不同社会联盟的改革阻力的排序（代际联盟主导＞阶级联盟主导＞无主导联盟）。而改革阻力的变化是与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变化：从整个变化趋势来看，家庭养老强度最高时，改革阻力较大（相比之下，这是处于三种情况之中的中等阻力）；家庭养老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改革阻力最小；家庭养老强度最低时，改革阻力最大。（参见图2-3）

总之，如果低收入的老人能与高收入的老人打破阶级界限组成老年联盟，这样的分利联盟会对政府的缩减改革构成最大的阻力；如果低收入老人与低收入年轻人能保持旧有的阶级联盟，这样的联盟会对改革形成一定的压力；如果低收入老人无法与其他人构成稳定的联盟，这时政府的改革阻力最小。对无主导联盟需要特殊说明的是，这是一种低收入老年人未能与他人组盟的情形：处于交叉压力的另外两种人群处于选择的临界状态，并未加入任何反对联盟：低收入年轻人不愿与低收入老年人合作，体现为低收入基层的工会组织缺乏统一反对意见；而高收入老年人也不愿与低收入老年人合作，体现为养老金团体缺乏统一反对意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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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家庭养老、联盟形式与改革阻力

三、利益结构、历史制度与社会联盟

在第1章的理论讨论中，本书已经指出，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影响了养老金问题上的利益结构，从而影响到养老金政治中推动或反对改革政策的社会联盟。所谓利益结构，是指家庭内的福利转移改变了处于公共养老金改革交叉压力下的个体的利益平衡。随着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不同特征群体的利益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利益相似，联盟形成；利益变化，联盟瓦解，新的联盟形成”
〔54〕

 。这个逻辑的精髓在于强调“利益结构决定社会联盟”的逻辑。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历史制度对联盟的形成仍然发挥影响
〔55〕

 。各个潜在的利益群体都面临其他群体的竞争，包括相互对立或相互交叉的利益群体。社会联盟的形成就是相互竞争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过程，而历史制度因素在这些过程中的影响是不容抹杀的。

与养老金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制度结构应该就是统合主义（corporatism）。“统合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机构中。”
〔56〕

 在养老金的问题上，统合主义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传统工会联盟的集中程度、国家水平上传统阶级集体谈判的可能程度、政府支持下进行传统阶级协商的可能性。在统合主义因素较强的制度环境有利于阶级联盟的形成，而老龄人口的影响在统合主义较强的环境下则会相对减弱。
〔57〕



很久以来，彼得•霍尔对历史制度作用斩钉截铁的经典阐述一直让人难以忘怀：





“制度因素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方面，决策的组织结构影响了任何行动者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通过构建行动者之间的制度性责任与关系，组织性的位置还会影响到行动者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在复杂的社会中，权力是依靠组织来协调的，分配性冲突也是通过制度结构来展开的……在某种程度上，集团的自我理解和利益界定都会受到自身组织模式及其竞争对象组织模式的影响与塑造。”
〔58〕







当然，霍尔的阐述不仅强调了历史制度对利益表达与综合过程的影响，还格外突出了历史制度对利益形成的影响。他强调的后一点可能并不为理性主义倾向的政治学家所认同，但他强调的前一点却是任何研究者都无法否认的症结所在。例如，工会与养老金团体试图影响养老金改革的立法过程，除了直接进行罢工、示威以外，还可以通过政党来间接表达利益要求。其一，直接的罢工、示威等利益表达能力有赖于工会、养老金团体自身的权力集中程度、政治动员能力，这些因素无一不受到这些团体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组织结构的影响；其二，工会、养老金团体的利益诉求，往往可以通过政党的大会、养老金立法专门委员会得到表达，政党也会根据自身条件对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调和，使之成为能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政策申明，这个利益综合的过程显然要受到工会、养老金团体与政党之间制度性联系的影响。上面列举的这些因素都落在了历史制度的影响范围之内，尤其是政党的利益综合过程
〔59〕

 。对社会联盟的形成以及养老金改革的决策过程来说，利益综合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利益结构到社会联盟，利益综合过程是一个桥梁，这个桥梁能把大批个人与集团分散的利益和资源同足以形成有效联盟的政策立场连接起来。而只要利益综合过程在相应的政治组织中发生，政治组织的结构就会给最终结果打上其历史制度的烙印。

近来，在针对影响社会政策的社会联盟的具体研究中，豪瑟曼在理论上特意区分了问题联盟（issue alliances）与改革联盟（reform coalitions）
〔60〕

 。他做出这种区分的目的，就是在肯定利益结构作用的同时仍然强调历史制度对社会联盟的影响更大；换句话说，源自社会、经济因素的利益结构只能决定个体在特定问题上潜在的相同立场，最后形成的实际社会联盟还是更多的受到国家政治制度环境的影响。豪瑟曼努力做出这样的理论建构，其初始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即力图化解利益结构与历史制度之间的理论张力。然而，这种理论方法一点都不实用，只凭空多出一些概念上的麻烦，既未缓解理论上的紧张关系，也不有助于我们对实际政策的分析。

在这里，争论利益结构与历史制度孰重孰轻是没有意义的，关键还是看具体情况下哪种因素对利益综合与社会联盟形成的作用更大一些。这样说，并不是玩弄辩证法，或是说说套套逻辑，而是在强调要通过具体案例的比较来获得对理论问题的解答。具体地说，在案例分析时有两个必须注意的策略。

第一是要对历史制度和利益结构交叉控制变量。只有在利益结构相同的情况下，才能看出不同的制度是否能引发不同的政治和政策结果
〔61〕

 。同样地，只有在历史制度相同的情况下，才能看出利益结构的变化是否能引发政策结果的差异。如果说历史制度主义钟爱的是“利益相同、制度不同”的案例的话，那么对于本书的研究来说，就是要着重进行“制度相同、利益不同”的案例比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国与意大利的比较，这两国的历史制度大致相同，但家庭养老却互为极端
〔62〕

 。通过这样的案例比较，一方面指出历史制度主义的很多解释并没有控制住利益结构的条件，另一方面揭示出利益结构之于社会联盟的解释力。

第二是注意利益结构变化的程度与周期。历史制度具有黏性，锁定了一些约束结构。但历史制度也会被政治创新所改变，那么关键就是看利益结构的变化是否为政治创新提供了的足够动力，以及利益结构的变化是否为我们观察历史制度变化提供了足够的窗口期。那就得注重对单个案例跨时的纵向比较，并更为大胆地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在具体的案例比较中去探究利益结构、历史制度与社会联盟这三者之间更为理论化的关系：社会联盟变迁的基本方向是由利益结构决定的，但是其变迁轨迹却会受到历史制度的影响。
〔63〕

 具体来说，除了本书所强调的“制度相同、利益不同”的案例配对（验证利益结构的影响）以外，我们还可以对“利益相同、制度不同”的案例进行比较（验证历史制度的影响），如法国与瑞典，这是两个家庭养老强度同样下降的国家，都存在着从阶级联盟过渡到阶级联盟的趋势。这个变迁的基本方向是由家庭养老变化导致的利益结构变化所决定的，但是，两个国家政治力量的组织结构可能会影响到社会联盟的具体变迁轨迹。阶级政治历来较弱的国家，很容易从薄弱的阶级联盟过渡到强势的代际联盟，无主导联盟的过渡可能很短，甚至没有（这正是法国的情况）；而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较强的国家，则不那么容易过渡到代际联盟，更容易停留在无主导联盟的局面上（这正是瑞典的情况）。

四、政府的政治运作

这是由第二节延伸出来的一个话题：无主导联盟时，改革阻力最小，政府容易运作；代际联盟主导时，改革阻力最大，政府很难获得实质性的作为。那么，在养老金改革问题上，到底政府的动机是什么？在对反对改革的社会联盟进行分析之前，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有人反对改革，那么到底是谁在推进改革？政府为什么要极力推动改革？社会在养老金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分裂的，但为什么各届政府却大都在改革问题上保持了相对一致的立场？
〔64〕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厘清两个要点：一是非政治性的改革压力；二是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关系。

其一，本书在理论上假定政府有推动改革的动力，而且这种动力来自于养老金体系的技术特点、人口老龄化以及政府相关的财政危机
〔65〕

 。简单的说，先假定政府推动改革的动机基本上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而非政治考虑。本书格外强调政府的改革动机的非政治性、不可避免性。政府面对国内公共养老金财政危机的改革压力，就如同面对国外敌对势力入侵时具有的国家安全危机一样实在（参见图2-4）。在这个意义上，各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养老金改革有其去政治化的技术背景
〔66〕

 。对此，在经验上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在养老金运转上的确都面临较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后面的案例研究中还可以逐一验证这个假定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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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社会联盟中的相关行为者

其二涉及政治学中的精英与大众关系的传统争论：精英政治还是大众政治？在政策过程中，精英作用多一些，还是大众作用大一些？就福利项目具体而言，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政策问题、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政治性不仅体现在选民对相关政策的需求上，还体现在政治家对相关政策的供给上。从大众政治出发的论点强调的是需求政治（the politics of need），社会联盟中有相应需求，政治家就会被动相应需求；而强调精英作用的政治学则会把焦点放在政策的供给方上，也就是强调政治家作为精英的主导权。福利政策是政治家的一种政策工具，一种关键资源，政治家要靠福利政策来换取选民的选票。在福利扩张时政治家力求取得信誉（credit claiming），在福利缩减时他们就争取避免谴责（blame avoidance）
〔67〕

 。因此，在福利政策的制定与改革中，政治家才是政策的发起者。不同的福利要求能否被政治舞台说吸纳并被制定为公共政策，政治家的政治运作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显然，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这对二元对立是政治理论长期争执的焦点问题，无法简单地予以评判。然而，对于我们最初的问题而言，以上分析结合在一起，已经足以支持我们的分析：根据第一点非政治性的改革压力来看，政府的政治精英是一定要推动改革，而社会大众却因不同的利益结构而持不同态度。特别地，当传统的阶级联盟失去集体行动的利益基础，新的代际联盟也尚未成形，增加的交叉压力导致社会底层未对政府形成统一压力，这时政府中的政治精英更容易获得改革空间来进行激进改革。说得直白一些，只有当社会联盟出于无主导联盟的临界状态时，政府精英的政治运作的作用才会特别明显地彰显出来。

举例来说，有研究者非常强调瑞典的政治精英在养老金改革的推动作用
〔68〕

 ，其研究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智利实行成功的基金制改革以来，瑞典的一些议员就和一些专家在一起形成了“政治性知识圈”（political epistemic community）。这个圈子里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合谋，分享了共同的理念、目标，从而得以成功的压制像工会这样的利益团体。精英、精英的理念统一的确很重要，然而，马瑞尔过分强调了精英的作用，忽视了大众的多元分裂是造成精英有政策空间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分裂来源与家庭结构变化与阶级政治传统的交错结合。他的这种论点经不住案例比较的检验：为什么其他国家的精英就未能形成这样的精英团体呢？其他国家的精英就要比瑞典的精英“笨”一些吗？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样的“政治性知识圈”，却没有改革成功，原因就在于大众形成了单一的社会联盟，阻力强大而又实在。因此，精英的政治运作必须在有利的结构约束下才可能成功，缺乏这些有利条件，单靠政治运作是无法成功的，这正是德国、法国的情形。例如在德国，强大的代际联盟的兴起使精英丧失了运作的空间，无论左右两翼的政治精英如何运作，德国的养老金改革都无法获得结构性的进展。同时，主导代际联盟的兴起还使左右两翼政党精英彻底逃离了传统阶级选民的约束，精英们的理念已经无法用传统的左右政治来解释：社会民主党精英的改革方案更为激进，而基民盟的改革方案反而更为缓和
〔69〕

 。因此，当社会反对力量形成了主导联盟的情形时，政治精英的政治运作就显得相对无力了，他们不仅无法主动地去改变社会联盟，甚至还会为社会联盟所俘虏。

其实，关于养老金政治中政治精英与社会联盟的讨论涉及利益结构与政治运作之间关系的传统讨论
〔70〕

 。社会联盟理论有两本经典著作，古勒维奇的《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与罗高斯基的《贸易与联盟》
〔71〕

 。前者强调社会联盟的形成不是必然的，是政治运作的结果，而后者则更多强调结构的因素。这种侧重点的不同，在方法论上各有优缺点，前者难以确立明确的因果规律，后者则过于简单，有过分裁剪历史的嫌疑。
〔72〕



本书偏向于罗高斯基的方法，强调家庭养老形成的利益结构的决定作用。当然，从来都不可能由一个因素决定所有结果，所以本书逻辑并不盲目排斥其他变量。然而，本书强调的关键在于：在有主导联盟存在的情况下，政治运作的空间会极大地受到利益结构的约束；只有缺乏主导联盟的情况下，政治精英的运作能力才可能成为决定改革结果的主要因素。

除了政治精英论的解释之外，这也正是本书区别于施鲁迪、博诺尼等人政治制度解释的根本所在，本书看重社会联盟对政策结果决定性的结构性影响，而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的是政治制度的影响，而后者往往忽视社会联盟的影响，过多地将做出选择的人绑定在历史制度的束缚之中，而忽视了人的激励条件变化导致的及时的行动能力。

以上理论争论必然造成方法论上的潜在缺陷，本书在后面的案例比较时下了很多功夫来弥补这些缺陷。横向、纵向比较案例时，如何处理这第三种情况（无主导联盟下的政府主导）是需要动脑筋的，需要控制其他政治变量的影响。例如，瑞典养老强度最低，但也只是造成了无主导联盟的情况，并没有过渡到代际联盟，这主要是因为瑞典有强阶级政治的背景。英国历来是老人游说，阶级政治淡，工会力量弱，但进入第三时期后有上升，所以英国与瑞典正好相反，但结果却相同，都出现了无主导联盟，所以都是政府主导
〔73〕

 。无主导联盟时，政府面临的来自社会的阻力最小，政府更容易将养老金改革议题去政治化，使其成为非选举议题，于是精英有机会主导改革。这时的改革趋势取决于其他技术条件与政治条件。技术条件例如既有福利体系的遗产，如瑞典的AP基金
〔74〕

 ；政治条件例如施鲁迪强调的执政党的选举位置
〔75〕

 。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总结社会联盟中的相关行为者（参见图2-4）。从下往上看，直接相关的社会群体存在四种潜在的群体，他们基于不同的家庭养老强度而对公共养老金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在不同的制度因素下，这些群体参与不同的中介性政治组织的政治活动；而政府处于非政治性的改革压力之下，通过政治运作来与各种政治组织进行政策协调。值得注意的是，第1章中讨论过作为雇主的资本集团及其雇主组织的角色由于在养老金改革中变化不大，且对改革结果影响较小，所以暂不列入此图。

五、从家庭养老到养老金政治

从家庭养老强度出发，本书解释了养老金政治冲突中的不同社会联盟形式，并由集体行动的逻辑推导出这些社会联盟在行为动力上的差异。需要说明的是，从特定的政策冲突形式到政策改革结果，中间必然经历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运作的影响
〔76〕

 。第三节已经提到，在具体的案例中，随着家庭养老的变化，社会联盟的变迁方向与具体形式都会受到历史制度、政治运作等政治因素的影响。然而，本文的整个逻辑链条重在解释家庭养老与社会联盟之间的关系，而并非是去分析不同社会联盟在具体情况下的行动路线，也并不能直接界定最后的改革结果
〔77〕

 。通过精密控制的案例比较，本书希望拨开干扰变量的影响，而将家庭养老对社会联盟的解释力干净地挖掘出来。

表2-7总结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的家庭养老强度和社会分化形式对政党、工会组织以及特殊游说团体带来的预期影响
〔78〕

 。

表2-7　由家庭养老强度预测社会联盟的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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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这里讨论的三种情况是理想型，家庭养老强度从低到中等再到高，都是相对变化，尤其是指各案例自身在时间范围内的变化。强调案例内部的变化主要是为了避开其他政治变量对联盟形式的影响。另外，社会联盟的改革阻力的变化（从中等到最小，再到最大）也是一个理论上的相对变化，具体的比较可参见各国案例分析。

注释


〔1〕
 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2〕
 M. J. Hiscox,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 and Mobility, p.35.


〔3〕
 与直接研究选民的投票动机相比（实际操作暂不可行），本书选取的这种操作化方法其实是一种相对间接的方法，测量的是社会联盟的结果。就本书的理论模型而言，最理想的“科学”研究应该是直接测度家庭微观层面的家庭养老，然后再直接测量相关家庭个体的投票行为。然而，在可行性的前提之下，本书的处理对自变量采取了间接的宏观指标，对因变量也采取了间接的测量，而且两种测量都测量的是个体行为的集体结果，而非个体的行为本身。


〔4〕
 M. J. Hiscox,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 and Mobility,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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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sping-Andersen, "Politics without Class? Postindustrial Cleavag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H. Kitschelt, P. Lange, G. Marks and J. D. Stephens (ed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0〕
 本章第二节还将详细阐述这一点。


〔11〕
 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法〕让•布隆代尔、〔意〕毛里奇奥•科塔：《政党政府的性质：一种比较性的欧洲视角》，曾淼、林德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法〕让•布隆代尔、〔意〕毛里奇奥•科塔：《政党与政府：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与支持性政党关系探析》，史志钦、高静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
 本章第四节还有专门论述，“无主导联盟下的政府主导”。相关综述还可参见〔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1—51，102—120页。


〔13〕
 虽然存在很多理论与方法论上的缺陷，但希斯考克斯就是利用各党议员对主要贸易议案的投票来计算各党在贸易问题上的凝聚力指数（cohesion index）。参见M. J. Hiscox,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 and Mob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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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埃宾豪斯根据“劳工—市场”、“教会—国家”、“革命—改革”的政治分化而将欧洲工会分为三种传统政治倾向，分别是社会主义倾向、基督教倾向、共产主义倾向。参见B. Ebbinghaus, Labour Unity in Union Diversity: Trade Unions and Social Cleavages in Western Europe, 1890-1989, Ph.D Thesis,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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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这方面已有成熟的研究，有许多关于福利国家政治行为体的具体经验研究，参见B. Ebbinghaus, "The politics of pension reform: managing interest group conflicts"; B. Ebbinghaus, & J. Visser, Trade Union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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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家庭养老的历史变迁

在第1章中，本书提出了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会影响到养老金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的类型。第2章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了因变量社会联盟的诸多要素，并厘清了因果机制中潜在的干扰变量的影响。从第3章开始，本书进入实证操作环节，先对本书的案例选择做一个单独的说明，然后再对所选案例的自变量家庭养老强度进行测度。在讨论自变量测度的时候，先介绍欧洲家庭养老变迁的历史趋势，再讨论直接测度方法的利弊，最后转向间接测量的操作，即用构造家庭户变异指数的方法来间接测度理论上的家庭养老强度，并对案例国家战后的养老金发展史做出有比较意义的时间分期。

一、案例选择

因为对家庭养老进行测度，必然涉及案例选择（包括空间与时间的范围），所以探究欧洲家庭养老之前，要先确定本书所要具体研究的五个案例：意大利、德国、法国、瑞典、英国
〔1〕

 。为什么要选择这五个国家呢？

从养老金改革到社会联盟，再到家庭养老强度，本书逆流而上，建立了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接下来所需要做的，就是把案例的“肉”填到这个逻辑的“骨架”上。对于比较政治经济学而言，深入的案例分析是一个验证理论逻辑的过程；对本书来说，关键在于说明控制其他政治变量的干扰，也就是通过比较分析来隔离出家庭福利关系对养老金政治中社会联盟差异性的影响程度。

第2章回顾历史制度因素时已经指出，统合主义的制度环境有利于阶级联盟的形成，而老龄人口的影响在统合主义较强的环境下则会相对减弱。统合主义表示了国家结构对社会利益形成路径与表达方式的影响，因此在解释不同的社会联盟时，统合主义的存在无疑成为一个与家庭养老强度相竞争的干扰变量
〔2〕

 。如图3-1，总结了不同福利国家类型的统合主义政治因素对社会联盟形成的干扰影响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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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统合主义存在的连续统（continuum）

注：理论上一般不将瑞典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放入传统统合主义国家之列，此处放在一个维度上只是为了比较国家制度结构对社会联盟形成的影响。虽然关于统合主义存在不同的界定与分类，但在传统的阶级妥协的组织性方面，一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要强于传统统合主义国家。这种处理方法还可参见A. M. Hicks, "The social democratic corporatist model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short—and medium-run perspective"。





为了尽量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提供核心解释变量解释力的关键证据，本书将把三个传统统合主义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作为比较分析的主要案例。这样的比较可以尽可能地屏蔽统合主义等政治制度因素对社会联盟形成的影响。

除此之外，选择这三个国家还有对公共养老金本身制度设计的干扰进行控制的考虑。各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养老金方案，其方案设计本身的制度特性也是一个影响养老金政策改革的重要干扰变量。因为具体的养老金方案（pension scheme）既影响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金问题的严重程度，又同时限定了未来改革的可能道路。具体来说，根据养老金条款的具体规则，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效应能被放大也能被缩小。而且，这些规则还制约了各种改革方案的经济可能性和政治可行性。

一般来说，福利国家一般都基于再分配的结果与程度来分类
〔4〕

 ，而在单独研究养老金体系的分类时，研究者往往会分析养老保障体系在历史中的原型和演变。这就得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德国、丹麦和新西兰。1889年，德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首先在产业工人中推行了一种以职业为基础的养老金体系，政府为了控制劳工运动，便把工会自主的一些保障项目收编为国有，在这些以职业为基础的项目上开发出国家经营的社会保障项目，其目的就在于取代社会组织原有的福利项目。而丹麦在1891年、新西兰在1898年分别推行了以济穷为目标的“资产考察的养老金”。有趣的是，这两种养老金模式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德国的养老金项目基本上是俾斯麦为了遏制劳工运动而推出的政策的一部分内容；事实上，俾斯麦的社会保障立法后面很快就是禁止工人政治结社的立法。与之相反，丹麦的养老金政策没有德国那么强烈的政治目的，而只是试图调整已经存在的济贫法系统。不同的国家根据自身的历史条件分别选择了这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
〔5〕

 （参见表3-1）

表3-1　各国养老金政策的最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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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改编自G. Bonoli, The politics of pension reform: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

注：*
 表示范围只涉及产业工人。





不同的初始目标，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德国模式要求雇主和雇员都交纳资金，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助，这就保证了退休之后仍能维持一定的收入水平，其本质是一种基于个体就业状况的老年保障。于是，这种以职业为基础的养老金项目的发展，更多的是为那些与就业市场联系紧密的人提供保障，就业市场之外的老年人只能从非国家的福利提供者那里得到保障，如家庭纽带、教会慈善等等。总之，以职业为基础的福利项目覆盖范围窄，一旦这些目标人口在后来总体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所捕获，整个养老金项目就轻易发展成老龄导向（elderly-oriented），承担起较大的支付负担。大陆欧洲国家、美国、日本都是这样的情况。

而丹麦模式则通过政府的一般收入来融资，并且对个人限定较低的给付水平，其本质是一种基于公民一般权利的老年保障。二战以后，以丹麦为原型的模式在英国等国家得到的长足稳定的发展，并因英国战后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而得名。具体而言，这种以公民身份为基础（citizenship-based）的项目覆盖范围更广，其最初的设计目标就是为了弥补私人保障的空缺之处，即为那些没有得到私人保障支持的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如脱离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或就业状况不稳定的老年人。其政策初衷在于“补充”，而非“取代”。这样，由于覆盖范围较广，并具有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生计调查（means-tested）等特点，这种类型的福利项目不容易受到老龄化的影响，发展至今便更多地具有年轻导向（youth-oriented），其支付危机的压力要比俾斯麦模式的养老金小得多。如瑞典、荷兰、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是这种类型。

当然，这种划分是一种粗略的划分，也有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如有人根据受益基础的不同而提出一种四分法，按公民身份、社会条件、就业状况或是私人合约
〔6〕

 。事实上，俾斯麦模式与贝弗里奇模式
〔7〕

 的区别来自各自不同的政策目的，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想型。大多数国家建立的养老金系统都混合了两种模式不同的成分。二战以后，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对普遍主义福利体系的新需求，原来以职业为基础的福利国家便开始考虑转型，引入更多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福利项目，各国的养老金模式更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趋同趋势。总的发展方向是各国都扩大了养老金体系覆盖的人口范围。趋同的结果就是，大多数国家都发展出两个层次的养老金体系，既有维持所有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基本保障，又有让退休者享有较高收入的专项养老金。然而，趋同只是体现在养老金的功能上（防止贫困与维持收入水平），各国养老金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还是体现出较大的差异。其中一些国家转型较大，变为了混合的福利体制（如德国、法国、荷兰、卢森堡、波兰），而另外一些国家却继续坚持了固有的福利体制（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美国、日本）。最为重要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受益模式、融资来源（一般税收还是专项积累）、筹资模式（基金积累还是现收现付）。总的来说，各国在俾斯麦模式与贝弗里奇模式之间最初的不同选择仍能体现在当下的制度模式中
〔8〕

 。

毫无疑问，本书所选择的三个主要案例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俾斯麦式养老金体制（Bismarckian pension system）是欧洲各国公共养老金的主流模式，也是改革压力最大的养老金体系。其养老金体制都基于参保者在就业市场上的表现来建立，并且突出家庭等传统价值观，还体现出较强的相似性：社会保险覆盖面广、公共养老金的收入替代性强、以工资税为主要融资来源、以现收现付制为主要平衡方式
〔9〕

 。表3-2是关于所选案例国家的几个关键背景变量的比较：人口结构、赡养率
〔10〕

 、养老金模式、养老金支出占GDP份额、养老金领取条件的限制
〔11〕

 。

除了在统合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来控制政治制度、福利体制等变量以外，本书还将检测英国、瑞典两个控制案例各自在时间上的纵向变化。作为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英国在国家结构上是非中央极权的、分离的，而且英国的阶级运动历来就相对温和
〔12〕

 。瑞典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其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联盟要比传统统合主义国家还强
〔13〕

 。统合主义等政治因素的存在固然会影响家庭养老的解释力，但在单个极端案例的内部，来自国家政治因素的影响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对英国与瑞典的跨时分析应该更进一步揭示出，在排除了政治因素干扰之后，家庭养老强度变化对社会联盟变化的单独影响。另外，瑞典与英国也是贝弗里奇式养老金的代表国家，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横向比较。总之，增加这两个有意义的参照案例将会扩大变量变动的范围，增加变量相互作用的方式。

表3-2　法国、德国、意大利养老金改革背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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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 Schludi, Dissertation, The Reform of Bismarckian Pension Systems: a Comparison of Pension Politics in Austria,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Sweden, 2003.





最后，选择这五个国家还有出于“分量”方面的考量。除了瑞典作为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典型，人口相对较少以外，其他四个国家都是欧洲的人口大国，这五个国家加在一起占到了欧洲人口的58.8％
〔14〕

 （参见表3-3）。如果能把这部分主要国家的社会联盟解释清楚，中心假设的解释力就可以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表3-3　案例各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比重，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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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F. Rothenbacher, The European Population since 1945,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注释：*瑞典的人口相对较少，但瑞典是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典型，其改革过程具有代表性，所以也纳入参考案例。





二、家庭养老的历史趋势

1．家庭与家庭养老

“家庭”是一个不断变迁的概念。随着时间与地点的不同，不同的人可以基于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视角来使用这个概念
〔15〕

 。从统计的角度来定义，“家庭”（family）区别于“家庭户”（household），前者是侧重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来界定，指“私人或机构家庭户内拥有夫妻关系或父子、母子关系（血缘或领养都可）的成员所组成的集体”
〔16〕

 ；而后者则侧重于居住模式来界定，是指“单独居住的个人”或“多人共同居住的集体”
〔17〕

 。从纯粹的统计角度出发，“家庭”是“家庭户”的一个子类。然而，从别的角度来看，家庭的意义远远超过家庭户的统计的意义。例如，从法律上来看，家庭的定义就涉及婚姻、财产关系；而从政府的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家庭的定义就涉及税收计算的具体规制、福利政策的具体受益单位。统计学家、法律制定者、公共政策制定者在考虑“家庭”时都用实际应用的目的，其定义是为了指导他们的测量或政策干预行为；对社会学家来说，其主要目的仅是为了理论建构与问题解释。因此，社会学对“家庭”的理解就更为灵活，其定义也就更加多样化了。另外，世界各国的家庭也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推动前沿的社会科学不断加深对其多样化的认识。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欧洲各国，同居（cohabitation）、单亲家庭（lone parenthood）、重组家庭（reconstituted）等非传统家庭形式已经不再是少数的社会现象。

这里的理论回顾并不是要介入关于“家庭”定义的理论争论
〔18〕

 ，而仅是理清相关概念，在对本研究有帮助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所谓“家庭关系”是指存在婚姻关系、直接血缘关系或领养关系的人因共同居住而形成的关系。这个定义既强调家庭成员之间抽象的社会关系纽带，又强调共同居住的具体模式。

从老年保障的功能维度上来看，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支持通常包括三个方面：物质转移（material transfer）、照料服务（care service）、情感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这三点分别对应于经济赡养、生活照料、精神安慰
〔19〕

 。另外，家庭关系既有代际关系，又包含了配偶之间的婚姻关系，所以家庭养老既有代际关系的福利支持，也有配偶之间相互的福利支持。配偶之间的养老支持当然很重要
〔20〕

 ，但对我们要探讨的理论问题而言，代际之间的支持则更具分析价值：就政治理论而言，家庭内代际关系是一种持续互动的过程，包含了更广范围的谈判与协调，不仅是一个私人问题，也成其为公共问题；就社会政策本身而言，家庭代际关系影响了个体在公共代际转移上的相关利益，也就决定了个体的不同态度。基于这些原因，本文也不想过多介入家庭养老的理论争论
〔21〕

 ，仅是在跟本书所关注的代际关系的意义上应用这个概念：“家庭养老”主要讨论与代际关系相关的家庭内部福利转移，并不包括配偶之间的相互支持。总之，如无特殊说明，本书的“家庭养老”都狭义地限定为“家庭关系内子代对父代提供的福利支持”。本章以下的分析也将集中分析以代际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从直接与间接的不同途径来具体分析其物质转移、照料服务、情感支持等方面。

2．欧洲家庭养老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上来看，家庭养老是世界各国都经历过的历史阶段，随着西方社会工业化的发展及福利国家的兴起，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向社会养老转变是欧洲福利国家社会的巨大进步。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欧洲的家庭对养老保障的支持已经降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而福利国家提供的老年保障已经成为老年人最主要的福利来源
〔22〕

 。例如，到20世纪90年代初为止，欧洲福利国家七成老年人口中，收入有70％以上都来自于福利国家的各项公共支出。具体而言，在各国老年人可用货币计量的收入来源中，来自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和来自市场的私人养老金以及私人储蓄占了绝大部分比重（见表3-4）。

那么，欧洲的家庭就完全丧失养老功能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表3-4中所列的可以用货币等显性经济指标计量的福利收入，只表示了家庭养老安排中物质转移的那部分内容。另外，从居住安排上来看，家庭养老也有两种主要的模式：一是狭义的家庭养老，指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生活，互相照料；二是非典型的家庭养老，指老年夫妻同居生活或是单独生活，子女亲属从旁协助，并保持密切联系。在这两种模式中，家庭关系对老年人其他非物质转移性质的支持都不能被经济计量的货币变量所捕捉到。因此，这就更需要我们在理解欧洲的老年保障时考虑更多的社会学变量，而不能简单地完全依靠可用货币计量的经济变量来思考。

表3-4　欧洲各国养老金受益家庭各种收入来源在家庭税前收入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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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数据计算基于R. Hauser, Adequacy And Poverty Among The Retired, paper presented for Joint ILO-OECD workshop o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Pension Schemes, OECD, Paris, 1997。





更为重要的是，在福利国家调整与紧缩的大背景下，公共养老金成为首当其冲的改革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养老金改革中，不同国家遭遇到来自社会的不同政治阻力，仅仅从国家与市场二分的理论视角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差异
〔23〕

 。这就促使人们对家庭以及市民社会在国家与市场之间扮演的福利角色产生了新的兴趣。在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改革过程中，各国都面临了严重的双重支付问题，从而产生了代际冲突的潜在可能性。而家庭养老的存在使得不同代际的利益冲突有了调和的可能性。有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家庭网络支持的老年人更依赖公共养老金，同时也就更积极地反对养老金缩减
〔24〕

 。换句话说，家庭养老可以为福利国家的养老金改革提供了缓冲的空间，使狭隘的不可调和的代际冲突得以在不同阶级之间用政治协商和运作来解决。

简而言之，尽管欧洲各国的传统家庭养老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但欧洲的家庭仍然在为老年人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和支持，这种来自家庭的福利提供一直是福利国家的重要补充，也终将深刻地影响到福利国家的紧缩改革。下面让我们紧接着第1章“把家庭找回来”一节的基本介绍，对欧洲家庭养老的历史演变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第1章已经提到，家庭的老年保障角色要先于市场以及国家。时至今日，在除了欧美福利国家的世界范围以内，家庭仍是老年人主要的照料者
〔25〕

 。家庭养老又称为对老年人的非正式的支持（inform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相对于福利国家提供的正式支持（form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这种划分是基于供养提供者的角度。正式安排制度的主体包括政治和经济机构，志愿者组织和政府服务组织，非正式安排的主题则包括配偶、子女、亲属、邻居、朋友，而家庭养老属于非正式安排的一种主要方式。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没有政府干预且极少有市场干预的收入保障非正规制度仍是主要形式。但对于福利体系发达的欧洲国家来说，作为非正规安排的家庭养老早已让位于在工业国占主导地位的正规市场安排与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计划
〔26〕

 。

一般来说，家庭社会学与家庭人口学在分析家庭养老的衰落时，归纳有三点直接动因：生育率的下降、妇女就业率的提高与城市化居住模式的快速发展
〔27〕

 。 首先，伴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生育率下降，欧洲家庭的孩子数量急剧减少，总和生育率的平均水平已经低于净更替水平（参见图3-2）。而孩子是家庭养老的投资储备，孩子数量的急剧减少使得家庭养老直接丧失了最基本的条件，传统的代际同居家庭养老模式的数量基础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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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欧洲的总和生育率（1960—2050年）

来源：Eurostat, 2006.

注释：图示指标为欧洲25国平均值。





其次，女权运动将妇女从传统的家庭劳动与服务中解放出来，而这就直接削弱了家庭对老年人的照料功能。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欧洲妇女都是照顾儿童和老人的家庭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如果她们都参加市场中的有偿劳动，那么相关的家庭服务无疑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28〕

 。表3-5表明了妇女对家庭劳动与服务的贡献，而表3-6则清楚表明了妇女就业率在欧洲各国的显著上升。

表3-5　欧洲男女两性的工作时间分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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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于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p.218。





表3-6　欧洲的妇女就业率
〔29〕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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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于OECD,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0-1995, Paris: OECD, 1997, p.41; Eurostat, 2006。

注释：北欧包括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大陆欧洲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南欧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地区数据未加权。





最后，快速的城市化带来居住模式的变革，城市的生活特点使得人们更容易得以独立生活，老年人与子女越来越倾向于分开居住。根据最新的预测，到2010年，欧盟将有80％以上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会独自居住或是与配偶居住，只有小部分的老年人会继续与子女住在一起（参见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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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2010年欧盟老年人口居住情况预测

来源：European Commission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04, 2005.





其实，家庭养老衰落的背景即是欧洲社会中多代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的衰落和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兴起，甚至是其他更为复杂多元化的家庭形式的出现（单亲家庭、同居家庭、同性家庭）。而在以上分析的三种直接动因以外，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则是西方社会生活系统工业化现代化以来的种种根本性变革。

首先，资本主义把西方社会拉入工业化时代，甚至是后工业化时代。传统的农业自给自足经济不复存在，地方市场被整合到越来越统一的全球大市场中，劳动力被商品化，旧有的家庭形式不再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巨大冲击，新的家庭形式便应运而生。这种家庭变革的经济解释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中，也被当下许多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频频提起
〔30〕

 。其次，文化上的变化对家庭的冲击也很重大。在个人主义文化不断深化的过程，西方社会走向了现代性的深处，人们普遍相信技术革新和社会变迁将给人类带来进步和自由。而日益发展的后现代性文化更是强化了社会变迁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在各种压迫个人的宏观结构被不断解构的背景下，传统的家庭观念首当其冲。这些文化观念的改变，伴随着生殖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人们改造传统家庭的能力。家庭的性别分工遭到女权主义的质疑，代际关系的变革也成为性别关系变革的副产品
〔31〕

 。另外，世俗化的进程也严重削弱了宗教对传统家庭合法性的界定，家庭本身的价值观被个人至上的价值观所代替
〔32〕

 。总之，在二战以后的现代性思维来看，旧有的家庭养老制度的确衰落了，这种衰落实质上就是旧有家庭形式的彻底衰落。在西方社会工业化现代化深入的历史过程中，旧有的本地化的紧密社会网络，让位于“复杂的国家官僚系统、匿名的自律性市场以及日益整合的全球化网络”
〔33〕

 。简而言之，欧洲的家庭彻底变革了。

3．不同的转化之路

欧洲社会中的家庭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逐渐衰落，但这并意味着欧洲家庭完全丧失养老保障的福利角色。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在发达的欧洲福利国家内部，不同新形式的家庭关系仍起着极为重要的老年保障作用
〔34〕

 。传统的家庭养老伴随着传统大家庭的消亡而衰落了，但是家庭本身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制度，本身就是不断转型并适应社会变化的单位。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保障与支持远远超出我们的经济统计，尤其是当我们将家庭理解成一个“总是在不断适应社会变革的生活方式”
〔35〕

 。

家庭社会学对欧洲家庭养老状况的经验研究表明，福利国家社会内部虽然不存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的家庭内部大规模代际财富流，但新的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支持（support）和照料（care）实际上是仍然存在的
〔36〕

 。家庭养老的传统形式虽然消亡，但欧洲的家庭仍然对老年人提供福利保障和支持。具体来说，欧洲的家庭养老关系已经转化为新的方式，体现出欧洲自己的特点。首先，养老问题的发生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可以通过经济保障来解决的。虽然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直接经济援助并不多见，但子女对老人的主要支持手段却是生活照料与感情支持（参见表3-7）。

表3-7　欧洲四国居民对家庭养老具体义务的认同度　　（单位：％）

[image: alt]


来源：基于S.O. Daatland and K. Herlofson, "Norms and ideals about elder care in a Europe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A. Lowenstein & J. Ogg (eds.). Chapter for the OASIS final report. Haifa: University of Haifa, 2003。

注释：（1）成年子女应该住在父母家的附近以便在父母需要的时候照料他们；

（2）成年子女应该牺牲一些照顾自己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来照料自己的父母；

（3）老年认为应该在需要时依靠自己的成年子女；

（4）老年人应该从自己抚养长大的子女那里得到回报。





其次，分开居住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不承担养老保障。老人虽然不与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但老人仍是家庭网络中的组成部分。很多经验研究表明，通常老人有子女住在附近，保持所谓的“有距离的亲近”，与子女、孙辈可以经常相互探望照应
〔37〕

 ；而大多数子女并没有放弃对老人的赡养义务
〔38〕

 （参见表3-8）。

表3-8　欧洲四国居民对家庭养老义务的认同度，分年龄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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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于S.O. Daatland and K. Herlofson, "Families and welfare states in elder care: Are services substituting or complementing the family?” and"Norms and ideals about elder care in a Europe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A. Lowenstein & J. Ogg (eds.), Chapters for the OASIS final report. Haifa: University of Haifa, 2003。





最后，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往往是福利国家正式保障不可或缺的补充。事实上，西方社会一直保持着对老年人的家庭照料的传统，许多研究文献都强调了家庭照料对国家正式服务有效运作的重要性
〔39〕

 。虽然，欧洲福利国家在家庭照料上投入很多
〔40〕

 ，但并非所有的老人都能及时有效地获得这些正式安排的服务。通常，老人在需要帮助时“首先并更为经常地向非正式服务系统求援，只有当亲属不能提供帮助或家庭和其他相应的人感到已经不能承受帮助老人的负担时，他们才会转而向正式福利机构求助”
〔41〕

 。只有少部分人才认为老年保障全是福利国家的责任（参见表3-9）。这是因为国家提供的相关服务不仅在量上不能满足所有需求，同时在程序上总存在一定的障碍与不便，而市场中私人服务的成本又不是所有老人都能承受。而家庭所提供的非正式照顾与国家、市场提供的正式服务的区别，最重要的是家庭是老人从亲密程度和私人关系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的，这种非正式的支持一般能比较及时和灵活，适合老人的特殊需要，而且给予老人所需要的关键情感支持
〔42〕

 。

表3-9　欧洲四国居民对家庭之外福利国家老年保障责任的认同度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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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于S.O. Daatland and K. Herlofson, "Families and welfare states in elder care: Are services substituting or complementing the family?”, in A. Lowenstein & J. Ogg (eds.), Chapter for the OASIS final report. Haifa: University of Haifa, 2003; S.O. Daatland and A. Lowenstein,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family-welfare state bal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2(3), 2005, pp.174-182。

注释：该认同度计算基于福利国家在三个领域的责任，从0到3（3表示受访者认为福利国家应该在这三个领域都承担责任）。





除了以上所述家庭养老模式新转变的总体趋势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各国的家庭养老存在不同的转化之路。也就是说，欧洲各国的家庭在老年保障方面扮演了不同福利角色。首先，欧洲各国的家庭户规模不一样。虽然欧洲家庭户的整体规模一直在下降，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北欧的家庭户规模最小，南欧国家的家庭户偏大，而大陆欧洲国家与英国处于北欧与南欧两个极端之间（参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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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欧洲五国的家庭户规模

资料来源：基于Rothenbacher, The European Population since 1945，笔者做了简单的数据计算，年份数据做过平滑处理。





其次，虽然空巢和独居是老年人生活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深入的人口调查发现，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与孩子同住的比例在南欧、东欧等国家仍然很高。这说明当年老的父母需要帮助时，来自子代的反哺同样是广泛存在的。而且，在南欧等地区，家庭养老仍然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数代同居的形式（参见表3-10）。

表3-10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初老年人和一个孩子合住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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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 Grundy, "Co-residence of mid-life children with their elderly pare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Changes between 1981 and 1991”, Population Studies, No.54, pp.193-206.





另外，妇女就业率是一个很好的衡量各国家庭养老差异的间接指标。图3-5都可看出欧洲四个类型地区之间的显著差异。北欧与南欧仍然是两个极端，英国与大陆欧洲处于中间地带。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欧盟一体化的深入，南欧国家的妇女就业率反而下降了。欧洲的区域整合并没有触及各国的社会基础，各国社会自身的变化仍然主要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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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欧洲分地区的妇女就业率

来源：基于OECD,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0-1995, Paris: OECD, 1997, p.41; Eurostat, 2006。

注释：国家与地区分类参见表3-6，地区数据未加权，年份数据做过平滑处理。





以上这些间接衡量的指标都揭示出各国家庭养老的差异，此外，欧盟国家的研究者还开展了很多直接针对家庭养老强度的经验研究，如著名的“OASIS项目”
〔43〕

 。图3-6反映了OASIS项目最终报告的一个主要研究结果：在老年保障所需要的所有福利支持
〔44〕

 中，北欧国家来自国家的责任较高，而南欧国家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的帮助。

另外，由于不同地区的成年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的情况不同，所以这必然影响到研究者测量成年子女对父母养老需求的回应。所以，有最新的经验研究力图去控制是否共同居住的变量，以最大可能的验证欧洲不同地区的家庭养老差异。结果在控制共同居住变量之后，该假设仍然显著，南欧的成年子女仍然比北欧以及西欧的子女更积极的回应年老父母的养老要求
〔45〕

 。也就是说，南欧国家比北欧、西欧的国家更具有家庭主义的倾向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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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对75岁以上年龄老年人的帮助与支持

来源：基于OASIS Final Report(Lowenstein and Ogg 2003), n=2 033。





综上所述，在福利国家兴起与成熟的欧洲社会，家庭养老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转型。在有的国家内部，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要强一些，如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而有些国家则要弱一些，如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英国以及法、德等大陆欧洲国家的家庭养老状况则相对处于中间的过渡位置。

三、市场、国家与家庭：福利国家的类型学

以上对家庭养老历史趋势的回顾，表明欧洲家庭并没有停止对老年保障的福利支持。而且深入探究，欧洲各国内部家庭养老差异的背后是国家、市场与家庭关系的差异。也就是说，欧洲各国的国家、市场与家庭承担了不同的福利提供角色，体现出不同的福利配置。第1章已经对三者福利角色的关系做出了初步的考察，现在我们可以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福利国家的类型学做出更深入的理论回顾。

从经验上看，家庭养老与国家养老之间肯定是相互影响的（参见图3-6），但经验上的相关性不能必然推出特定的因果联系。难道家庭养老及家庭照料越强的国家，其国家相应的福利开支就小吗？福利国家挤出了家庭的福利的角色吗？这些问题都刺激研究者在理论上重新思考市场、国家、家庭以及市民社会在老年保障问题上的福利提供角色。同时，这些新的思考也提供了理论归纳的新机会，来考虑包含了家庭福利作用的福利国家类型学。

福利国家的经典分类始于蒂特马斯，他认为“最小剩余”（residual）福利国家只承担家庭与市场失灵的福利责任，而“制度性”（institutional）福利国家则提供全面的分配转移与福利服务
〔47〕

 。艾斯平-安德森用“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成功地界定了三种类型的福利国家。在此之后，他也开始认识到之前的划分对家庭福利角色的忽视。在其《后工业经济的社会基础》一书中
〔48〕

 ，他加入了家庭的角色，重新考察了三类福利国家的类型学。最值得一提的是，艾斯平-安德森的研究发现在三种福利国家类型中，传统统合主义国家的家庭福利角色是相对重要的。因此，不难判断传统统合主义国家的家庭关系的变化对其国家福利角色的影响也最为明显。

表3-11　艾斯平-安德森加入家庭因素的三种福利国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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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 Esping-Andersen, "Comparative Welfare Regimes Re-Examined,” chapter 5 from his book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p.73-94.





虽然艾斯平-安德森在后续研究中也强调“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作为福利国家机制分类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对自由主义、传统统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三种福利国家的分类，更多的反映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福利提供配置，家庭与市民社会自身的福利角色并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是因为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并不专门关心家庭，仅仅关注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家庭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分析阶级政治的一个核心单位或是福利分配结果和去商品化的受益单位
〔49〕

 。而现在女权主义的兴起和家庭本身在阶级政治变动中的作用，使得家庭及其家庭中的性别、代际关系重新受到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

总之，从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再到社会关系中的家庭，这也是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50〕

 。更进一步，我们也可以抛开艾斯平-安德森的三分法的约束，在加入了家庭的福利角色之后来重新考虑福利国家的类型学。如果说艾斯平-安德森的旧分类仅仅考虑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现在如果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模型中加入家庭，那么理论会出现什么新的解释力呢
〔51〕

 ？四类福利提供者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在时间上变化，其不同配置的历史制度也在欧洲内部演绎出不同的福利国家类型。综合上文的经验描述和理论回顾，我们可以得出四种类型的福利国家（参见图3-7）
〔52〕

 。

首先，英国始终是一个欧洲的例外。在英国自由主义的福利安排中，市场的比重最大，而国家的角色最轻。在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兴起及调整过程中，英国的国家公共开支始终是最低的。而市场的力量较强，老年人较多的依靠福利的私人提供。例如，英国的养老金中私人养老金比例在欧洲历来都是最高的，其私人养老金体系也是各国中发育最成熟最完善的。而英国的家庭具有一定的养老传统，但明显弱于除了北欧以外的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同时，市民社会自愿组织的力量在英国历来比较弱小，它们在养老保障方面的作用也极为微小。

就家庭福利而言，在四个福利国家类型中，北欧和南欧是欧洲的两个极端。北欧几乎完全倚重国家（参见图3-7），南欧的福利国家发育最不完全，家庭与市民社会等非正式安排在南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53〕

 。在北欧模式中，包括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国家。在北欧，二战之前工业化并不完全，二战之后很多人口直接从农业生产过渡到工业生产，以前社区中的平等主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国家则被利用来发挥这种平等主义
〔54〕

 。1945年到1990年，北欧国家的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增长为全欧最快。而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下，市场等福利提供机制则相对受到压制。繁重的公共开支需要高税收，高税收反过来挤出了私人的福利安排。而北欧的家庭发展更是受到国家福利政策的直接冲击。因为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从设计伊始就是为了最大化妇女的独立经济地位，于是很多福利政策都鼓励妇女终身全职参与工作，所以除了特殊的照顾妇女就业的养老金体系以外，与家庭直接相关的福利开支一直在北欧国家的总社会福利支出中占到较高的比例（参见表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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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欧洲福利国家的类型

来源：基于S. Leibfried, "Towards a European Welfare State? On Integrating Poverty Regim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C. Jones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Welfare State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3; M. Ferrera, "Four Social Europe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Selectivity", in Y. Meny and M. Rhodes (eds), A new Social Contract, London, Macmillan, 1997; P. Kosonen, "European transformation: the Social Dimension", in M. Alestalo, et al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Social Conditions and Consequences, Warsaw: IFIS Publishers, 1994; S. Kuhnle, and M. Alestalo, "Growth, adjustments and survival of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in Kuhnle, S.(ed), Survival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Routledge, 2000。





纵观北欧的福利模式和它在福利国家紧缩年代遇到的问题，不难看出，福利国家在福利提供中的角色极为重要，而市场、家庭以及公民社会都处于一个相对寂寞的位置。只要福利国家有能力，这个模式就可以运行良好。但是，当福利国家在内外压力下逐渐遭遇危机的时候，福利提供就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问题。福利国家因为本身既有规模又有组织基础，所以很容易就能把自己的安排转化成强大的制度惯性，压制其他非正式安排的发展。一旦出现问题，其他非正式制度很难补救，成为国家福利的直接替代者。福利国家的发展以及家庭本身的解体与转型进一步削弱了家庭以及市民社会对福利的保障能力，而福利国家本身由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影响依旧存在，又很难在很短时间内发展出适合社会经济新环境的新运作方法和习惯。因此，北欧的改革和调整就得完全依赖于福利国家自身的调整，没有别的替代选项可选。如果福利国家调整得好，那么福利改革就能涉险过关，例如瑞典的养老金改革；如果福利国家自身因为别的政治问题受了牵制，改革则几乎没有可能进入议程，例如挪威、芬兰等国
〔55〕

 。这种两端极化的情形显得非常有趣。也就是说，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必须依赖福利国家自身的结构调整，克服种种潜在的政治冲突，要么很快涉险渡过危机，要么陷入长期危机。

反观南欧，福利国家的发展同样起步较晚，现在又面临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双重压力，公共财政出现了较大的危机。但是，家庭与市民社会承担的福利责任较多，这使政府仍能在福利国家的缩减与调整中掌握较多的主动，至少是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社会成本，延缓了公共福利项目危机爆发的时间
〔56〕

 。例如，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几个南欧国家的家庭所提供的老年保障仍占到其所有老年福利的70％到80％
〔57〕

 ，而来自国家的家庭福利却少得可怜（参见表3-12）。卡斯尔斯和费雷拉等人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即使原有的家庭主义模式被社会中新的“非标准家庭形式”所取代，但新的家庭形式仍然承担了较多的老年保障等家庭福利提供
〔58〕

 。正是因为如此，家庭仍对福利转移有较强的支配能力，社会文化中旧有的家庭理念，特别是家庭赡养老人的理念（如意大利的家庭主义），仍然是社会个体福利选择的重要基础。因此，南欧的福利国家发展从一开始就没能完全夺去家庭的福利角色，家庭也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的保护，整个福利体系处于一直在“半制度化”（Semi-institutionalization）下比较谨慎地发展
〔59〕

 。这些情况反而成为南欧目前福利模式能成功躲避欧洲社会整体老龄化危机的关键因素。北欧的福利国家是完全削弱了家庭对福利的保障能力，而南欧的福利国家则相对保留了家庭的这个福利角色，结果很不一样。通过对北欧和南欧的比较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制度决定的福利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表3-12　欧洲福利国家的家庭福利开支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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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于M. Opielka, "Does the Welfare State Destroy the Family?” in Koslowski et al (eds), Restructuring the Welfare State, Springer,1997, p.245, 数据计算参考了J. Lewis, (eds.), Women and Social Policies in Europe: Work, Family and the State, Edward Elgar, 1993。





更复杂的情况是处于北欧与南欧之间的大陆模式，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大陆模式位于以上两个极端之间，国家与家庭都提供重要贡献，而市民社会更是大陆模式中不可忽视的福利提供者。市民社会中的一些传统组织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对老年保障非正式安排的直接提供，也包含了这些团体对国家正式安排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先有市民社会职业团体从下而上的福利系统，再有国家的介入和管理。而大陆模式下的家庭，处于北欧与南欧的极端之间，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其总的趋势是家庭关系承担的老年保障功能越来越低
〔60〕

 。这些来自家庭结构性的变化，与国家与社会的复杂政经形势纠缠在一起，使得大陆欧洲国家的福利改革成为研究者争论的焦点。

四、直接测量

上节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了欧洲家庭养老的总体趋势，并由此延伸了第1章对于市场、国家与家庭福利角色关系的讨论，进一步拓展了福利国家类型学的视野。这些讨论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家庭对于老年保障的重要性，以及家庭与国家在老年保障福利提供上的相互关系，也就为下面进入案例分析直接相关的经验测量做好了理论上的铺垫与准备。

针对家庭养老的比较数据比较缺乏。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就基于代际关系的家庭养老展开了一些调查，但样本的数据非常有限，几乎无法进行跨国的比较。
〔61〕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全国层面的抽样数据。例如，法国就针对家庭中三代之间的关系做过大规模的研究
〔62〕

 ，而德国也做过德国老龄调查（the German Aging Survey），这项调查在1996年对德国私人家庭户中40—85岁的德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
〔63〕

 。除了这些国别的经验数据以外，还有几个专门为跨国比较而设计的著名研究项目，如SHARE
〔64〕

 以及OASIS
〔65〕

 。

尽管这些调查研究已经成功地为揭示出欧洲家庭养老的一些基本情况（参见第二节），但对于本文要开展的比较分析而言，这些直接调查的数据在范围上是严重不够的：就横向比较而言，案例国家与统计口径就不齐全；就纵向比较而言，根本就没有提供对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于是，为了对家庭养老这个变量进行测度，我们必须策略性的选取一些间接数据，用有效的统计方法来平衡数据上的得失。而且，在把间接测量的结果与理论上变量差异联系起来的时候，必须限制展开比较的范围和深度，同时还要尽量参照其他研究直接测量的部分结果。

五、间接测量

虽然有许多间接测量家庭养老强度的迂回方法
〔66〕

 ，但最可行的方法还是对家庭户数据进行二次处理。做出这种选择，原因有二：首先，尽管间接测量在理论上总是存在一定的疑点，但就所有可以想到的间接测度方法来看，家庭户指标与目标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是相对最清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户越大，家庭关系对老年人支持的强度也就越大；不管是物质转移、照料服务，还是情感性支持，家庭户的存在都是家庭养老的基础，家庭户的相关指标也是家庭养老强度的表现指标。
〔67〕

 其次，家庭户的数据相对而言是最全面的，各国都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数据，这一点非常有利于展开横向和纵向的宏观比较。对本书所要求的时间与范围跨度来说，这是一个有利条件。

具体而言，本书选择了三个指标：家庭户规模、拥有五个及其以上成员的家庭户比例、独居户比例。
〔68〕

 这三个指标与家庭养老强度之间存在理论上的紧密联系，前两个是正相关，后一个是负相关；同时这三个指标的变异又互相具有极高的相关性。另外，这些指标又有不同的单位，不能简单加总。这些前提条件允许我们可以用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来将其合并，得到一个数据缩减之后的单一结果。具体方法就是通过主成分方法（principal components）的因子分析（参见表3-13以及图3-8的分析结果）得到单一维度的因子分析值，不妨命名为“家庭户变异指数”（coefficient of household variation）
〔69〕

 。这个指数最大限度地遍历了可靠的间接数据，并且还最小化了单个数据可能存在的个体偏差。如果可能，还应该将这个指数与同时期的其他数据进行比较，如不同成年代际之间的合住率、女性就业率等，然而这些间接指标在理论上的漏洞让人难以信服，所以依靠家庭户变异指数来对家庭养老进行大范围的粗略比较，仍然算得上是一种相对可靠的选择
〔70〕

 。只要最后标准化之后的因子值有足够大的方差，这种差异汇总的数据缩减就是有效的，足以支撑针对案例各国的初步比较。

家庭户变异指数的因子值已经列在了表3-14和图3-9中。其计算基础来源于五个国家1945—2000年的相关数据，时间跨度包含了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快速增长期与调整期。每个国家以10年为一个计算分期，五个国家就一共产生了25个聚合案例（time-nation cases）。这样的聚合只是为了简化比较，同时相对有效地保留每个典型时期的特征。
〔71〕



表3-13　主成分分析的总方差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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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因子分析的碎石图





表3-14　家庭户变异指数的因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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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案例各国的家庭户变异指数趋势图

以上提供的证据表明，家庭养老强度在各国以及各个时期都存在差异。二战之后，各国指标都呈现出明显的下跌趋势，而且各国之间变化的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各个时期意大利的指数都保持了最高，这表明意大利在老年保障上仍然是家庭主义倾向的国家
〔72〕

 。瑞典则占据了另外一个极端，瑞典的家庭关系一直更多地受到来自国家的干预，家庭关系本身的角色相对退出。其他三个国家分别落在了这两个极端案例之间，法国的指标总是略高于德国，而英国在1970年之后则体现出与其他国家相异的稳定趋势。

为了方便后面的案例比较，我们需要在以上数据的基础上对案例进行分期。根据家庭户变异指数的变化趋势，再考虑到欧洲福利国家在战后时期的关键节点与发展线索，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明确的历史分期：1945—1975年、1976—1989年、1990年至今。第一个时期是欧洲福利国家在二战之后经济重建的“黄金增长期”，这个时期为比较后面两个时期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历史源头。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到1989年，这个时期是福利国家危机的开始，也是福利国家缩减的开始，可以算作“调整准备期”。最后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个时期的欧洲社会发生了许多结构性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欧洲联盟一体化、全球化进入新一轮高潮等等，这些变化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对养老金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73〕

 为了进行相对比较的方便，在利用家庭户变异指数来间接界定各国在不同时期的家庭养老强度时，本书采用习惯上处理这种标准化变量的一个简单操作法则：但变异指数低于-1时，家庭养老强度就界定为低，当指数高于0时，家庭养老强度就界定为高，其他情况［-1，0］属于中等
〔74〕

 。

在探讨完家庭养老强度的历史变迁与跨国差异之后，下面就要验证这些差异是否如预期的那样导致了社会联盟的差异。这是本书第4至8章的主要内容。为了先对三个传统统合主义国家做出比较，表3-15已经提前列出了对这三国在三个不同时期的简单预测结果，加*者为与理论预测不符的实际情况。这些有趣的差异正是由于不同国家历史制度的干扰造成的，在各章案例分析中会专门予以讨论。总的来看，德国与意大利两个极端案例的情况预测较好。意大利只有第三个时期的联盟与预测不符，仍然保持了阶级联盟。而法国的情况较为特殊，由第一个时期的弱阶级联盟迅速过渡为第二、三个时期的代际联盟（无主导联盟的情况并没有出现，由法国工会特点与法国社保体系的制度所决定）
〔75〕

 。

表3-15　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的简单预测与实际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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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加*者为与理论预测不符的实际情况，案例分析中对此有专门说明。

注释


〔1〕
 第2章在对工会进行理论分析时，已经提前列举了这些案例国家的一些具体指标。


〔2〕
 关于统合主义制度环境对利益集团与社会联盟的影响，请参见O. Molina, and M. Rhodes, "Corporatism: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 concep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2, Vol.5, pp.305-331; 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24页。


〔3〕
 关于不同国家统合主义程度的定量分析，可参见A. M. Hicks, "The social democratic corporatist model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short-and medium-run perspective". In Janoski, T. and Hicks, A. M.(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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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Bonoli, The politics of pension reform: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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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Niemel[image: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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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 Lowe,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since 1945, 1993, Macmillan Press LTD；丁建定、杨凤娟：《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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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M. Kohli, "Private and public transfers between generations-Linking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64〕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SHARE)”, 这项调查针对50岁以上的欧洲老年人而设计，具体包括奥地利、丹麦、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等国。SHARE项目组已经出版了一些初步的描述性数据。可参见A. Borsch-Supan et al. (eds.),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Proximity and Contact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171 Europe-First results from the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Mannheim, Germany: MEA.2005; A. Borsch-Supan, & J. Jurges (Eds.), The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Methodology. Mannheim, Germany: MEA, 2005。


〔65〕
 "Old Age Autonomy: the Role of Service Syste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olidarity(OASIS)”, 参见 Lowenstein, A. & Ogg, J. (eds.)(2003), OASIS Final Report. Haifa: University of Haifa。


〔66〕
 例如，家庭户规模、不同成年代际之间的合住率、不同成年代际之间的临近性与接触频率、女性就业率等。参见M. Kohli, "Family structure, proximity and contact"; M.Kohli, "Housing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M. Kohli,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transfers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Draft Paper for the Research Network on Ageing at the 7th Europ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ESA) Conference, Torun, Poland, Sept 9-12, 2005; Hank, K.(2007). "Proximity and Contacts Between Older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a European comparis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9 (February 2007): pp.157-173。


〔67〕
 毫无疑问，这种间接测量最大的误差在于，无法测度那些新家庭模式之下的非典型养老支持。也就是说，如果家庭关系下不同代际的个体并不住在一起，子代却仍以某种方式来对父代进行福利支持的话，家庭户变量无法捕获这方面的信息。这是间接测量都无法绕开的理论缺陷，然而可以假定家庭户变量、非典型家庭养老、家庭养老强度这三者之间是一种同向变化关系，只要家庭户变量的差异足够大，那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而无需将无法测量的非典型家庭养老涵盖进去。


〔68〕
 数据来源细节可参见附录3。


〔69〕
 此处因子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有意义的因子得分（score），而非是抽离出不同倾向的因子。


〔70〕
 从“家庭户变异指数”来间接衡量“家庭养老强度”，必须有一个理论上的隔离，而不能将家庭户的因子值命名为家庭养老强度，直接划等号存在逻辑上的缺陷。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可参考M. J. Hiscox,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 and Mob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75，从工资变异指数到要素流动程度的理论隔离以及经验标准的确定方法。家庭户变异指数只是一个间接测量家庭养老强度的综合指标，在理论上并不能精确反映家庭的养老状况。但为了长时间的大规模比较，只好先用这个指标作为一个初步的探测标准，而同时用其他定性研究以及抽样调查结果来做补充。


〔71〕
 参见附录3：家庭户变异指数的数据来源与计算汇总。


〔72〕
 G. Esping-Andersen et al.(2002),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3〕
 关于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史，可参见C. Pierson,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chapter 4 and 5.；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福利国家的发展与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4〕
 因为各国在所有选择时期的变异指数的中位数位于［-1，0］这个区间，所以选择这个区间作为中等强度是合适的。另外，考虑到数据并未遍历二战之前的变化，所以不一定要选［+1，－1］作为一个标准，可以适当下调上限。必须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指标的区分都是相对，而也只有相对的差异才是有意义的。这样做的目的都只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划分差异，以方便在比较时将案例区分开来。


〔75〕
 参见第6章关于法国的具体讨论。


第4章

意大利：阶级联盟的延续

一、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

根据理论预测，战后三个时期意大利由养老金问题引发的社会分化与德国、法国都迥然不同。第3章提供的资料显示，在三个不同时期，意大利的家庭养老强度虽然有下降的趋势，但却一直位于所有案例国家的最高位。那么根据本书提出的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意大利会比其他国家都更容易维持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不太容易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代际联盟。虽然第三个时期意大利的家庭养老强度有所下降，但是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在所选案例中意大利的家庭户变异指数一直都位于高位，基本上可以维持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养老金政治中传统的阶级联盟能够得到延续。

意大利的实际情况和上文对意大利的预测较为吻合，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社会联盟的内部情况与改革形势有所变化的第三个时期
〔1〕

 ，在考虑了意大利国内政治形势变化以及加入欧盟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后，意大利养老金改革的政治过程仍然可以较好的用阶级模型来予以解释。

表4-1　意大利：理论预测与观测到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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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加*者为与理论预测不符的实际情况。

①　关于待遇确定制与缴费确定制的区别以及相关技术细节，可参见附录2的介绍。





二、20世纪90年代改革之前的养老金体系

从总的技术背景来看，意大利是典型的俾斯麦型养老金
〔3〕

 。与其他案例国家相似，意大利在战后的第一个时期开始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具体时间是1952年。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公共养老金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展，逐步将自由职业者、农场主、自雇主（小商人、店主）都囊括进来。在1956年，政府还为公共养老金体系引入了提前退休的选择权，工人只要满足最低的缴费年限就可以开始领取养老金。按照这一规定，一旦缴费年限达到35年（公共部门雇员是20年，被称为“资历养老金”），无论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都可以申请领取养老金。这一规定与意大利较低的法定退休年龄连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养老金领取者的数量。同时，意大利也开始逐步建立起最低保障的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的社会救助功能进一步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社会保障协会（INPS, The Istituto Nazionale della Previdenza Sociale），这是意大利公共养老金体系的主要管理结构，负责管理一般企业工人、农民、艺术家、自雇主，以及一些特殊行业工人的养老金（如通信、铁路、采矿等行业）。其管理层是一个39人的委员会，包括18名工会代表、9名雇主代表、9名自雇者代表、3名国家官员。
〔4〕



进入战后第二个时期，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退休支出增长过快，公共养老金缺口加大，公共财政开始面临危机。从1980年到1992年，公共养老金占GDP的比重从9％上升到了15％，属于五个案例国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例如德国下降了0.6％的比重，瑞典上升了1.8％，法国上升了2％）
〔5〕

 。另外，在所有案例国家中，意大利的缴费率与替代率都是最高的（参见表4-2）。一方面是缴费率较高，另一方面是养老金给付水平与退休年龄之间缺乏联系，这就进一步刺激了老人选择提前退休。在所有案例国家中，意大利的法定退休年龄是最低的（参见表4-2）。

在这种人口与经济形势的变动之下，意大利的养老金体系逐步陷入危机与僵局，第二个时期的各届政府也都开始寻求改革的可能性。
〔6〕

 1981年由卡斯特里诺（Castellino）担任主席的委员会，于1982年发布报告，对战后的意大利养老金体系进行了评估，督促政府进行调整指数公式的待遇缩减、增加缴费与受益之间的联系、减少部门之间的差异、提高退休年龄。
〔7〕

 根据这个委员会的预测，如果不进行改革，公共养老金占GDP的比重到1985年会上升到11.7％—12.4％，2000年会上升到18％—19％。
〔8〕

 随后几年，政府进行了一些待遇缩减的改革，例如：1983年，政府为基本养老保险与伤残养老金的领取者资格规定了资产调查的要求；1984年，伤残养老金的领取规格进一步提高。
〔9〕

 这些改革幅度不大，只是在加强现有体系的管理，并未对现有体系的主体框架进行结构调整。

表4-2　20世纪90年代改革之前案例各国的退休年龄、缴费率、替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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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各国的比较年份大概都在1986前后，略有出入（瑞典是1987年，英国是1985年）；替代率是平均养老金与平均工资的比例；退休年龄是法定退休年龄的加权平均值。

来源：M. Schludi, The Reform of Bismarckian Pension Systems: A Comparison of Pension Politics in Austria,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Sweden,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7, and the Appendix 1, pp.249-258; A. Hamann, "The Reform of the Pension System in Italy,” IMF Working Paper, Feb, 1997; R. K. Weaver, "The Politics of Pensions: Lessons from Abroad", Framing the Social Security Debate: Value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R. D. Arnold et al. (ed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p.183-228.





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改革之前的意大利养老金体系在覆盖范围与结构上充分体现了如下两个特点：第一，公共支柱占据绝对重要地位，而且缴费率与替代率都极高。在三个统合主义案例中，意大利与德国在这一点上尤其相似，相比之下，法国的情况较为不同。

表4-3　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养老金体系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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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N是缴费年限。

来源：基于M. Ferrera and M. Jessoula, "Reconfiguring Italian pensions: From policy stalemate to comprehensive reforms"; M. Ferrera and M. Jessoula, "Reconfiguring Italian pension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1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 2003. L. Baccaro and R. Locke, "Public Sector Reform and Union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the Italian Pension Reform",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1996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he San Francisco Hilton and Towers, August 29—September 1, 1996. 作者有所修正。





第二，整个体系高度差异化。高度分割，非常复杂，包括了非常不同的规定与计划。公共部门雇员一个私人部门雇员一个、自雇者、农民、小店主等群体各有三个（参见表4-3）。私人雇员还有另外一个强制性体系TFR（trattamento di fine rapporto），由雇主单方面缴纳，占到6.91％的毛工资。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意大利政治中庇护主义（clientalism）的特点，尤其是公共部门享有较大的特权。工人因部门不同拥有较大差异，而农民与自由职业者的养老金水平一直低于国家平均水平。这一点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具体来说，其一，意大利养老金收益水平严重不均衡。虽然意大利低端的养老金比其他国家低，但意大利一部分高端人群的养老金替代率非常高，这极大地提升了意大利养老金的总支出。意大利高档养老金的替代率超过了80％，而其他案例国家最高的档次也不会超过70％的替代率。参见表4-3，退休年龄与受益公式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公共部门的雇员缴费严重不足，受益严重偏高。另外，自雇者的指数标准中只有通货膨胀，没有工资，这大大减少了其增长幅度。换句话说，意大利的养老金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职业之间显著的不平等，而德国的养老金则具有同质性，相对较为平等。其二，意大利养老金数量较多，项目复杂。意大利的退休年龄较为宽松，有很大一部分人在65岁以下也享受各种形式的养老金，有42％的养老金领取者年龄都低于65岁；个人还享受不止一份养老金，有超过30％的人受到超过一份的公共养老金
〔10〕

 。在三个统合主义案例中，意大利与法国都有这种差异化的倾向，而德国则没有这种情况，养老金体系较为统一、标准。

在第一、二个时期养老金体系发展的背后，是较为典型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首先来看政党。意大利的政党大都具有明确的阶级基础，但其体系高度碎片化，政党容易极端化，缺乏有势力的稳定的中间政党，执政党往往势力单薄，必须依靠广泛的联合才能执政，这也就导致政府极为不稳定。二战以后，没有任何政党可以占据议会多数，因此意大利长期以来都只能组成一党为主的联合政府
〔11〕

 。以20世纪80年代为例，参与过执政联盟的政党一共有五个，分别是天主教人民党（1994年改名为人民党）、左翼民主党（由共产党改名而来）、重建共产党（由原共产党分裂而来）、共和党、社会民主党，其中每届政府平均有3.7个政党参与执政联盟，平均每届政府在任时间不超过300天
〔12〕

 。

多党执政的局面使得政治精英相对缺乏自主性，政治精英难以在政府内部建立统一的改革意愿，政府与在野党的妥协也变得十分困难，于是政府不得不更多的依赖相关群体的社会联盟。其中，政府与工会的谈判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与其他案例国家的工会一样，意大利工会在战后积极地参与了福利国家扩张的社会政治运动。而养老金被视为它们主要的“延迟工资”，工会更是开展了许多密切相关的运动。最典型的就是1969年的“火热之秋”大罢工（the Hot Autumn strikes of 1969），这是由钢铁业的工人发起，他们要求得到更多的福利。
〔13〕



意大利的劳资关系冲突较为剧烈。按照罢工参与率来说，意大利的阶级冲突超过其他所有案例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意大利工会的组织率也是三个传统统合主义国家中最高的（参见图2-2）。然而，意大利工会总体结构较为分裂，组织集中度较低；另外，工会活动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在政府中也没有稳定的政治联盟
〔14〕

 。劳资双方的关系不是合作关系，而是统治关系。在这一点上，意大利与法国相似，与德国相反。意大利基本上是松散的、分散化的集体谈判，以及区域、产业之间的多样性（北部的大工业与南部的轻工业有所不同）。
〔15〕



在这种阶级政治的大背景下，自从70年代末期以来，几乎每届政府都会寻求对养老金体系进行改革（参见表4-4）。但是，大部分改革提议都被所谓的“铁三角”阻挠了，即议会中的养老金改革委员会（各政党代表）、各种相关利益团体、INPS的管理委员会
〔16〕

 。事实，80年代唯一的一次养老金立法，事实上还提高了现有的部分养老金收益
〔17〕

 。

表4-4　失败的养老金改革提案（1984—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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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改编自 CENSIS, Rapporto sulla situazione generale del paese, 1991, Milan: Franco Angeli, p.421，转引自L. Baccaro and R. Locke, "Public Sector Reform and Union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the Italian Pension Reform"。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养老金改革

前面已经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意大利的养老金体系的危机最为严重。在较为稳定的传统阶级联盟面前，其政治精英也并没有掌握改革的主导权。但这些情况在90年代发生了逆转：意大利的改革程度仅次于瑞典，其养老金体系从待遇确定制（DB）到缴费确定制（DC）的转型是三个统合主义国家中最为激进的结构调整。为什么会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这些逆转呢？政治精英为何能获得改革的机会？社会联盟发生了那些变化？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本书先对90年代的历次改革进行回顾。

进入90年代，养老金体系与人口趋势的自身发展和相互作用，使得整个体系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政府面临的非政治性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不断攀升，1992年达到117.3％，赤字占GDP的比率也居高不下，1990年达到11.1％。而其中公共养老金开支占GDP的比重在1992年就达到了12.8％
〔18〕

 。根据意大利国家会计总署（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的预测，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个比率在2040年会达到23.4％。

与此同时，政府的改革压力不仅来自国内，还来自区域层面：1992年签订旨在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固定，欧盟国家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不能超过60％，赤字占GDP比例不能超过3.0％。显然，意大利的指标远远超标。要在规定的年限里完成欧盟的要求，意大利的政府就不得不立即进行改革
〔19〕

 。可以说，来自国际、国内的非政治性的改革压力是促使政治精英推进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此时，意大利政坛也爆发了一系列丑闻
〔20〕

 ，整个国家的民主机制岌岌可危。时任总理阿玛托是属于中间党派的社会党人，他组建了最为“技术型”的内阁
〔21〕

 ，受到四党的联合支持（DC、PSI、PLI、PSDI），着手在危机下发起了“紧急计划”（Emergency Plan）的改革，以稳定过整个国家的经济与金融体系。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改革养老金体系。

1992年的阿玛托改革（Amato Reform）针对既有体系有如下几个改革要点。其一，提高退休年龄，私营部门女性雇员的退休年龄从55岁到60岁，男性从60岁到65岁，而公共部门的男女雇员都提高到65岁；其二，提高资历养老金的资格条件，限制公共部门职员过早退休的现象；其三，取消公私部门资历养老金的缴费期差异，统一为35年；其四，也是较为重要的一项，将过去较为慷慨的指数化机制，从同时以通货膨胀和工资增长为标准（即按最低工资调整），变为只以通货膨胀为标准。前三项改革都设置了一定的过渡期，而后一项改革直接施行，直接对现有的养老金领取者进行了待遇缩减。待遇缩减的效果是明显的，例如，一个有35年缴费期的私人部门雇员，在改革前可以得到其工资水平三分之二的养老金，而改革之后其替代率可能只有47％
〔22〕

 。

必须说明的是，这次改革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若干改革方案非常类似，维持了既有的待遇确定制与现收现付制的基本结构，只是一种“参数改革”。关于补充养老保险（supplementary pension）的引入，也只是建立在过去TFR职业养老金体系调整的基础上，并没有大的结构调整。另外，为了获得工会的支持，阿玛托政府工会领导进行了大量的非正式磋商，做了大量让步，设置了过多的过渡期与豁免情况。因此，整个体系可持续性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此后的政治精英仍然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

1994年有贝卢斯科尼的改革计划（Berlusconi Reform）。1994年选举之后，新的中间偏右的执政联盟上台，贝卢斯科尼担任总理。与前两界技术性政府不同，贝卢斯科尼的政府是右倾的政治型政府，贝卢斯科尼本人也是一个商业集团的核心代表。

1994年9月，政府与雇主联合会、工会进行了谈判，推出了一系列待遇缩减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并不激进，受到了雇主联合会的支持，但却遭到工会的激烈反对。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的罢工与抗议活动。11月12日，超过百万人在罗马进行了十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工会还威胁政府将在12月举行规模更大的罢工。在工会的压力下，政治精英内部出现了分裂。例如，财政部长迪尼与劳工部长马斯特拉（Mastella）的意见分歧就非常明确，后者来自天主教民主中心（CCD），强调社会团结渐进改革。于是，政府开始退缩，12月22日，贝卢斯科尼辞职，这次改革流产。
〔23〕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贝卢斯科尼改革与随后而来的迪尼改革的比较，后者事实上比前者更为激进，属于待遇确定制到缴费确定制的结构性改革，但却没有遭到工会的反对。两次改革的比较非常能说明反对改革的社会联盟的阶级属性：贝卢斯科尼之后担任总理的迪尼就曾是贝卢斯科尼政府的财政部长，迪尼在担任财政部长时想推行的改革计划，因为贝卢斯科尼的右翼性质，而遭到了工会的反对而流产；而迪尼自己担任总理时期，其政府具有技术型政府的性质，可以较好地避开阶级政治的羁绊，反而得到中左翼政党（PDS, Popular Party, Lega Nord，还有一些中间派小党）与工会的支持。这与德国的情况正好形成对比，无论政府的左右性质如何，德国工会都坚定的反对改革、要求妥协，而意大利工会却会因政府的左右政治倾向而改变谈判策略。

事实上，迪尼政府面对的非政治性改革压力更为严重：一方面，1994年的政治动荡让通货继续贬值，1994年GDP的增长只有2.2％，而另一方面，赤字却达到GDP的7.1％，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了GDP的125％。
〔24〕

 迪尼政府开始与主要社会伙伴（尤其是工会）进行谈判。基于迪尼政府的非右翼性质，工会表现出了积极的谈判愿望，希望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对整个体系进行改革，以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
〔25〕



1995迪尼改革（Dini Reform）虽然设定了许多过渡期，但这次改革在本质上比1994年改革要激进得多，因为其主要措施是通过修改养老金计算公式将待遇确定制改为缴费确定制，并引入带有向基金制转轨倾向的“名义账户制”。具体来说，迪尼改革有几点指导原则
〔26〕

 。其一，通过引入名义账户机制来实现缴费确定制。养老金待遇不再固定，固定的是缴费。个体就业生涯中所有的工资税都会以名义账户的形式得到积累，并按照GDP增长率得到相应的增值。到退休时，名义账户里积累的所有缴费将按照一定的公式转换为年金。这个年金的给付水平将依赖于如下几个因素：反映在名义账户里的工资缴费、工作的年限、退休的年龄、经济增长率。其二，退休年龄灵活安排（57—65岁），但与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严格挂钩，从而鼓励晚退休。两次改革的比较可看出迪尼改革之后对提前退休的反向激励机制。例如，在假定收入增长率为2％、经济增长率为1.5％的情况下，阿玛托体系的养老金替代率与退休年龄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而在迪尼体系下，退休越晚，替代率就越高，从50.1％到73.7％。其三，统一养老金体系。以上的两条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代际，还适用于不同的部门。并且逐渐取消公共部门雇员、自雇者等群体的养老金特权。其四，提高精算的均衡性，不仅将养老金与经济增长率挂钩，还定期调整死亡率等精算因子以确保整个体系的可持续性
〔27〕

 。（表4-5、表4-6）

表4-5　阿玛托体系与迪尼体系的养老金待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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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O. Castellino, "Redistribution between and within generation in the Italia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icerche Economiche, 49(4), pp.317-327.转引自A. Brugiavini and E. Fornero, "Pension Provision in Italy", pp.207-208。





总之，从各方面来看，迪尼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意大利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建立了更合理的财政基础，减少了项目内部的差异性，减少了代际再分配。

在1997年大选中，中左联盟（Oliver Tree, Rifondazione Comunista）获胜
〔28〕

 ，普罗迪（Prodi）总理实施了进一步的改革：其一，迅速执行迪尼改革的所有措施；其二，继续将不同的养老金方案统一起来，标准化；其三，继续推进名义账户制；其四，建立“转换系数”自动修订机制。这次改革巩固了迪尼改革从待遇确定制到缴费确定制的转换，并继续缩减了待遇，统一了标准。这次改革同样得到了工会的支持。

表4-6　意大利养老金计算公式的比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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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 Brugiavini and E. Fornero, "Pension Provision in Italy", p.202.





2000年以后的政府还推进了一些新措施，但都继续了之前改革的路径（参见附录1的改革年谱）。根据意大利提交给欧盟委员会与理事会的报告，意大利养老金体系的支付危机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缓解。
〔30〕



有趣的是，之前几任中左翼的政府、或偏技术性的政府推出改革一般都会得到其阶级联盟的支持，而右翼政府的改革提议就会招致阶级联盟的反对。2001年11月，贝卢斯科尼政府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旨在建立更完整的第二、第三支柱，并进一步提高退休年龄。但这仍然遭到了工会的激烈反对，2003年10月，工会发起了超过百万人的大罢工与示威游行活动。
〔31〕

 右翼政府不得不停下改革的脚步。

四、阶级联盟的延续

如理论预测的那样，意大利与德国相比，体现出完全相反的画面。从第一个时期到第三个时期，阶级联盟都占据主流
〔32〕

 。在第三个时期意大利的家庭养老强度的绝对值也有稍微的下降，即使这样，阶级还是可以观测到的行动单位，意大利社会仍然难以找到构成代际分裂的土壤
〔33〕

 。这样，养老金政治仍然是统合主义协商的舞台。在养老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工会之间的联盟往往是达成改革共识的现实选择
〔34〕

 。阶级联盟之间如果达成广泛妥协，其立场就一直保持在支持改革上；如果没有，则反对改革，工会进行罢工、大规模示威游行。分别有阿玛托政府1992年改革（参数微调）、迪尼政府1995年改革（待遇确定制到缴费确定制，重大结构重组）、普罗迪政府1997年改革。1994年贝卢斯科尼右翼政府改革失败，其余的左翼政府改革成功。工会反对右翼政府，愿意与左翼政府合作（迪尼改革），在阶级联盟的情况下，代际不平等得到削弱，交费确定制引入和较长的过渡期都是代际矛盾缓和的标志
〔35〕

 。

上节已经依次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历次改革，并点到了改革困难的原因所在。下面将依照本书第2章对社会联盟的分析来依次检查各个政治组织的表现，从而验证阶级联盟在意大利养老金改革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并具体解释90年代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会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政策上的大逆转呢？这是一个必须解释的复杂问题，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较多，我们需要拨开诸多干扰的特殊影响，去查看本书所关注的重点方面，也就是特定的社会联盟所起的作用。在考虑了国内政治形势变化、欧盟层面的改革压力之后，我们就更可以确认来自社会联盟的微妙变化对政治精英推行改革的有利影响。

其一，政治精英为何在20世纪90年代能获得改革的机会？不容否认，意大利国内的政治条件在90年代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政治精英获得了推行改革的最基本空间。前面已经提到，90年代初在意大利发生的政治地震，严重地削弱了原有的庇护主义倾向的政党
〔36〕

 ，新发展起势力的政党都更具有改革意愿。同时，与过去那些依附于旧有政党的政客相比，像迪尼与普罗迪（以及阿玛托内阁的许多部长）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专家出身，其内阁具有较多的技术型内阁的性质。因此，90年代的这几届技术型政府相对来说拥有了过去政府所不曾拥有的改革空间。

其二，来自欧盟层面的压力赋予政治精英更多逃避谴责的理由
〔37〕

 。前面已经提到，意大利在90年代早期的预算赤字仍然是两位数。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其他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一定会强迫意大利进行改革
〔38〕

 ，而养老金体系必然首当其冲
〔39〕

 。一般来说，来自国际资本市场与区域共同体的压力，是导致国内金融改革的重要的因素。但在意大利的过去政策史上，这个因素并不重要。因为意大利的政府普遍任期较短，在任的政府总是可以轻松地将这个压力推给以后的政府。然而，在90年代初，这种国际压力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过去那种模糊的非正式的压力，变成了明确的有最后时间限制的正式通牒。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明确的截止日期式的时间限制（deadline）被力图推行改革的政治精英充分利用了起来，从而由国际压力转化为了国内福利改革的政治合法性。通过政治精英有意识的宣传，相关的社会群体都意识到了除了福利改革带来的短期损失以外，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MU）对各个群体还有明显的长远好处
〔40〕

 。总之，从主动与被动的角度来看，欧盟层面的这些因素都减少了意大利国内各个相关群体对推行改革的政治精英的谴责。

其三，除了以上提到的有利因素以外，相关的社会联盟本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是本书逻辑强调的重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非政治性改革压力进一步扩大。重要的是，这种改革压力不仅是给政治精英造成了政府财政危机，而且也给相关社会群体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影响。例如，意大利年轻在职工人的缴费率一直在上升，而未来即将退休的老年人的养老金替代率并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同时，第3章在介绍欧洲家庭养老的整体趋势时也提到，欧洲家庭养老强度的整体趋势都在下降，意大利也不例外。意大利家庭变异指数从20世纪50年代的2.44下降到了80年代的0.37，进入90年代之后更是跌倒了-0.13。

在这种养老金体制本身变化与人口形势的夹击之下，意大利的阶级联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阶级联盟中的年轻人不能再承受如此之高的缴费率，开始倾向于支持改革，但年轻人更多的仍然留在了阶级联盟内部；老年人本身仍然反对直接的大幅度待遇缩减，但更靠近改革无关年龄的“年轻一点”的老年人的立场也发生了分化，他们需要保证整个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所以不同的“老年人”反对改革的动机变得模糊。总之，虽然意大利的家庭养老强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仍然位居各个案例之首，而且不同代际在家庭领域的代际关系在短期之内还存有一定的黏性
〔41〕

 ，所以，不论是理论预测，还是实际观察，阶级联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阶级联盟还能基本吸收代际分裂的张力。然而，阶级联盟内部代际关系的这些微妙变化为政治精英改革留下了政治运作的空间，剩下的问题便是不同的政府如何与阶级联盟内不同代际群体进行谈判与妥协。

下面我们可以根据第2章的理论分析来分析社会联盟中相关政治组织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政党。前文已经指出政党本身容易分裂，政党本身难以占据大多数，所以政治精英必须利用与工会来推行改革
〔42〕

 。而阶级联盟内部代际关系的这些微妙变化为政治精英改革留下了政治运作的空间，剩下的问题便是不同的政府如何与阶级联盟内不同代际群体进行谈判与妥协。具体来看，推动改革的政治精英（尤其是左翼），也较好地利用了主导阶级联盟内部的代际差异来选取具体改革策略，使得潜在的代际矛盾消融在阶级内部，而没有变成对政府公开的反对。例如，在进行结构调整的1995年迪尼改革中，改革设定不同的缓冲期，让改革负担在阶级内部不同代际之间平均分配，各个年龄人群所受损失的差别不大，这有利于阶级联盟组织内部的代际团结
〔43〕

 。所谓的“既得权利”（acquired right）就保护了那些在以前的体系中已经发展到“成熟期”的“老人”，缴费确定制的新条款只应用于新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
〔44〕



其次是工会。在意大利，工会对政府改革的配合是政府改革成功的关键
〔45〕

 。在成功的几次改革中，时任政府都与工会进行了大量的磋商，并以政策上的妥协与让步来获得了工会潜在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意大利代际矛盾相对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工会相比，意大利的工会虽然具有足够的阻挠能力，但它们还是更愿意与左翼政府取得共识，以重建可持续发展的养老金体制
〔46〕

 。有意思的是，其他三次改革工会都没有反对，都成功了。而唯独这次贝卢斯科尼的改革遭到了工会的激烈反对，这反映了工会行动的阶级属性，因为贝卢斯科尼代表了右翼的政治属性
〔47〕

 。对此，德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人政治的德国工会是政府改革最大的阻力来源。

在工会的这种改革意愿背后，是不同代际的工人之间利益趋同的妥协，而这种妥协无疑得益于意大利社会家庭代际关系的和谐
〔48〕

 。其实，意大利的工会年龄结构与德国相似（参见表2-3），工会组织率也较高（远高于法国，70年代以来甚至还高于德国，参见图2-2欧洲各国二战以来的工会组织率）
〔49〕

 。但意大利工会却并没有倒向德国工会那样的老年政治，仍然按阶级逻辑出牌的逻辑。在此，意大利工会的阶级妥协意愿与德国工会的老龄化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背后的根源就在于两国家庭养老方面的差异。意大利较高的家庭养老改变了老年人的利益平衡，使其倾向于接受调整代际矛盾的项目改革。

除了年龄结构的比较以外，与德国工会相比，意大利的工会在部门上同样具有较高的涵括性，其工会联盟囊括了所有经济部门的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其组织结构以及权力集中度让其有能力进行内部妥协，也就是牺牲部分成员的短期利益，以换取整个群体的长期收益。这一点可以解释它们为何愿意接受对养老金体系进行标准化。工会的领导层也有能力对基层会员进行控制与游说，正如他们在迪尼改革中做的那样。
〔50〕



除了工会的集中式组织结构以外，意大利工会还有一种特殊的民主传统，就是集体投票（referenda）
〔51〕

 。在改革过程中，意大利工会的领导人有意识地应用了这种方式来扩大工会基层会员对养老金改革的支持。当然，这种机制加深了基础工人对养老金改革的参与程度，从而给工会领导的权力集中程度与控制能力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与挑战。然而，同任何“民主”机制的逻辑一样，这种机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赋予了参与的权利，也带来了服从的责任。一旦条件适宜，它可以在基层工人群体中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集中实现，并将少部分人的反对权压制住，其实成为变相的集中控制的机制。这一点在迪尼改革中表现得很明显。在1995年工会就养老金协议所进行的公决结果表明，64％的工会成员投票支持由政府与工会达成的一致协议
〔52〕

 。（参见表4-7）

表4-7　意大利工会工人关于迪尼改革的集体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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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uova Rassegna Sindacale, No. 26, July 10, 1995.转引自L. Baccaro and R. Locke, "Public Sector Reform and Union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the Italian Pension Reform"。





这次工会集体投票的结果，消除了工会内部反对力量的发言权，增强了工会的统一立场，坚定了工会领袖配合迪尼政府改革的倾向。问题在于为何工人群体的大多数人会在集体投票中支持改革呢？

施鲁迪等人给出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工人担心左翼政府的改革如不能通过，继任的右翼政府将推行更为激进的改革（如1994年的贝卢斯科尼改革），因此工人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府的改革。这种解释显然不成立。其一，只有工会领袖才会考虑工人整体的利益，我们不能假设单个工人具有为集体考虑的阶级觉悟。这里是基层工人的集体投票，而不是德国等国的工会个别领袖与政府总理的精英斡旋，所以这种基于政治精英的策略解释并不成立；其二，即使考虑精英层面的政治策略，这种解释也经不住逻辑推敲，也经不起案例比较的检验。在逻辑上，意大利工会有能力阻碍任何政府的改革，无论左右翼，正如它们在1994年做的那样；在案例比较上，德国的工会领袖对工会群体有极高的控制权，德国工会更容易做出类似的战略选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工会不仅反对右翼政府改革，还反对左翼政府的改革。所以，工会对左翼政府改革的支持，并非源于表面的短期的政治策略，而是有更深层的利益结构的原因。

巴尔卡罗给出的另一种解释是改革并未伤害到核心老年群体的利益，迪尼政府做了大量的过渡期与特殊豁免的设置
〔53〕

 。政府的这种改革策略上文已经分析过了，但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因为我们在今后的其他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国家的政府同样设置了类似的改革策略，但却并不奏效，工会的大多数人还是反对改革，如最典型的德国工会。

因此，关键还是在于背后的阶级联盟包容了潜在的代际分歧，而继续发挥作用的家庭养老是消除这种代际分歧的主要因素
〔54〕

 。意大利工会并未像德国工会那样变成代际联盟的老人政治代表，而依然是阶级导向。为什么会这样呢？老年工人与年轻工人的代际冲突可以通过家庭关系得到较好的解决，因此，工会愿意也能够从阶级整体出发去谋求更广泛的利益。作为阶级集体的组织，意大利工会也有阻碍改革的动机与意愿（1994年工会就组织了游行抗议贝卢斯科尼的右翼政府削减养老金的计划），因为改革毕竟减少了阶级间再分配的程度。但工会这种反对是基于阶级逻辑，并非基于代际逻辑。只要左翼政府执政，工会就会考虑合作。

而因为家庭养老的存在，意大利的老年人与青年人更容易在养老金问题上达成共识，所以意大利工会为阶级联盟的典型代表组织，能将代际矛盾在内部进行调节。在家庭养老的支持下，意大利工会有能力在阶级内部克服不同代际关于养老金支出分配的不同意见。

总之，这是一种阶级联盟在养老金政治中延续稳定的表现，其根源在于意大利的家庭养老较好地解除了代际之间潜在利益冲突的张力。

最后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意大利的养老金团体。相应的，意大利的老年人也没有发展出像德国那样的以年龄为基础的游说团体。能够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养老金组织极为匮乏，少数的几个协会也缺乏成员的参与，其政治影响也非常有限。按照林奇的说法，意大利是排他主义政治盛行的地方，各种利益团体为其局部利益频繁活动。但是，养老金团体在意大利为何反而缺失了呢？

答案在于老年人仍然满足于通过工会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不需要以代际为分界线的利益团体或政治组织来组织集体行动。少数几个养老金团体也依附于工会联盟而形成组织，如全国养老金联合会（Federazione Nazionale Pensionati, FNP）依附于CISL(Confederazione Iataliana Sinadacati Lavoratori)。而且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也并不反对养老金缩减，反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支持缩减。例如，1976年工会联盟号召对养老金进行改革，并对诸多改革内容表达了认可的态度，因为这有利于福利体制整体的长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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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养老金团体支持了1978—1979年间的失败改革，以及1992、1995、1996年间的成功改革。这种支持的背后，是这些老年团体为了保护青年工人的适当利益而对自身利益的牺牲，从而也体现了意大利社会背后的代际和谐
〔56〕

 。在这种代际矛盾缓和的情况之下，福利项目培育出的选民团体产生了与其他国家相反的政策反馈，老人们反而支持养老金的缩减。
〔57〕



事实上，作为代际和谐以及统合主义下阶级联盟有效妥协的结果，三个案例国家中只有意大利推行了从待遇确定制向缴费确定制的全面改革。这样的安排确保了年轻工人未来的缴费率能保持稳定不再持续上升，同时也让老年人承担了替代率下调的改革后果。这种改革结果，既是代际联盟缺失的重要表现，也是阶级联盟内部有效妥协的成果，而这都要得益于意大利家庭养老长期形成的利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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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德国：代际分裂的嬗变

一、社会联盟的变迁

根据第3章对自变量测度而做出的预测，以阶级为基础的德国养老金政治联盟更容易在家庭养老强度高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形成，而在家庭养老强度较低的时候（第三个时期）以代际为基础的联盟更容易形成。根据第2章理论分析得到的推论，德国在第二个时期家庭关系的变化容易让德国养老金政治出现无主导联盟的情形。根据理论预测，这是改革阻力最小的时候，事实上这也的确是德国政府最好的改革时机。后面的分析即将指出，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能达成表面上的一致，也正是因为这时处于无主导联盟的状态。

表5-1总结了根据本书观点所做出的预测，家庭养老金强度的分级来自于第3章对家庭户变异指数分析时得到的经验指标。表5-1还对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总结，指出了政党以及工会组织在养老金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养老金团体的活动状况。这样简单的总结初步解释了理论预测与实际情况的吻合程度。从整体上来说，德国的家庭养老强度处于三个传统统合主义国家的最低端，而且三个时期以来一直在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养老金政治中更倾向于产生强大的代际联盟。更进一步，下面的分析还将指出：德国工会运动独特的组织结构、德国左右两翼政治精英的政治运作都没能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代际联盟的主导地位。

表5-1　德国：理论预测与观测到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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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90年代改革之前的养老金体系

德国是第一个推出国家管理的社会保险的国家，也是战后第一个大幅度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的国家。
〔1〕

 作为一个最典型的传统统合主义国家，德国的养老金体系的替代率在所选的三个传统统合主义案例中是程度最高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统合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中举步维艰。三次主要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下面先对90年代之前的养老金体系进行一个回顾，并简要分析背后的社会联盟。

战后的第一个时期是现有公共养老金体系逐渐扩张的时期。二战以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深入和德国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社会福利保障的目标逐渐超越了满足基本生活保障的要求。1957年在西德联邦总理阿登纳的推动下，联邦议会通过了新的《伤残和养老保险法》，将养老金定义为退休前工资的替代物，应当满足退休后全部生活需要。通过这个改革，德国公共养老金的替代率明显提高。1969年至1973年，上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Osterreichs, SPD）又颁布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建立了覆盖范围广、保障程度高的一整套养老金体系。1957年的改革是一次里程碑意义的改革
〔2〕

 。在此之前，所谓的“俾斯麦式体系”并不能保障老年人退休之后的生活，养老金的替代率非常低，1956年时一般蓝领工人的平均替代率不超过25％，白领工人勉强能达到40％
〔3〕

 。然而，在改革之后的1957年春天，一般退休工人养老金的替代率就上升到了70％左右（参见表5-2）。这个水平的替代率意味着退休工人完全可以只依靠公共养老金就能保障一个接近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同时这也意味着德国事实上进入一个单一支柱的体系，因为如此高替代率的公共养老金无疑会直接挤出职业补充养老金以及私人养老金的需求（这种情况与意大利相似）。

战后的第二个时期维系了第一个时期的高替代率的发展趋势，但代际利益的冲突问题开始浮现，缴费率的未来发展趋势一直处于上升势头。这个时期的各届政府都做出了一些遏制成本的调整政策，从1977年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的联合政府，到后来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CDU，简称基民盟）与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FDP）的联合政府。有意思的是，三个统合主义案例中，德国是最早开始着手削减养老金开支的国家。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缴费率的短期稳定，以应对失业率上升和工资低增长的影响。到80年代末，也就是第二个时期快结束的时候，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德国从1980年到1992年的养老金总体开支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了0.6％，而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都在上升
〔4〕

 。

表5-2　德国1957年之后的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实际替代率与缴费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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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于K. Hinrichs, "New century-new paradigm: Pension reform in Germany", p.50, table 3.1。





总的来说，德国养老金体系的覆盖范围与结构充分体现了对家庭以及相关传统价值的保护。整个体系倾向于对拥有终身雇佣经历的男性公民提供较高的替代率，并没有直接把没有正式工作的妻子包括在内，同时却规定妻子可以在配偶思维的情况下，享有已故配偶的养老金待遇。这样的机制事实上是假定传统家庭关系稳定存在，福利国家是对整个家庭而不是对个人（特别是女性）进行保护。
〔6〕

 除了公共养老金项目（Gesetzliche Rentenversicherung）以外，还有为煤矿工人、公务员、农民、自雇者提供的专项养老金，如公务员养老金计划（Beamtenversorgung）。从总量上来看，公共养老金项目大概提供了70％的养老金，公务员的养老金大约占到10％，私人部门的职业养老金（Versorgungswerke）占5％，补充养老金保险占3％，其余私人养老金占10％。
〔7〕

 从替代率来看，德国养老金体系的替代率普遍较高，一个具有完整就业周期的人可以获得高达70％替代率的养老金。

就公共养老金体系的融资渠道而言，雇员整体工资收入的19.2％用于缴费，其中雇主与雇员各承担9.6％，联邦政府承担大约20％的缴费总缺口。整个体系是按现收现付制运作。管理机构是国家监督的自治机构，被保险人与雇主各派选代表参见该机构的管理。公务员的养老金是靠国家公共税收来支持的。

在养老金政策的相关社会联盟方面，第一个时期充分体现出了典型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在政党政治方面，战后德国表面上是多党制，实际上是“两个半”政党主宰局面。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与其巴伐利亚分支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算一个党，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算另外一个主要执政党，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末，这两大政党控制着大约90％的选票和议席。而第三党
〔8〕

 则起到缓冲和调节作用。就各党执政的时期分布而言，社会民主党是从1966年上台，1982年下台
〔9〕

 ，后来在施罗德的带领下，社会民主党与绿党联合组成红绿执政联盟在1998年重归政坛，至2006年下台；其余时间都是基民盟把持政府。

虽然1957年的养老金立法得到了基民盟与社会民主党的同时支持，但立法过程仍然充满了政治性，相互竞争的阶级政治并没有退去。社会民主党最先提出了改革法案，然后要求政府提出比之前更为慷慨的养老金方案。然而，却是当政的基民盟从改革立法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政治加分，在随后1957年9月的议会大选中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做出回答：为什么是基民盟推进了改革？其决策的背景是什么？基民盟的阶级基础在哪里？基民盟推进改革是为了拉拢哪一部分的阶级力量？其实，基民盟中有倾向商业利益的右翼，也有倾向劳工一方的中间力量。前者要求激进的削减，因此与市场导向的自由民主党（FDP）靠得更近。后者则要求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在现有框架下调整，维持现有体制的可持续性。因此，基民盟在养老金扩张政策中的几次突出表现，基本上都是基民盟内部倾向于劳工这一翼的政治选择。
〔10〕



另外，我们还可以对德国工会的特点单独做出一些分析，正是这些特点方便了执政党通过工会来完成社会政策的协调，而也正是这些特点造成了日后第三个时期德国代际联盟的先天优势。

德国工会的组织结构比较独特，表现为劳工组织高度集中，集体谈判机制高度规范。“二战之后，德国的工人被重新组织到16个大型工会中，每个工会都覆盖了整个产业，成员都高达百万。大多数工会都隶属于一个中央的工会联盟，德国工会联合会（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DGB）。在大多数权威人士看来，这两项组织创新——按照产业来组织的劳工以及统一的工会运动——奠定了德国战后产业关系中合作的基本框架。”
〔11〕

 在这个框架下，集体谈判体系也得以建立起来，这个体系受到了法规以及准司法程序的规范。而且主要工会都与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制度联系。另外还有白领工会德国职员工会（Deutsche Angestelltengewerkschaft, DAG）。

在大多数方面，德国的劳动力市场都与意大利、法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其政策制定过程的特征可以称为“默认的三方协调”（tacit tripartism）
〔12〕

 。工会在工资谈判与养老金等福利政策上给予了政府很大的自愿配合，这与意、法的工会体系再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意大利工会虽然组织程度可以与德国相提并论，但其工会联盟的权力集中程度相对较弱，无法像德国工会那样对其成员进行有效的控制，也就无法像德国工会联盟那样成为统合主义中稳定的谈判伙伴
〔13〕

 。而在法国工会的情况就更糟了，不仅没有德国工会联盟这样的权力集中度，就连组织率都低得可怜。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工人属于工会，许多人都只有名义上的关系。全国性的工会从来就难以收齐会费，也难以在最底层工人中维持日常组织关系。而且，工会运动分为几个联盟，它们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往往损害了它们动员社会支持的能力，也阻碍了它们在政策问题上形成统一的立场。
〔14〕



因此，德国工会组织集体行动的逻辑存在于其组织结构之中，正是其组织结构让单个的德国工人愿意接受工会领导参与的三方协调
〔15〕

 ，而法、意两国的劳工组织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这正是第2章对工会权力集中度的分析。从这些分析来看，德国工会的组织结构有利于统一集体行动的实现。德国的工会高度集中，还有一整套方便谈判的法律程序，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集体行动、减少搭便车行为。只要达成共识，福利政策便会被普及，而底层工人便会得到利益。而在缺乏规范谈判程序的情况下，许多工会参与竞争，福利政策难以得到统一保障，最后的政策方案有赖于诸多行为者的默认，则难以实现较好的结果。这正是法国的情况。除此之外，既然德国工会的领导权相对集中，所以福利政策方案的达成有赖于在少数人中达成共识，而这些人随后的服从也相对容易监控。同样地，替代的领导人也相对较难获得。同样地，在第三个时期我们将看到，一旦这些工会领导人为老人政治的趋势所俘虏，整个工会的组织优势也就会很快为代际联盟所用。简而言之，德国工会的组织结构一方面有利于工会自己做出统一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展开统合主义的三方协调。这种组织结构有战后特殊历史制度的渊源，但同时也得势于战后德国的社会阶级结构
〔16〕

 。

总之，基于社会联盟中政党政治与工会的组织结构，德国第一个时期养老金政策引起的政治争论并不激烈，主要政党与社会伙伴之间建立了一种脆弱但持续发挥作用的以阶级间妥协为基础的社会联盟
〔17〕

 。于是，在福利国家的“黄金增长期”，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联盟主导了养老金政策的发展，其中1969年至1973年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为其高潮的标志
〔18〕

 。

然而，进入第二个时期之后，产生这种阶级联盟的经济社会背景却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石油危机的冲击造成经济滞涨，完全就业政策难以维系，公共养老金的缴费率不断上升（参见表5-2）。以阶级为基础的利益集团仍然重要，但由于德国家庭微观结构变迁的影响开始浮出水面，在养老金这个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阶级联盟迅速瓦解。在20世纪70年代末，选举政治中开始重新出现养老金问题的激烈讨论
〔19〕

 。许多非阶级利益团体开始发挥作用，各个党派都开始响应老年人的潜在选票，而且还在响应许多其他支持老年人的利益集团的潜在选票
〔20〕

 。这个时期的社会联盟基本体现为无主导联盟的情况，政府面临的改革阻力相对最小
〔21〕

 。

该时期社会联盟的特点可以“1992年改革”为例：1989年通过的《1992年改革法案》仍然是德国政治中常见的教科书式“一致同意的改革”（consensual reform）。这种一致同意的局面是基于各方都持有这样的共识，即认为公共养老金体系应该为就业人口提供充分的养老保障。具体改革措施体现为两项待遇削减的参数调整：第一项是调整工资指数公式，从毛工资到净工资，防止税后的养老金增长得比税后净工资增长还快（其假设是累进税率会逐渐提高）；第二项是提高退休年龄到65岁，以减少提前退休的情况。

有趣的是，第一项改革基本没有引起争议，也就是说面对不同累进税率的不同收入阶层没有形成反对改革的阻力；而第二项改革由于涉及日益尖锐的代际矛盾，却引起了相关参与者较大的争议。争议的代表双方是代表年轻人的自由民主党与代表老年化工会的社会民主党，前者要求立即提高退休年龄，后者坚持延缓退休年龄的提高。最后，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将这项改革比原定计划推迟了八年的缓冲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那些即将退休的老人的利益
〔22〕

 。这两项改革受到的阻力差异，反映了这次改革背后相关的社会联盟的变化。阶级联盟弱化，代际联盟兴起，但并未完全占据支配地位，代际联盟反对的声音并没有阻碍到各传统党派与工会之间达成以阶级为基础的一致行动。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反映来自绿党。绿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年轻人。在对待改革的立场上，政府和主要反对方都形成基本共识，即认为改革应该在既定的收入关联的旧框架下进行；而只有绿党极力提倡激进的改革，将旧的俾斯麦式养老金体系完全削减为税收支持的低费率的基本养老保险。绿党的这个政策态度，明确反映了绿党选民基础的年龄特点，他们是要求降低养老金缴费率的年轻人。

对于当时的执政党科尔政府而言，《1992年改革法案》相对来说算不上是重大的政治议题。如果不改革，缴费率就会从当时的18.5％上升到2030年的36.4％，或者就是在维持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将替代率下调一半。最后的改革法案是执政的右中翼联盟（基民盟、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妥协。1989年11月通过立法程序，1992年生效。两大政党之所以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关键还是社会相关群体中缺乏有效的反对联盟，政治精英可以将其去政治化，以减轻非政治性的改革压力。

总的来看，对于德国人来说，战后养老金体系就是基民盟以及社会民主党与统一的工会运动通力合作的结果，德国养老金体系的独特性都是与其基民盟、社会民主党、工会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在第二个时期，阶级联盟的各方开始分离，政府主导了改革的进程。在社会联盟松散之时，由于非政治性的改革压力并不急迫，政府也缺乏改革的动力，所以第二时期的改革也并未深入。

在第一个时期，德国与意大利的发展相似，然而进入第二个时期之后二者的发展却发生了分化：由于家庭养老方面的差异，意大利继续维持了阶级联盟，而德国传统的阶级联盟却逐渐丧失主导地位，代际群体的政治活动开始增加。这种社会联盟变化的背后动力，皆植根于家庭方面福利转移情况所限定的代际之间的利益结构。在第二个时期，两国的家庭养老差异让两国的社会联盟表现不同的发展趋势；进入第三个时期之后，这样的差异还将给两国的政党、工会、养老金团体的政治选择造成更大的变化。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养老金改革

进入20世纪90年代实质改革期之后，以阶级分化为界限的联盟进一步丧失了在养老金政治上的动员能力与影响力，潜在的代际联盟主导了养老金改革的政策制定过程，改革过程呈现出“从一致协商到冲突”的发展趋势
〔23〕

 。下面依次分析几次主要的改革。

1．1996年改革：《经济增长与就业促进法案》

本来《1992年改革法案》是想解决80年代频繁短期调整的问题，至少让整个公共养老金体系稳定发展到2010年。但是，东西德统一的影响让公共养老金体系再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合并之后的体系的基调和框架仍然延续了西德的模式，而政府则加大了补贴和支持力度来平衡东德人口加入的影响。1991年至1997年，原东德的养老金基金缺口累计到750亿马克（合计380亿欧元）
〔24〕

 。西德的养老金基金不得不向东德各州进行财政转移。缴费率上升的一些具体指标，从1993年的17.5％上升到1997年的20.3％。
〔25〕

 于是1996开始新一轮的缩减，《经济增长与就业促进法案》（Wachstums-und Besch[image: alt]
 ftigungsf[image: alt]
 rderungsgesetz, WBG）旨在增强之前《1992年改革法案》的缩减效应。例如，大幅度地取消提前退休的优惠条款。这次改革遭到了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强烈反对，但科尔政府选择了与工会协商，却将社会民主党隔在门外。这造成了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紧张关系，左翼阶级联盟出现了分裂
〔26〕

 。同样地，右中联合政府中也存在分歧。基民盟的劳工派倾向于与工会合作，而自由市场派则反对与工会协商、让步。后来右翼势力占上风，政府精英的政策走向开始不利于工会。工会与社会民主党都坚定地反对《经济增长与就业促进法案》中的待遇削减。1996年6月，DGB发起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以反对科尔政府的福利削减（大约有35万人参与）。社会民主党也宣布推出协商养老金政策的专门委员会
〔27〕

 。右中联合政府甚至没有咨询社会民主党，即通过《经济增长与就业促进法案》（以及后来的《1999年改革法案》），意味着德国养老金政治中左右两党传统的“养老金共识”不复存在。值得一提的是，科尔政府显然低估了养老金缩减对其选民基础的伤害程度、低估了代际联盟的反对力量（参见表5-3对代际联盟的具体分析，基民盟在45—59岁这个年龄段上失去了很多支持，从1994年到1998年之间）。基民盟自己的一位资深政治家认为，这是后来科尔政府大选失败的关键原因
〔28〕

 。

2．《1999年养老金改革法案》（Rentenreformgesetz 1999）

《1999年法案》于1997年立法，其中有两项最重大的改革：第一是提前退休与残疾养老金的申请标准进一步提高；第二是在养老金计算公式中引入人口因子（the demographic factor），导致标准养老金的替代率从70％下调到64％。关于人口因子的改革提议力度最大，引起的争论也最多。综合各项措施，《1999年法案》可以让缴费率维持在1997年20.3％的水平上。然而，人口因子这项改革措施在后来被1998年上台的红绿联合政府叫停。

在《1999年法案》推出的过程当中，各党之间以及各党内部都表现出了相互矛盾的态度，其中各党之间的态度冲突反映了传统的政党竞争特征，而各党内部的矛盾则反映了深刻的代际矛盾。作为主要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就拒绝参见基民盟组织的起草改革法案的委员会，而自行组织了单独的养老金委员会。而在基民盟内部，反对委员会报告的人似乎更多。最后基民盟的养老金委员会不得不通过多数原则，而非协商一致来通过最后的改革报告。最有意思的是，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对党，本来应该一致反对执政党的改革方案。但这种政党竞争决定的明确反对立场，却被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裂所模糊了：代表年轻工人利益的“现代派”（modernisers）要求响应科尔政府的改革方案，而代表老人利益的“传统派”（traditionalists）却坚定地反对待遇削减。

工会对《1999年法案》改革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因为德国工会更多的为“改革无关年龄”之上的“老人”所主导，而“人口因子”的加入不仅针对未来的受益者，还伤害了当下的受益者，所以工会的领导可以确定这伤害了其相关核心成员的利益，便形成了坚定的反对立场。对于德国工会老龄化的这一倾向，下文还将进一步分析。

与1996年改革中的WBG一样，科尔政府的《1999年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德国选民群体中“改革无关年龄”之上的老年人的利益，而这部分群体在德国社会又形成了有效的反对联盟，所以，在随后的1998年大选中，养老金议题成为一个显著的选举议题。很多“老年”选民不再相信基民盟是能够妥善解决养老金问题的合适政党。这些因素造成了基民盟自1949年以来最惨痛的选举挫败。下表可以看出选民支持态度的变化。基民盟在60岁以上人群中丧失了6.2％的选票，在45—59岁的年龄组中丢分更多，达到了9％。这些年龄组显然都是改革无关年龄之上的改革受损者。相比之下，基民盟在35岁之下的年轻人中的选票流失却少得多。这说明即使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基民盟其他政策上的失败），基民盟的养老金改革对老年人利益的伤害仍然是解释其失去相应支持的显著原因。另外，从表5-3还可以看出，妇女支持态度的变化要大于总体的平均变化，这可以归因于《1999年法案》中对妇女退休年龄的提高，因为这项措施极大地伤害了45—60年龄段的老年妇女的利益。

在《1999年法案》之后，各党以及各党内部仍然对未来改革方向未达成共识。降低缴费率与维持替代率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这背后是典型的代际矛盾。引申开来说，这正是本书逻辑强调的重点：无论是左翼、中右翼的政党来主持政府，历次改革都难。关键就是因为这背后不是阶级联盟在反对，而是代际联盟在反对。政府缺乏改革的政治动员能力。以前几次改革都属于“爬行式的剥夺”（creeping disentitlement）
〔29〕

 ，真正的结构改革还没有真正到来。与瑞典等国的改革相比，德国前几次改革的结果比较模糊。

表5-3　1994年与1998年德国联邦选举的投票份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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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mmert et al. 2001.转引自M. Schludi, The Reform of Bismarckian Pension Systems: A Comparison of Pension Politics in Austria,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Sweden,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38。





3．红绿联盟的一系列改革

红绿联盟1998年大选之后上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带来了所谓的“范式转换”
〔30〕

 吗？

1998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的时候承诺要取消导致养老金缩减的“人口因子”
〔31〕

 ，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借此让养老金议题成为一个选举问题，抽样调查表明在退休年龄的选民（60岁及其以上年龄）或接近退休年龄的选民（45岁至59岁）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有力支持，而基民盟正是在这些改革无关年龄之上的“老人”群体中失去了选票
〔32〕

 。老人群体似乎相信，社会民主党会比右翼政府更能保持其养老金权益。最终提倡“结构改革代替待遇削减”的社会民主党战胜了要求选民“降低待遇、承担更多自我责任”的基民盟政府。上台之后，施罗德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兑现选举承诺，推出了《养老金法案》。第一，取消《1999年养老金改革法案》中的“人口因子”条款。第二，暂停残疾养老金新规定的执行。

紧接着，施罗德政府又在联邦层面积极扩大法定养老金的收入来源。如扩大非典型就业部门的覆盖范围、对能源消耗提高征税以用于转移支付。这些措施都成功地将缴费率从1999年的20.3％降到了19.1％
〔33〕

 。这些改革和调整并没有引起异议，因为这都是执政党上台前的选举承诺。但这些措施耗尽了政府从联邦收入层面补给养老金支出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之后的改革方向，执政的红绿联盟内部并无一致意见。

社会民主党选举时的政治选择，在红绿政府上台之后造成了推行改革的困难。取消基民盟政府的改革措施相对容易，但推行社会民主党自己进一步的改革又陷入困难：社会民主党党内的“现代派”与“传统派”陷入了冲突。经过一系列人事调整之后，主张改革的现代派精英占据了上风，施罗德（他本身是养老金体系现代化的拥护者）任命了沃尔特•里斯特（Walter Riester）取代传统派的鲁道夫•德雷勒（Rodolf Dreßler）担任社会事务部长一职。1999年春天，新的财政部长汉斯•艾歇尔（Hans Eic-hel）上任，他是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公开拥护者。这样，在社会民主党高层内部，倾向于改革的政治精英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兑现取消“人口因子”的选举承诺的短短几个月之后，1999年6月，政府暂停最近两年的净工资增长的指数计算，转向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替代计算方法。此举大幅度降低了替代率，在两年之内将养老金替代率从70％降到了67.6％，其削减幅度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前任政府人口因子的削减还要大。因此，这项改革遭到了选民、工会的强烈反对。反对党基民盟批评施罗德政府的这种潜在的削减措施是“联邦德国历史上最大的选举欺骗”
〔34〕

 。

在此之后的两年内，从1999年到2001年，社会民主党为主的红绿联盟政府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深入改革法案（又被称为“里斯特改革”），其中主要有《2001年老年福利扩充法案》（Altersvermogenserganzungsgesetz）和《2001年老年福利法案》（Altersvermogensergesetz）。这些改革措施事实上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前任中右翼政府的改革力度，远非待遇削减，有结构性改革的倾向。根据诸多观察家的分析，2001年的这一系列改革有三处创新之处
〔35〕

 ：

第一，缴费率以前一直处于变动状态，现在给出了上限，2020年不能超过20％，2030年不能超过22％。因此，便要就得靠政府一般税收来补贴缺口，或是牺牲受益方的替代率。政府动用一般税收来补贴，还基于政府对未来经济形势与税收收入的乐观估计，这显然是不能保障的事情，所以政府实际上还是在维持缴费费上限与降低替代率之前权衡，也就是说，政府面临的根本问题还是代际之间的再分配矛盾。替代率下降肯定是事实，不是64％，至少也得下调到67％。

第二，在18个OECD国家中，德国是唯一没有对老年人实行最低程度保障的国家。这次改革对低收入的老人开放了条件更为宽松的收入考察方式的基本保障项目。之前的这些基本保障都需要考察其子女的收入状况，这次取消了对子女收入的联系。只要老人本人收入低于某一标准，国家就进行保障。这一改变，反映了国家的改革者意识到，德国的代际之间缺乏普遍持续的可供依赖的私人再转移，必须由国家来弥补这些代际矛盾的裂痕。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改革，即在原有的公共养老金体系中引入税收补贴的私人养老金基金（certified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由于要确保降低或至少维持“年轻人”的缴费率不变，“老年人的”替代率下降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国家希望针对部分人群用基金制的“私人提供”来弥补这部分“社会保障的缺口”
〔36〕

 。国家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对象是养育孩子的家庭以及高收入者，而放弃了对中低收入者养老金缺口的再分配义务。这个里斯特条款（Riester-Rente）从2002年开始运作，预计2008年能达到总收入4％的替代率。但任何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的个体都会面临双重给付问题，所以雇员们的参与率非常低，2003年还只有12％
〔37〕

 。

欣里克斯认为，到2001年的改革为止，德国的渐进调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德国养老金体系的结构，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范式转变
〔38〕

 ：第一，引入基金制的里斯特条款，从单一的公共养老金改革变成了混合支柱的退休收入政策。第二，混合的退休收入政策，也并非是完全的私有化，国家仍在参与基金制的构建。例如，为了鼓励基金制，国家的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可能花销更大。其背后的实质是国家放弃了没有效率的平均主义，减少了去商品化程度，而维持或鼓励老年收入的不平等。总之，提高效率，减少了再分配。第三，体系调整带来了养老金体系参与者角色的变动。例如，财政部的作用更大，因为它要负责补贴基金制。

更多的研究者认为，现在的改革方向其实变得更不确定
〔39〕

 。原因在于，无论是基民盟的科尔与布卢姆（Nobert Blüm）
〔40〕

 ，还是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与里斯特，这些政治精英都力图最大限度的去除现有体系的结构问题。但其改革方案一经推出，就受到强大的代际联盟的反对。于是政府又不得不修改、妥协，以至于最后实际生效的方案与最初目标相比已经相去甚远。

就拿2001年的改革来说，本来里斯特的改革方案是明确的结构调整，但由于社会民主党与代际反对联盟的妥协，最终的改革方案与原来的设计目标发生了较大的偏离。首先，实际削减的幅度小于最初的设想，如遗属养老金的削减幅度就远没有之间设计的那么大，而且标准养老金的替代率也不会降到67％以下。其次，基金制的新养老金并没有变成强制性的，而是国家鼓励的自愿加入。

到底是结构调整还是参数调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果是结构调整，一定得有明显的结构变换，如从待遇确定制到缴费确定制，从现收现付制到强制性的基金制。显然，从与瑞典、意大利等国的比较来看，德国并未像这些国家那样实现了这样的结构转换，但是，如果不是结构转换，那么改革的程度又如何呢？替代率与缴费率之间的矛盾如何平衡呢？未来的改革方向是什么呢？但从缴费率预测趋势的变化来看，其改革的效果又是显著的。在1992年改革之前的1989年，预测2030年的缴费率将高达36.4％；在经历90年代一系列改革之后的2000年，2030年的缴费率预测下调到21.9％（参见表5-4）。但是，由于老龄化结构的不利影响，德国养老金改革的这些成就就显得远远不够。根据经济政策委员会2001年的标准远景预测，未来50年间德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还将上升4.9％，这远远高于法国的4％以及意大利的2.1％。
〔41〕

 所以，德国的非政治性改革压力还远远没有解除，21世纪初的任何一届德国政府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改革压力与抵制改革的代际联盟之间的张力。
〔42〕



表5-4　德国法定公共养老金的缴费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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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转引自M. Schludi, The Reform of Bismarckian Pension Systems, p.131，由施鲁迪计算合成，数据基于B[image: alt]
 nker and Wollmann (2001)。

注释：*　在德国的待遇给定的待遇确定制体系中，为了保障整体项目现有的养老金给付和未来的预算，缴费率会不断的变化。该体系暂时未包括公务员养老金，且1989年的预测只涉及联邦德国。





四、从无主导联盟到代际联盟

上节依次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历次改革，并点到了改革困难（为何从协商走向冲突）的原因所在：社会联盟从无主导联盟发展到代际联盟，代际联盟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下面将依照本书第2章对社会联盟的分析来依次检查各个政治组织的表现，从而验证代际联盟在德国养老金改革中所处的主导地位。

首先是政党，社会民主党与基民盟内部也因为在主要改革方案上的意见不一致而出现了分裂。这一转变在德国极为明显，两个政党都倾向于选择模糊的养老金改革政策，好平衡来自不同代际的要求。这个时期分别有科尔政府1992年改革，施罗德政府1999年改革、2001年改革。虽然改革发起者分别是中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与绿党执政联盟，但最后的改革方案都并未能够触动代际联盟的利益。政党的分裂不仅来自于政党代表对其选民基础的判断，工会、游说团体的直接施压也加剧了党派内部的分裂
〔43〕

 。

以社会民主党为例，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自己也知道1992年、1999年的参数调整无济于事，无法彻底恢复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民众对养老金体系的信心，事实上，德国的情况与瑞典类似，同样需要像瑞典一样的彻底的结构调整
〔44〕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精英倾向于在2001年改革中做出实质性的调整，前面已经回顾过这些有范式转换倾向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基民盟的精英（科尔与布卢姆）也只是提倡参数调整、待遇削减，而社会民主党精英（施罗德与里斯特）反而推进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也就是引入基金制。其实，更有趣的事情在于，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在1998年大选中上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基民盟在养老金问题上的失误，利用了代际反对联盟对基民盟政府改革措施的不满。既然这样，这似乎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为何社会民主党还要选择更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呢？

欣里克斯并未给出充分的政治解释，只是说外部的非政治性压力促使社会民主党去改革。施鲁迪给出了基于政党竞争的解释，即认为社会民主党与基民盟不存在选举位置的差异，社会民主党有信心获得下次选举胜利，于是才甘心为了社保体制长期发展而承受短期的选票损失。这样的分析有点牵强，因为事实上，2002年的大选，社会民主党赢得格外艰难，事实上，在大选竞选开始的绝大部分时间社会民主党都处于明显劣势
〔45〕

 。我们很难验证社会民主党精英对选举位置的判断。退一步说，即使政党竞争的选举位置一说成立，这也只是解释了社会民主党精英改革的成本较小，并没有对社会民主党精英的改革动机进行直接解释。

事实上，为了解答这个疑惑，首先要确认传统阶级政治在这个议题上已经彻底失效，德国的养老金政治已经越来越用传统的阶级政治来获得解释
〔46〕

 ，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社会政策更是体现出了与阶级政治传统背离的“新中间化”的倾向
〔47〕

 。代际联盟的主导地位已经导致主导政党无法再按照其传统的阶级基础来选择改革立场。只有确认了这一点，才不会被早已不存在的阶级政治蒙住了眼睛。

社会民主党在养老金问题上的选民基础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左翼选民，而是代际矛盾的选民，所以社会民主党当然可以做出违背传统阶级政治的选择。这非常自然，在代际联盟主导的情况下，并不能根据传统的阶级左右政治来判断政党的政策选择。同时，如欣里克斯强调的那样，政治精英的改革压力更多的是非政治性的因素：如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财政危机，这一点在德国更为严重。简而言之，无论是基民盟，还是社会民主党，他们改革的阻力是同样的代际反对联盟，他们改革的压力是同样的非政治性的养老金体系财政危机。

所以余下的解释应该回到对基民盟与社会民主党精英本身的差异上来，这关系到精英之间在观念上差异。当然，这不是本身论述的重点。本书第2章曾简单回顾了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显然是精英的差异而非大众的差异决定了改革的不同。在科尔执政时期，养老金政策是由基民盟传统的劳工部长布卢姆来制定的，布卢姆赞成在现有的公共体系中进行渐进的温和改革。而在施罗德的红绿联合执政时期，政策源头都来自里斯特，他的处理方法相当使用，而且他坚持要稳定缴费率。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民主党传统的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辞职之后，新任财政部长汉斯•艾歇尔致力于平衡公共预算，因此也支持里斯特的激进改革。在这里，精英之间的改革理念差异是解释以上困惑的关键，但精英的理念之所以能成为造成差异的关键，其前提条件又得益于代际联盟的兴起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失去对左右翼政党精英的约束。其实，精英们的理念还出现了细微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反而正好与传统的左右政治相反，社会民主党精英的改革方案更为激进，而基民盟的改革方案更为缓和。这种传统立场的混乱，表明了阶级联盟的失效（参见第2章关于政党的讨论）。

于是，有志于改革的社会民主党精英与对基金制有信心的专家们共谋，拿出了激进的改革计划
〔48〕

 。当然，这很快遭到社会民主党党内传统势力与工会的反对，社民党社会政策专家、一些社民党议员表示将在议会选举中投反对票，而德国工会的反对则是社会民主党推动的改革难以选取激进方案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反对势力的行动基础是代际而非阶级。对于最初里斯特的提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有19票赞成，有9票反对，这9票反对票大多来自工会代表。在2000年秋天，有30个社会民主党议员公开表明会对里斯特主导的改革方案投反对票。没有这些议员支持，里斯特的改革很可能就不能得到大多数
〔49〕

 。于是，社会民主党精英对此进行了妥协，重新调整，对党内代表代际反对力量的反对派做出了较大的让步，才在2001年5月在联邦议会勉强最后通过了改革议案。其实，其通过还有赖于联邦政府与柏林、布兰登贝格（Brandenburg）两个州的妥协，后者面临严峻的预算压力，需要从改革法案的新预算中获益
〔50〕

 。

基民盟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改革，但其态度也是暧昧不明的。先是完全不同意，然后勉强同意。这里面不排除基民盟对1998年社会民主党利用养老金议案来拉取选票耿耿于怀。另外，更重要的是，基民盟内部是分裂的。本来基民盟作为中右政党应该支持自由化基金化的改革方向，但基民盟里也有代际联盟的反对力量。所以，基民盟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阶级立场，只能采取模糊的政策态度，从而并未成为有效的反对力量。

其次来看德国的养老金团体。在三次改革动议过程中，都有游说团体直接针对执政党政府施压。作为代际组织的典型代表，德国养老金领取者联合会（VDK）、德国养老金承保人联合会（Verband Deutscher Rentenversicherer，VDR）活动频繁
〔51〕

 ，每次都在关键时刻给政府领导人发出利益诉诸的强烈信息
〔52〕

 。面对强大的代际分利团体，以上三次所有的改革细节都不敢触动已经在领取养老金以及快要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的利益
〔53〕

 。

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变化来自德国工会的“老龄化”。前面提到，工会作为统合主义的重要行为者，仍然在养老金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养老金的决策过程与管理机构中都有工会的实质性影响存在
〔54〕

 。工会的统一集中的组织结构助长了工会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能力，也增强了社会民主党动用相关左翼权力资源的能力。

然而，在第三个时期，工会的作用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虽然德国工会组织是养老金改革中坚定的反对者，但它们既反对基督教民主联盟，又反对社会民主党，而且工会对社会民主党的对立反而更多。其政策出发点已经不再是阶级政治。一直以来，德国的工会组织向来以保守著称，进入第二时期以后，其成员年龄结构分布越来越有利于年龄大的男性公民。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的家庭微观结构变化，让德国的老年工人与青年工人的利益无法通过私人转移得到协调。所以工会中的老年工人越来越开始寻求独立的利益诉求。

德国有五个工会联合会，德国工会联合会DGB在其中居支配地位。除了DGB以外，DAG代表了白领工人，其成员占所有工会成员的4.5％；DBB代表了公务员，其成员比重为10.6％；CGB是基督教性质的工会联合会，代表了2.8％的工会工人；ULA代表了管理层的雇员，其成员比重少于1％。
〔55〕

 总之，在1997年，德国工会将24.1％的工资收入者组织了起来，其中DGB的成员占到了77.4％。
〔56〕



德国工会的内部结构主要是由年龄较大的男性工人主导。DGB中有6.7％的成员年龄低于30岁，74.5％的成员年龄在30岁与退休年龄之间，18.8％的成员是退休工人。而DGB 69.5％的成员是男性。由于以上这些成员结构特征，德国工会一般都倾向于去追求其核心成员的特殊利益，而将成本推给其核心成员以外的集团。瑞典工会与之正好相反，瑞典工会成员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分布都比较均匀。因此，老人政治的工会与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之间表现出更多的是对立而很少是真正的写作，其根源在于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第4章已经分析过的德国工会的情况与意大利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意大利的工会虽然年龄结构偏老，但由于意大利家庭内部的福利转移仍然大量存在，意大利的老人并未动用工会来争取狭隘的代际利益，所以意大利的工会组织仍然保留了阶级联盟的特性
〔57〕

 。

另外，从工会的权力集中度来看，工会成员的绝对年龄结构并不是影响老年工人影响力的唯一因素，更为重要的因素工会的利益表达结构。在这里，德国工会的集中结构和相对集中的领导权方便了老年工人控制工会。在德国，反对养老金改革的老年工人在工会中的利益表达要显著地强于支持改革的年轻工人
〔58〕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德国工会联盟的政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老年工人的利益，而以年轻工人的额外付出作为代价。
〔59〕



德国工会与瑞典工会的对比更有意思。在瑞典，家庭养老强度甚至比德国还要低。但瑞典的工会比较现代化，工会的领导权结构有利于年轻人在其中表达意见
〔60〕

 ，瑞典的老年人并没有能在工会中获得足够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们丧失了利用传统工会组织优势的机会，所以他们只能求助于专门的养老金团体。而德国则不然，德国的老年人直接侵入了德国工会的领导结构，他们便不必像瑞典的老年人那样必须依赖专门的养老金团体。相比之下，因为传统工会的组织优势、权力资源必然要多于养老金团体，所以德国老年人的政治影响力也要大于瑞典的老年人。在这里，作为利益媒介的政治组织，决定了相似利益的不同的表达强度。

德国工会与瑞典工会的影响力途径也不相同，也就是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制度关系不同。这阻碍了德国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对老龄化的工会进行进一步的控制，而瑞典这一点上却大为不同。
〔61〕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与LO的互动是有利于精英推动改革，而德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LO的最高领导直接就在社会民主党的七人委员会里，这个委员会每周都开会商量相关议题，LO的领导可以直接参与社会民主党最高层的决策过程，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议员都是LO的工会成员。另外，二者其他层面的合作与互动也更为频繁。这有利于社会民主党（SAP）的政治精英对LO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与DGB虽然分享一些基本的理念，但二者之间的联系从来都没有像瑞典的情况那样如此制度化
〔62〕

 。前面对历次改革过程的分析已经指出，DGB的领导被隔离于养老金改革议案的讨论之外，社会民主党的精英在制定改革过程时也主动地与工会保持距离。

总之，就养老金政策领域而言，不管是党派竞争的舞台，还是统合主义的场所，传统的阶级联盟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号召力，潜在的代际联盟正悄然形成。虽然其他政策领域的惯性力量还制约着代际联盟主导更为广泛的政治冲突，但至少在养老金问题上的阶级联盟却已经完全失效。德国的案例充分显示了家庭结构变化足以改变个体选择，从而影响到特定政策议题上的政治联盟。需要补充的是，改革结果也体现了代际反对联盟与政府精英互动的结果
〔63〕

 。

对于未来的发展来说，德国的养老金改革还面临着更加不利的人口因素。德国代际人口宏观结构的变化趋势会让代际利益的矛盾更加严重（见图5-1），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家庭养老状况又无较大改善的话，代际联盟势必还会占据养老金政治的主导地位。

[image: alt]


图5-1　德国养老金体系经济赡养率的发展趋势

注释：经济赡养率是指领取养老金领取者人数与还在工作的缴费者人数的比率。

来源：Data supplied by the Rürup commission.基于Axel B[image: alt]
 rsch-Supan and Christina B. Wilke, "The German Public Pension System: How It Was, How It Will Be", Working Paper 10525,http://www.nber.org/papers/w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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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法国：代际断裂的阵痛

一、社会联盟的跃迁

法国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位于意大利与德国之间，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我们可以预测法国总是呈现出意、德两国之间的中间状态。然而，法国并不是一个可以如此简单处理的案例。事实上，法国是最早进入代际联盟主导状态的国家（第二个时期之初）。法国左翼政治的组织结构以及法国福利体制本身有太多不同于德、意两国的历史制度特征
〔1〕

 。一方面，法国的阶级政治历来较弱
〔2〕

 ，法国的工会也要弱于德、意两国的工会；法国劳资冲突严重，其工会组织较为软弱，国家干预较多，体现为法国特点的国家主义（étatism）
〔3〕

 。另外一方面，养老金体制自下而上，社会自治成分较多，国家一直无干预力，想要改革很难；法国工会联盟处于传统弱势，缺乏全国层面的组织力，而以代际为基础的养老金团体、行业工会很快就能按项目、行业把相关利益群体有效组织起来。因此，法国的情况是属于干扰变量影响较大的案例，不过，这些干扰变量对法国的影响方向正好与意大利、瑞典相反：历史制度因素让意大利、瑞典的阶级联盟更容易延续，而法国左翼政治较为分裂的组织结构，以及法国社会保障体制自下而上的治理结构，却让法国的养老金政治更容易为代际联盟所主导。

然而，即使在这些制度因素的干扰之下，家庭养老强度仍然体现出了一定的预测能力。第一个时期家庭养老整体还比较平稳，养老金体系的扩张也相应的遵循了战后阶级政治的形势。从第一个时期末开始
〔4〕

 ，随着家庭养老强度的下降，以及特殊政治事件（1968年事件）的推动
〔5〕

 ，法国从阶级联盟主导迅速跃迁到了代际联盟主导。最为关键的是，法国并没有出现像德国那样无主导联盟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阶级联盟本来就较为分裂，本来就对低收入的老年人和年轻人构成足够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法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自下而上的结构特点，这种结构非常有利于代际联盟快速发展出有效的组织和集体行动。除此之外，1968年特殊政治事件的催化对法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6〕

 。正是因为有这一系列事件的催化，法国成为各个案例中最早进入代际联盟主导的国家。在第三个时期，家庭养老金降到最低，代际冲突达到历史最高，2000年之后还出现了巴黎郊区第二代移民骚乱等标志性事件。

总之，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整个第二、第三个时期，法国养老金政治中的反对联盟一直都很强，这与刚才提到的两个干扰变量（法国养老金体制自下而上的特点、与法国左翼政治的传统弱势）以及特殊政治事件的冲击有关系，但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还在于法国家庭老年保障功能的彻底退化。更进一步，这些因素相互交错，共同造成了法国养老金体制当下的改革困境。下节将在分析实际联盟时对此给出更为具体的分析。

表6-1　法国：理论预测与观测到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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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加*者为与简单预测不符的实际情况。

二、20世纪90年代改革之前的养老金体系

法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的最大特点便是自下而上的分散管理体系，或者说是按行业高度分化的管理体系。可以说，法国的公共养老金是在各案例中分化程度最高的体系。下面先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养老金体系进行一个回顾，并简要分析背后的社会联盟。

第一个时期从二战之后开始。由于受到英国《贝弗里奇报告》的压力，法国于1945年制定了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但由于受到依赖原有行业保险的人群（主要是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雇员，他们已经享有很好的养老保险待遇）的反对，这种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的目标最终未能完全实现
〔7〕

 。而且除了覆盖范围受到抵制以外，养老金计划的管理方式也遭到了社会群体的质疑。在反对者看来，社会保障的管理机构不应是政府，也不应是私人公司，而应该是雇主和雇员代表组成的联合管理体系。

这种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倾向与法国社会自身的福利发展密不可分。法国以行业为基础的养老保险已经比较发达，而德国、意大利并没有这样发达的行业保险，德国的养老保险是从社会救济发展过来，意大利社会更是相对缺乏先于福利国家的福利保障机制。所以，发育良好的行业社会保险构成了法国政府在建立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障上的天然障碍。

另外，这种福利体制发展的历史路径也造成了法国养老金体系极高的差异化状况。在三个统合主义案例中，德国养老金体系的统一化与标准化程度最高；相比之下，意大利的养老金体系也较为分散，但意大利公共养老金的管理机构仍然是国家，这一点决定了意大利养老金的分化程度也没有法国这样严重，因为意大利统一的管理权会削弱不同体系之间的分化程度，而法国养老金分散的管理权则进一步增强各个子体系之间的标准差异。

二战之后，法国政府陆陆续续将未建立社保的行业纳入到这个分散管理的差异化的全国体系中来，但是到最后公共部门、国有企业、自雇者都未能完全统一到这个全国体系之中。1948年建立了自雇者的基本养老计划（手工业者与自由职业者），1952年建立了农民的基本养老金计划，到1960年时，基本养老保险已经覆盖了工业以及所有工商业雇员。同时，补充养老金保险也同时得到了发展，1947年建立了针对管理人员的退休干部协会总联合会（Association generale des institutions de retraites des cadres, AGIRC），1961年建立了针对蓝领员工的退休补助协会联盟（Association des regimes de retraites complementaires, ARRCO）。

虽然整个覆盖范围基本包括了全体人口，但整个体系的结构仍然保留了按行业划分的自下而上的分散管理体系：国家立法确定基本原则，政府的社会事务部负责监督，由投保各方（行业工会和公司的授权代表）组成各行业自己的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资金只要来自于社会保险税，不同的行业计划各自制定社会保险税的缴纳比例和发放标准，所有资金按照现收现付制运作，不足部分由国家一般税收支持的财政预算来弥补。因此，整个法国体系的融资特点就是行业分散管理与国家财政托底
〔8〕

 。

就概况来看，整个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块。首先是私营部门的雇员，他们占据所有雇员的70％，其养老金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支柱：第一支柱：一般养老保险（régime général）：雇员缴纳工资的6.4％，雇主缴纳8.2％；第二支柱是补充养老保险（régimes complémentaires），包括：ARRCO、AGIRC，平均来看，雇员缴纳工资的1.88％，雇主缴纳2.82％。其次，对于公共部门雇员（包括国有企业）来说，他们占据约20％的雇员总数，参加了各自分散的养老金体系（régimes spéciaux）.其待遇一般要高于私人部门雇员，例如其养老金计算是基于最后的月工资，而非最后十年的平均工资，另外退休年龄也比较灵活。但其分化的程度也非常严重，其养老计划也不统一，管理权也是分散的：如中央政府雇员、地方政府雇员、矿工、铁路工人、电力煤气工人都有完全独立运营的养老金体系。最后，自雇者约占据总雇员人数的12％，其养老金计划也是独立的，待遇水平也是相对最低的。

表6-2　法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分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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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adine Legendre and Louis-Paul Pelé, "Pension Provision in France", in Richard Disney and Paul Johnson (eds), Pension System and Retirement Incomes across OECD Countries, Edward Elgar, 2001, p.132.





进入第二个时期之后，与其他国家一样，非技术性的改革压力逐渐增加
〔9〕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整个体系就一直出现赤字，到达80年代中期时，一般养老保险的年赤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参见表6-3）。除了政府提供少量的财政补贴之外，剩下的办法只有提高缴费率。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从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技术部门开始发布关于养老金体系的预测。根据政府1986年发布的预测表明，如果不进行改革，到2025年，为了保持现有的替代率，缴费率必须再提高170％，或者就得将替代率减半
〔10〕

 。从1985年到1992年，政府相关部门连续推出了七份公共养老金的报告，但是既没有任何实际的改革措施出台，也没有形成任何改革的共识
〔11〕

 。

表6-3　法国一般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1978—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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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单位以10亿法国法郎计。

来源：转引自G. Bonoli, The politics of pension reform: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p.130。





从政治层面上来看，第二个时期是蓬皮杜（1969年6月—1974年4月）
〔12〕

 、德斯坦（1974年5月—1981年5月）、密特朗（1981年5月—1988年5月为第一任期，1988年5月—1995年5月为第二任期）三位总统治理的时期为主。如果按照传统的左右政治谱系来划分，前面两位总统偏向右翼，密特朗是社会党人，偏向左翼。但整个第二时期，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领导人（密特朗总统任期之内有希拉克等右翼倾向的总理），政治精英们对相关的改革动议都保持了相对的缄默。

左、右两翼的政治精英都不能推动改革，这表明养老金政治背后的阶级基础早已消失，反对改革的主要是以年龄为基础的代际联盟。代际联盟主导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工会与左翼政府的分裂，实际上，社会党政府无法提出养老金改革动议直接的原因正是阶级联盟并不存在。“主要的工会联盟之间和左翼政党之间在理念和组织上的深度分裂削弱了其对法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力。”
〔13〕

 总之，第一时期的弱阶级联盟都不复存在，工会与政府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导致政府在国内没有足够的支持，这限制了社会党政府利用工会组织进行改革的能力。

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罢工的次数是多年来最少的，而且密特朗政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将工会代表更充分地纳入到养老金改革的决策中来
〔14〕

 ，但工会与政府之间在养老金问题上的合作还是因代际联盟的崛起而受到严重削弱。1989年6月，社会党政府控制的计划总署（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 Plan, CGP）推出了一个报告，建议了一些类似于前几份报告的具体改革措施：将指数调整基数改为净工资；将参考期从最后十年改为最好的二十五年；将最低缴费年限从37.5岁改为41.25岁；将计算公式从毛工资的50％改为净工资的60％
〔15〕

 。CFDT、FO、CGT迅速对这份报告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反对，其中以CGT的反对最为强烈。在工会的这些反对之声中，社会党政府进一步的改革不再可行。虽然社会党政府后来又推出了一些白皮书性质的报告，并做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上的调整来试探养老金改革的政治可能性，但1988年至1992年的这一系列改革动议最终还是因为工会的强烈反对而流产
〔16〕

 。

总之，第二个时期之为代际联盟的重要特征在于：即使社会党政府或保守党政府都同意的改革方案，都仍然会遭到以代际逻辑为行动基础的工会的反对。

上文对第一、二时期养老金体系的发展可以看出：从第一个时期末开始，随着家庭养老强度的下降，法国从弱阶级联盟主导迅速过渡到了代际联盟主导；所不同的是，法国并没有出现像德国那样无主导联盟的情况，社会联盟在第二个时期就出现了快速的跃迁，根本就没有展现出无主导联盟的过渡状态。这就需要扩充分析本章导论里对联盟转换的分析，为什么在第一个时期末第二个时期初就发生了转换？法国的代际联盟为何快速占据主导地位？究其原因，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法国在养老金问题上的阶级联盟本来就较为分裂，本来就对低收入的老年人和年轻人构成足够的凝聚力。阶级联盟弱是基于法国政治中利益组织结构的大环境。与德国、瑞典等强统合主义的案例相比，法国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因素最为薄弱，国家往往自行对政策进行抉择，而并不德国、瑞典的政府那样咨询社会伙伴的意见
〔17〕

 。更重要的是，法国的统合主义中不包括劳工的代表，而是以国家与资方的合作为中心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法国国家的自主性与国家能力较强
〔18〕

 ，这既有二战中之前官僚机构权力集中度长期发展的历史因素，也与二战之后国家主义干预经济发展有关系
〔19〕

 。另一方面，社会中以阶级为基础的利益集团组织（尤其是左翼的工会组织）自身的组织结构也限制了其影响力，使其不能与国家的权力抗衡。

具体来看，工会运动本身的直接影响力并不强，基于两个具体的因素。其一，是工会的组织率不高，组成能力差，在下层工人中以达成共识的能力差，其组织能力的模式是受历史上国家右翼势力打压严重。在法国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工人属于工会，许多人都只有名义上的关系。法国的工会组织率是所有案例国家中最低的，净工会组织率低于10％（参见图2-2），而瑞典最高，高于80％，英国、德国、意大利居中，大约在40％左右。
〔20〕

 另外，法国工会从来就难以收齐会费，也难以在最底层工人中维持日常组织关系。其二，工会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往往损害了它们动员社会支持的能力，也阻碍了它们在政策问题上形成统一的立场。工会内部存在意识形态的分裂，政治性和对抗性较强。工人总同盟CGT历史最为悠久，与法国共产党的立场靠得最近；工人阵线FO是1947年从CGT中分裂出来的非共产主义者组织，与社会党联系较多；基督教工人同盟CFTC则旨在促进工人的宗教信仰；工人民主同盟CFDT是从CFTC中衍生出来，基本上是由非信教的工人组成；干部与管理者协会CFE-CGC则代表了管理层雇员。
〔21〕

 在工联主义（anarcho-syndicalism）的传统影响之下，法国的工会往往善于组织大众示威和零散的大罢工，但它们却很少能够代表工人整体与政府进行统合主义的谈判。简而言之，工会组织作为阶级联盟的载体，具有若干不利的结构因素。然而，工会分裂的结构却非常有利于代际联盟的集体行动，相互分裂的行业工会很容易被狭隘的代际利益所俘虏，成为代际联盟的代言人。工会以行业为基础掌握了养老金的管理权，老年工人很容易通过工会来获得养老金问题上的发言权，所以法国工会也迅速成为老人政治的代表组织，年轻人都不参加工会，工会的涵盖度非常低。因此，进入第二个时期之后，工会在养老金政治上的利益与影响能力并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只不过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与政策立场在于狭隘的代际利益而非更为涵盖性的阶级利益
〔22〕

 。

第二个方面，法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自下而上的结构也非常有利于代际联盟快速发展出有效的组织和集体行动。与德国等国家发展养老金体系的顺序不同，法国的养老金主要是由各职业团体自发发展起来的，已经比较成熟之后再由国家介入进行管理，国家在介入之初并没能获得实质性的管理权
〔23〕

 ，很大一部分管理的自主权仍然留在了工会那里（当时主要是CGT的坚持），工会在养老金项目上保留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和影响力。很多分析者认为，工会之所有要坚持对养老金体系的管理权是出于两个目的：其一，参与社会福利项目的管理有利于工会保持在公共舆论中的可见性和合法性，这种管理权可以弥补法国工会的低组织率造成的较低的直接影响力，从而提高工会的间接影响力；其二，对养老金体系等福利项目的参与，一直是法国工会高层会员的重要就业途径之一。因此，虽然法国工会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意义上缺乏行动力，但由于社保体制的历史安排却获得了在养老金体系上特有的管理权和影响力。
〔24〕



在其他案例国家那里，政府与工会形成争议的焦点往往只是养老金福利待遇水平，然而在法国，养老金体系本身的管理权也成为二者争议的焦点
〔25〕

 。除了前面提到的工会自身的两点考虑以外，政府与工会对养老金体系的用途还存在根本的分歧：政府倾向于用养老金体系以及其他福利体系来实现社会救济、防止贫穷等更为广泛的福利目的，而工会则坚持把养老金体系当作是为核心的内部人服务的、与缴费紧密相关联的福利项目
〔26〕

 。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发展和家庭养老的下降，工会所服务的内部人逐渐成为了“老人”群体的核心，潜在的代际联盟越来越依靠工会对养老金体系既有的管理权来为自身的利益服务。而政府却不得不考虑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或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年轻人、妇女的福利。于是，工会迅速地过渡为反对改革的“老年”代际联盟的典型代言组织，而工会对养老金体系长期以来就存在的掌控权也就成为政府改革中最大的阻碍。这是其他案例国家都没有的情况。与德国集中式工会联盟的老龄化不同，老龄化的法国工会建立在行业分化的基础上，其利益要求更为分散，权利要求也更为苛刻。简而言之，从历史制度的角度来看，反对养老金改革的社会联盟在法国是根深蒂固的，只不过造成其根源的历史制度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结构，而是福利项目的独特历史发展路径。

第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自1968年特殊政治事件的催化对法国社会的影响
〔27〕

 。一方面，1968年事件是法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表征，二战之后法国家庭结构剧烈变化
〔28〕

 ，使得社会代际矛盾无法得到缓解，再加之内外政治形势的冲击使得矛盾最终爆发，表现为1968年社会事件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这种外显的社会政治事件反过来又加重了代际分裂，对法国社会代际关系、家庭微观结构造成巨大冲击。正是因为有这一系列事件的催化，即使法国在家庭户变异指数上略高于德国
〔29〕

 ，但法国社会在养老金问题上的代际冲突却更为突出，因此，法国很快就成为各个案例中最早进入代际联盟主导的国家。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养老金改革

前文已经分析了法国养老金政治的社会联盟在第一个时期末与第二个时期初之间发生转换，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的时期。进入第三个时期之后，代际联盟进一步深化其主导地位。作为其直接结果
〔30〕

 ，无论是从结构改革的可能性，还是从参数改革的幅度来看，法国是所有案例中改革进展最小的国家。三个统合主义案例中，意大利进行了部分的结构改革以及幅度较大的参数改革；德国虽然没有进行明确的结构调整，但也通过大幅度的参数调整，慢慢地引入了基金制的因素。而法国在90年代之后的第三个时期进行了三次主要的改革，分别是1993年巴拉迪尔改革与1995年朱佩改革、2003年拉法兰新政府。1993年改革获得了局部的成功，1995年完全流产，2003年获得了局部的成功。从整体上看，法国的养老金改革进展缓慢，只有局部的待遇缩减，完全没有结构变动的趋势，基本上已经陷入了困境。下面将对这些改革依次展开简要的介绍，并做出比较分析。

1．1993年巴拉迪尔改革

1993年议会大选结束之后，中右翼势力获得了成功，控制了议会，右翼的巴拉迪尔担任总理，而总统仍然是势单力薄的社会党人密特朗，于是法国又出现了类似于1987年希拉克担任总理时的左右共治的局面，只不过第二次的左右共治中，右翼势力的力量明显占据了优势。在非政治性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巴拉迪尔政府决定趁着大选压倒性胜利之时与选民的蜜月期
〔31〕

 ，将已经停滞了10年的养老金改革问题重新捡起来。在代际联盟的持续反对中，1988—1992年左翼政府的动议基本上都失败了。从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条件来看，巴拉迪尔的右翼政府获得了一个很不错的窗口期。

然而，巴拉迪尔政府仍然不得不与以工会为首的代际联盟进行大量的谈判与协商，以换取改革的进展。经过社会事务部官员、雇主、雇员工会之间两个月的谈判，政府以设立“老年团结基金”（the Fonds de Solidarité Vieillesse, FSV）的妥协条件，换来了工会对改革的基本认可。新的“老年团结基金”的目的在于由政府一般税收
〔32〕

 来支付过去养老保障中的非缴费部分，从而让工会参与管理的与收入相关联的部分基本独立开来。这样的划分，既减轻了缴费体系的财政负担，又保证了工会对原有缴费保险体系的管理权。因此，这个团结基金的设立得到了CFDT、FO、CFTC的支持，也作为了一种变相的交换条件，以换取工会对其他待遇缩减的认可。

除了“老年团结基金”以外，其他具体的待遇缩减措施皆来自1991年密特朗政府的白皮书：将最低缴费年限从37.5年提高到40年，参考工资年限也改为最后的25年。这些措施都直接影响一般养老保险体系，而且设置了10年的过渡期。指数调整公式不再基于工资，而是基于五年之内的价格水平。这些待遇削减措施的效果是明显的。根据CNAV的预测，如果没有1993年的改革，2010年的缴费率可能将比1993年上升大约10个百分点（8.23％—12.45％），而改革之后的上升只有2.73％—7.26％（参见表6-4）。

表6-4　法国1993年改革对缴费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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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数字是缴费率上升的绝对值，即社会保险税占毛工资的百分点变化；预测1是假定雇员总体到2010年前每年增加1％，真实工资每年增加1.5％；预测2假定雇员总体不会增加，真实工资每年增加1％。

来源：基于G. Bonoli, The politics of pension reform: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p.141，table 5.3。





值得一提的是，在养老金体系财政危机的同时，法国青年就业问题与养老金改革问题并重，青年的严重失业现象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主要问题。1994年2月巴拉迪尔政府推出“职业安插合同”计划，旨在通过将青年人的最低工资降到一般最低工资以下（青年人实习期间的工资只相当于政府规定的工资的80％），来提高青年人的就业率
〔33〕

 。但这种做法引起大量的游行示威与抗议活动，巴拉迪尔于3月30日宣布撤销“职业安插合同”。背后的代际矛盾凸显。同样是巴拉迪尔政府，同样与工会进行协商，但1993年养老金改革成功，1994年青年最低工资改革失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说明解释变量不在于巴拉迪尔政府的政治运作，而在于这两次改革对代际联盟的影响存在差异。是代际联盟的反对力量决定了改革的成败，而非是推动改革的政府所处的制度条件与政治运作能力。

2．1995年朱佩改革

1993年改革的对象是一般养老保险，也就是只会牵涉到私人部门雇员，公共部门雇员的养老保险完全独立于这个体系。然而，公共部门养老保险的亏损率是最高的，其亏损额占到了整个养老金体系亏损总额的50％以上，而其雇员人数不到参保人数的四分之一
〔34〕

 。例如国营铁路工人的养老保险，其缴费只能抵消掉约三分之一的支出，剩下的亏空都要由其他项目与国家税收来补贴
〔35〕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不同部门间雇员养老待遇的不平等。新上任的总理朱佩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所代表的中右翼势力决定趁着希拉克当选总统的良好时机，将养老金改革推进到公共部门。这一次，政府并没有与工会进行过多的协商，因为推动改革的政治精英认为自身已经掌握了足够充分的有利条件。首先，议会与总统都统一在右翼手中。其次，下一次大选远在三年之后的1998年，而希拉克的总统任期也持续到2002年；最后，法国也面临与意大利相同的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外部压力。然而，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有利条件，但政治精英还是忽视了公共部门中以代际为基础的反对联盟的实力。他们只是简单地以为公共部门的改革与私人部门的改革类似，而且现在政治条件更为适宜，何不更上一层楼呢。朱佩的改革方案于1995年11月15日在议会提交。在此之前朱佩政府也与工会进行了协商，但朱佩政府向工会妥协的余地相对很小。更重要的是，朱佩的方案直指工会对既有项目的管理权，要将保护核心代际集团的旧制度变为更为开放和普遍的体系。例如，要求议会立法建立社会保障的新预算体制；将一部分健康保险的资金供应从与就业相关的缴费改为一般税收负担。之前已经分析过，这些措施势必减弱工会对社会保障的控制权，并进一步削减公共部门“老人”的福利待遇。

毫无疑问，朱佩的这些措施受到了激烈的反对。CGT与FO反对整个改革计划，并要求公共部门工人进行大罢工。CFDT反对针对公共部门的部分改革。而社会党人却表现出了分裂的立场，有一些人公开谴责（如前卫生部长Bernard Kouchner）。但大部分社会党人却保持了缄默，作为领袖的若斯潘（Lionel Jospin）也只是批评朱佩政府的行为太鲁莽，也没有批评其改革的内容，因为这些改革内容正是社会党人几年前相似的改革建议。对社会党来说，这些改革本身没有左右政治的阶级属性，只是会引起一些政治策略上的争议。与左翼政党为代表的阶级联盟的冷静相比，以工会为代表的代际联盟的表现却来得异常猛烈。从11月24日开始，国家铁路公私SNCF与巴黎地铁公私RATP的工人就开始罢工，整个罢工持续了三周左右，几乎让法国陷入了瘫痪。随后邮政部门的工人以及教师也投入了罢工，整个抗议活动到12月12日到达高潮，有大约200万人走上街头。12月10日，朱佩宣布收回公共部门养老金改革的提案。

我们可以对前两次改革进行一个比较：前者为参数调整的改革，主要针对私人部门的雇员，取得了局部的成功；而后者也是具体的参数改革，着重针对公共部门，却因遭遇老年人占主流的游说团体的强烈反对而以失败告终。两次改革相距仅有两年。这两次相似改革的不同结果为研究第三个时期的社会联盟提供了最有趣的案例，为什么相似的改革计划应用于不同的部门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背后反对改革的社会联盟有什么不同吗？

博诺尼给出了制度方面的解释，总统与总理（议会）的左右共治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否决点。如果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都为一方掌控，则没有否决点，总统意愿决定一切；如果出现共治，总统与总理为相反党派，则有否决点，总统的权力受到总理制约
〔36〕

 。更进一步，共治会鼓励政府与工会进行协商，有利于改革通过；非共治的权力集中会鼓励政府单方面行动，从而造成工会的较大反对。具体来看，1993年改革法案之所以获得通过，正是因为左翼密特朗为总统，右翼的巴拉迪尔当选总理，但考虑到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所以巴拉迪尔也采取了与工会相对合作的立场；而工会获得了管理控制权以交换养老金待遇的缩减
〔37〕

 。1995年改革法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总统为右翼的希拉克，总理是希拉克阵营中的骨干，所以属于嫡系。而且总统大选要在三年之后才举行，中右联盟又在议会中拥有多数，所以这就为政府通过对抗性的缩减政策提供了条件。对工会而言，朱佩改革的方案不仅是要削减养老金的社会支出，还要削减工会对养老金制度的控制力。

以上侧重政治制度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显然并没有对技术变量以及社会联盟的影响进行控制，从而存在着逻辑上的严重缺陷。按照在其他政策领域的逻辑，法国的国家一直较强，如果共治造成国家权力得到内部制约，那么应该不利于国家通过政策，那为何1993年的共治反而成了有利于改革的条件。因此，这充分说明在养老金改革中，政府的改革意愿与动机并不重要，因为其动机与意愿皆来自于非政治改革压力，这是一个相对不变的因素，重要的变化在于反对改革的社会联盟。前面分析过的1994年青年最低工资改革的失败就是1993年养老金改革最好的参照案例：作为同一届政府，制度变量与政治运作并没有显著改变，但改革结果却完全不同。这充分说明制度主义强调的制度因素与政府政治运作的因素是一个很弱的解释。如果想要去解释改革结果的不同，重要的不是去分析作为改革推动者的政府的协商动机，而是应该去分析政府改革政策对反对改革的社会联盟的具体影响。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的去假设共治的政府就非常愿意与工会协商，而非共治的政府就不愿意与工会协商；另外关于1993年巴拉迪尔政府担心随后的总统选举，而1995年朱佩政府就不担心后面的总统选举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改革时间与总统选举的时间差异的影响有这么大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肯定都愿意尽量与工会协商，以减少改革阻力；任何一届政府都会担心推行不利政策造成的选票流失。

因此，我们应该把分析的焦点放在改革政策对社会联盟的具体影响上，至少不应该故意忽视这些显著差别。任何不考虑这些技术细节的纯政治分析太容易沦为一种掩耳盗铃式的制度主义说教，只会引起经济学家的嘲笑，无助于增进政治学的解释效力。其实，两次改革最关键的差异在于改革直接影响群体的不同（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而这两个部门中代际联盟的实力完全不同。首先，公共部门代际联盟的组织程度要显著高于私人部门，这可以通过两个部门的工会组织率差异来得到印证。法国雇员总体的工会组织率只有10％—14％，而公共部门（包括国有企业）的工会组织率却高达26％，这个比率要显著高于私人部门工会的组织率。因此，巴拉迪尔改革的目标对象显然相对缺乏组织性，而朱佩改革的目标公共部门却更具组织性，更容易形成有效的反对联盟
〔38〕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组织率按照欧洲标准来看，仍然是较低的。因此，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公共部门养老计划中改革无关年龄之上的“老人”要多于私人部门中相应的“老人”。几乎类似的改革措施（提高退休年龄，修改计算公式），朱佩改革对代际联盟的影响要显著地高于巴拉迪尔的改革，其造成的阻力在技术角度上来说就要大得多。

为什么公共部门雇员与私人部门雇员之间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难道这仅仅是由于部门差距决定的差异吗？这种差异其实是由公私部门雇员之间的一种“复合年龄”差异所决定的。在第1章的理论逻辑补充讨论中就已经提到：在法国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改革方案中，根据具体方案的参数，公共部门雇员的改革无关收入大致与私人部门雇员相同，但其改革无关年龄就显著低于私人部门雇员的改革无关年龄，这造成公共部门雇员群体中改革无关年龄之上的“老年人”显著多于私人部门雇员群体改革无关年龄之上的“老年人”。用更直白的话说，公共部门中因朱佩改革而受损的“老人”要显著地多于私人部门中因巴拉迪尔改革而受损的“老人”。因此，在最后的朱佩改革中，“老年人”居多的公共部门雇员工会反对改革的意愿要强烈得多，而“年轻人”居多的私人部门雇员工会的态度则缓和得多。换句话说，相似改革对公私部门雇员影响上的差异，表面上看似是一种纯粹的部门差异，其实是“部门收入模式”复合决定的“年龄结构”差异。在此，部门因素与代际因素重叠在了一起，造成了公私部门雇员之间的态度差异。

3．1995年改革之后的发展

在1995年改革之后，朱佩政府1997年还试图建立完全基金制的私人养老金新支柱。这个具体的法案称为“托马斯法案”（Loi Thomas），旨在为1440万私人部门雇员以及农业工人提供第三条支柱的保障，以弥补公共支柱减少对他们的影响。所有私人部门雇员都可以自愿加入这个退休储蓄基金（plans d'épargne retraite），具体缴费由雇员与雇主协商决定，国家对这个基金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但由私人保险公司来负责具体的运作
〔39〕

 。同时，国家对该基金的缴费给予税收上的减免与优惠。这个计划遭到了工会的反对，工会担心新的私人支柱会挤出公共支柱的作用，并进一步威胁到其核心会员的利益。然而，还没有等有新的冲突产生，这个计划很快就被1997年6月来上台的社会党政府取消了。

在希拉克1997年4月解散议会的重新选举中，右翼政党遭受了远大于预期的失败，左翼势力重新赢得议会多数。朱佩政府下台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其社会保障政策改革极大地伤害了代际联盟的利益，而代际联盟可以组织起有效的反对力量，在选举中惩罚政府的紧缩政策。新上任的若斯潘总理揭开了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三次左右共治的历史（右翼总统，左翼总理）。作为一个多元左翼政府，若斯潘政府采取了与社会伙伴更为合作的态度，利用专家的研究报告来试探社会力量的反应。然而，等1999年3月法国国家经济计划署（France's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的《沙尔潘报告》（Charpin Report）一推出，就受到了来自以工会为首的代际联盟的激烈反对。CFDT内部出现了分裂，CFDT的领导人原则同意，但他们并不能控制CFDT旗下铁路工人的坚决反对。CGT与FO更是谴责整个报告，尤其反对该报告提高缴费年限的建议
〔40〕

 。于是，若斯潘政府又放弃了《沙尔潘报告》，转而让一个由左派学者组成的机构经济分析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nalysis）来起草新的报告，以换取工会的认同。新出台的《塔代伊报告》（Taddéi Report）放弃了《沙尔潘报告》提高缴费年限的建议。几个月后，法国经济社会委员会（the French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又推出了《特拉德报告》（Teulade Report），该报告也放弃了提高缴费年限的建议，转而要求限制提前退休，改善公司留住年老员工的激励机制。该报告还建议扩充国家对养老保险的非缴费融资渠道，以减少缴费率上升的压力。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的让步，但后来这两份报告仍然遭到了来自工会的强烈反对
〔41〕

 ，因为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并未减少代内再分配的程度，但仍然减少了代际再分配的程度。工会对不同报告的反对态度充分暴露了工会之为代际联盟的性质。于是，若斯潘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一种“等着瞧”（wait-and-see）的态度
〔42〕

 ，回避这个容易让代际冲突显露的改革议题。于是直到2002年大选之前，提高缴费率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预计到2030年，缴费率将从13.76％上升到25.9％。
〔43〕

 更有甚者，为了2002年的选举，若斯潘政府在2001年与2002年还分别提高了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其2.2％的调整幅度显著地高于通胀水平。

2002年大选之后，保守的拉法兰（Pierre Raffarin）替代了若斯潘。拉法兰的新政府在2003年5月提出更温和的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旨在将公私部门的法定退休年龄拉平，将缴费年限从37.5年提升到40年。另外，公务员的工资参考期改为最后三年，而非最后一月的工资。改革提案招致工会的强烈反对。2003年5月13日，五个主要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的罢工与示威游行活动，有57.5％的中央政府雇员参加了罢工，还有百万以上的人走上街头参与示威。
〔44〕

 。后来拉法兰政府利用工会内部的分裂，尤其拉拢了CFDT中代表年轻人利益的力量，做出了大量修订之后，才勉强通过了最后的法案。拉法兰政府的改革是针对公共部门雇员的首次成功的改革。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有效地动员了工会内部的代表年轻人群体的支持力量。

总的来看，在2000年以后的法国养老金政治中，代际分化更是成为显著的利益分割线，并主宰了所有的政治议程和街头暴动，体现出较强的老人政治的态势。
〔45〕

 最典型的就是2005年法国郊区第二代移民的暴力事件，是90年代青年失业问题的延续。而青年失业问题又与养老金体系的缴费率与替代率平衡联系在一起。随着第三个时期的发展，代际矛盾也开始扩张，从公共养老金领域扩散到其他社会政策领域，如青年人就业政策上。法国的养老金政治可以总结为代际冲突的阵痛，政府不是位于传统的左右政治势力的对立之间，而是骑在狭隘的代际冲突之间，一方面是失业不断攀升的年轻人，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要求养老金的老年人。

另外，从2007年10月17日开始，公共部门工人罢工、示威游行，反对萨科奇总统对公共部门养老金的改革，这同样是1995年朱佩改革模式的延续。国营铁路工人有73.5％的工人参与了罢工。另外还有电力、天然气等其他公共事业单位的员工。萨科奇改革的焦点与朱佩改革基本相同，在于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减少提前退休现象。目前局势还在焦灼进展之中，但其反对联盟的模式与朱佩改革并无二致，而代际联盟的行动逻辑却更为明显。

四、代际断裂的阵痛

上节的讨论可以看出，代际联盟已经在法国养老金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联盟跃迁的背后，无疑是其家庭养老所决定的代际利益冲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除了家庭层面的利益断裂以外，宏观上代际之间的分裂也日益严重。从图6-1可以看出，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2000年，法国不同代际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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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法国代际相对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四个年龄段的比较）

来源：Déclarations annuelles de données sociales-INSEE，转引自肖维尔2006年在北京大学的报告。





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来发现法国代际差异要高于其他国家。在表6-5中列出的四个国家中，只有法国60岁工人的工资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工人。

一些研究者还对法国与英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例如下面法国、英国比较（见图6-2，图6-3）：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的不同年龄段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老年人的收入越来越高，而年轻人相对越来越穷；而英国的收入层次则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年龄结构。这说明，进入第二、第三时期之后，法国的代际不平等开始发展，而英国的代际不平等则保持了稳定。

表6-5　不同年龄段男性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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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 Esping-Andersen, "A Welfare Stat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C. Pierson and F. G. Castles (eds.), The Welfare State Reader, 2nd Edition, Polity Press, 2006, p.453.

注释：平均值0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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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法国代际不平等的变动趋势

来源：基于Luxembourg Income Study (British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s)LIS，转引自肖维尔 2006年在北京大学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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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英国代际不平等的稳定趋势

来源：基于Luxembourg income study (British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s)LIS，转引自肖维尔 2006年在北京大学的报告。





对于以上图表显示出来的代际矛盾，肖维尔给出了宏观代际结构变动的解释。他以法国代际冲突为中心的研究
〔46〕

 ，就基于个体在关键的转型社会化时期（18—25岁）所经历政治经济事件的不同，来界定不同的社会性代际分裂。他还深入的用定量数据验证这些代际在当下社会里的不同的政治参与度、政治经济资源集中度、与福利项目相关度，以此来解释福利国家政策调整的困难
〔47〕

 。作为对生育队列和代际分裂的系统分析，肖维尔强调代际之间的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会由利益分歧上升为政治对立
〔48〕

 。

但是，肖维尔的分析只是从宏观的代际不平等来分析法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涉及法国家庭的微观结构。宏观上的代际不平等只是为代际分裂造成了机会，只有微观层面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才是影响代际关系的关键。作为微观家庭变动的结果，法国社会代际断裂的阵痛已经成为法国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还将在养老金政治及其以外的政策领域持续发挥其影响效力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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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 Marier, Dissertatio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Policy Change Pension Reforms,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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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瑞典：强阶级政治的衰落

一、瑞典、英国比较的可能性

瑞典与英国是两个很难分析的案例，也是两个不得不分析的案例。其难于分析，在于瑞典与英国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有较多不同之处，比较时容易丧失对干扰变量的控制。其分析之必要性，又在于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了最为激进的改革，其深入程度可位列欧洲福利国家的首位。例如，在所选的五个国家当中，只有三个国家实现了从待遇确定制到缴费确定制的改革，瑞典是最为彻底的转变，而英国只是在既有的私人养老基金市场的帮助下实现了养老金国家责任的逐渐推出，意大利在阶级联盟的妥协下实现了从待遇确定制到缴费确定制的结构转换，改革的损失平均分配至各代际。因此，任何理论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两个国家，那就基本上都是失败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瑞典的情况似乎对本书逻辑提出了最强的挑战：在五个案例国家中，瑞典家庭养老强度最低，那为何瑞典还能进行改革？瑞典的代际联盟为何没有阻挡瑞典政府的激进改革？最有趣的是，发起改革的是1991—1994年间执政的右翼保守政府，但实质推进改革的却是继任的社会民主党，该届社会民主党政府在1994年上台之后继续认可之前多党联合推出的改革计划。而事实上，老年人最支持的就是社会民主党，那为何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还可以推进不利于其选民基础的改革？

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必须梳理家庭养老强度之外的两个干扰因素，一是瑞典养老金体系的旧有制度遗产，二是本书第2章分析的无主导联盟下的政府主导。在处理完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瑞典反倒是一个可以印证本书逻辑的“确凿案例”（hard case）。

其一，瑞典、英国与德、法、意三国的养老金项目体系完全不同，任何不考虑这一层差别就直接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都有显得过于业余的嫌疑。
〔1〕

 在不理解养老保险技术特征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胡乱分类的情况。如博诺尼、施鲁迪都将瑞典划分为俾斯麦型的养老金体系，而林奇则将瑞典视为普遍主义的养老金体系
〔2〕

 。事实上，虽然政治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利用政治因素来解释了养老金改革，但养老金改革改的毕竟是养老金，而不是别的政策领域，因此，养老金体系的自身技术特点是任何一个想对此进行严肃分析的政治学家都不能忽视的基本条件。所以在对养老金改革进行比较之前，必须清楚地梳理所选案例养老金体系的技术特征。
〔3〕



例如，瑞典、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直接与德、法、意三国展开比较。德、法、意三国从一开始就实行了与收入关联的俾斯麦式养老金，受老龄化影响较多，体系成熟很早，资金积累非常不够。而瑞典、英国最早只有低费率的基本保险，二战之后才逐渐立法建设与收入关联的养老金体系，因此两国的资金积累相对较多，体系成熟较晚。就技术特征本身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瑞典、英国的养老金体系比德、法、意三国更容易改革。因此，在做比较时，不能简单的抹杀技术特征，而直接将瑞典、英国的改革成功归因于政治因素
〔4〕

 。相比之下，更有建设性的做法是将瑞典、英国相互比较，以及加强两国各自在时间范围内演变的纵向比较。

其二，在对瑞典、英国两国进行比较时，必须强调本书第2章讨论的关于无主导联盟时政府主导改革的推论。在这个推论的分析之下，瑞典与英国正好提供了两个有趣的案例配对。瑞典养老强度最低，但也只是造成了无主导联盟的情况，并没有过渡到代际联盟，这主要是因为瑞典有强阶级政治的背景
〔5〕

 。英国历来是弱阶级政治，工会力量弱，但进入第三时期后家庭养老下降不多，所以英国的养老金政治也就停留在无主导联盟状态上，并未变为代际联盟主导。总之，英国与瑞典社会联盟的变化轨迹不同，但导致的结果却相同，都出现了无主导联盟，所以最后都是政府主导（英国基本上是保守党主导改革，而瑞典是社会民主党主导），可谓是殊途同归。本章先探讨瑞典的情况，下一章讨论完英国之后，再对英国、瑞典做更为深入的横向比较。

二、瑞典养老金体系的发展史

不言而喻，瑞典可谓是最有趣的案例。
〔6〕

 作为一个最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瑞典的养老金体系去商品化与公共性在所选案例中是程度最高的，可以算作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最佳体现
〔7〕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由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50年代一手打造的体系，却在90年代，在社会民主党的执政下，进行了最为全面深刻的缩减改革。这样的转变让政治学家瞠目结舌，社会民主党以及瑞典的其他政治精英们到底是如何推进这场可能伤害其选民利益的改革的呢？本节先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下一节分析其中社会联盟变化对改革的影响，最后一节再深入讨论社会联盟变迁背后的动力。

战后的第一个时期是瑞典两种公共养老金逐渐兴起的时期
〔8〕

 。先有低费率（flat-rate）的基本养老金（folkpension），后来社会民主党在1957年发动所谓的“ATP（一般养老保险）改革”
〔9〕

 ，力图增加与收入相关联的公共养老金。这引起了雇主与工会、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激烈斗争，也导致社会民主党与农业党的联合政府分裂。选民在1957年与1958年两次就养老金议题进行投票，1957年是关于新养老金体系的全民公决（advisory referendum），1958年是新的一届政府选举。社会民主党最终在议会取得了胜利，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ATP法案。
〔10〕



在第二个时期，逐渐产生了改革的需要，但并未有实质性的结构改革，只有一些小的调整
〔11〕

 。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衰退并行，使得ATP的最高收益水平受价格指数影响严重，蓝领工人受损，ATP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一种基本保险。另外就分配性效果来说，最好的15年的计算公式让白领工人收益而让蓝领工人受损。这些都给公共养老金的合法性造成了危机，迫使政府采取改革措施。
〔12〕



1984年，社会民主党政府设置了一个官方调查委员会（Offic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来调查养老金改革。该委员会由政党、工会、雇主代表、国家保险管理委员会、独立专家组成，这样的调查委员会一般是统合主义得以运作的核心场所，各种有关改革磋商与妥协在此进行，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一般会为日后改革立法提供基本框架。1990年，这个养老金调查委员会（Pension Commssion）提交了最终报告
〔13〕

 。这份报告并没有达成最终的改革共识，但它指出了现存体系的问题：缴费与给付之间缺乏有效联系；1984年，ATP缴费已经不足以支付给付，差额开始由AP基金承担，这意味着整个ATP体系已经成熟，这是一种不祥的发展趋势。报告指出了改革的可能路径，即加强缴费与给付之间的联系、提高计算公式中的最佳年份（从15年到20年）、调整指数公式。结果TCO
〔14〕

 作为白领工人的利益代表，坚决反对这项针对“15/30受益公式”的改革动议。总之，1990年的这份报告是一个转折点，虽然没有让政治家充分行动起来，但却指明了未来改革的方向。

这两个时期养老金发展的特点都可以与瑞典的政治背景紧密联系起来，那就是政治冲突中阶级联盟的明确主导地位。20世纪瑞典政治发展的特点就是形成了以阶级为基础的稳定的利益集团政治，不同的阶级归属形成不同的政治团体，具有不同的政治代表，而国家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下进行统合主义的协调
〔15〕

 。因此，与阶级相关的变量如工会规模、资本力量、党派政治规则都应该对公共养老金产生显著的影响。在这些国家，工会和资本的利益已由统合主义结构联系、调和并集中了起来。各阶级集中起来在政策上讨价还价，即便是为了对养老金这样一个与年龄相关的政策问题，阶级也是社会分裂的主导因素、确认身份的根源，同时也是进行动员的组织界限
〔16〕

 。即使行动者的利益并不能通过阶级方式得到完全表达，行动者也会受历史制度的影响而“皈依”于传统的“左—右”政治。一句话，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强统合主义结构
〔17〕

 极大地限定了养老金政治中的社会联盟形式。
〔18〕



具体来看，以阶级为基础的各种利益集团（包括工会）是比较稳定的。不同的集团都建立在相对隔离的阶级基础之上，拥有明确的代表政党。

表7-1　瑞典的社会结构与利益集团（1950—1980年）

[image: alt]


来源：S. Ollson, Social Policy and Welfare State in Sweden. Lund, 1993, p.205. 转引至丁建定：《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第117页。





其中，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优势是绝对存在的
〔19〕

 。其执政时期从1933年一直到1976年（有时与农民党联合执政），从1982年到1991年，从1994年至今。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时间都掌握了瑞典议会的多数议席，从而确保了其执政党的地位，进而得以从左翼政党的角度来操控公共养老金体系的构建。

例如，1957年的ATP改革便是社会民主党积极构建阶级联盟的标志。1959年，ATP体系最终得以建立，标志着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利用了养老金问题来建立与白领工人之间的战略联盟，之前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是LO为代表的蓝领工人。ATP体系中核心的“15/30受益公式”
〔20〕

 就是社会民主党为了拉拢白领工人以及妇女而专门设计的方案。与蓝领工人不同，这些人群往往倾向于在相对较少的就业年份里获得较快的工资增长。社会民主党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就是为了赢得这些人群对1959年ATP改革的支持
〔21〕

 。

阶级联盟的推进产生了明显的结果，瑞典的养老金最终变成了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皇冠上一颗最绚丽的明珠”
〔22〕

 。90年代改革之前的基本情况：这两个体系都是雇主缴费的现收现付制。工资总额的7.45％用于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并由此给付85％的基本养老保险，国家承担剩下的部分。工资总额的13.5％用于ATP的缴费，这些积累资金都归于政府控制的AP基金之中，用于当前的给付以及用于未来的积累。ATP体系按给付确定制来运作，要求有30年工龄，并按最好15年的平均工资水平的60％来给付。加上基本养老保险，总的平均替代率能达到65％。基本养老保险与ATP体系每年都按通货膨胀指数进行调整。
〔23〕



进入第三个时期之后，80年代后期瑞典经济状况的恶化，为打破养老金改革僵局提供了契机。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迅速增加，税收收入继续减少，而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入，养老金的开支却进一步上升。瑞典政府的财政情况严重恶化，1990年至1993年间，瑞典从预算盈余首次变为赤字，赤字额高达GDP的12.3％，失业率从1.7％窜到8.2％
〔24〕

 。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严重地破坏了瑞典福利模式的两个关键前提——充分就业与稳定增长，这就让大规模的公共开支削减变成了政府迫在眉睫的目标
〔25〕

 。与80年代不同，瑞典接下来已经不再是是否要缩减的问题，而是说该对谁的福利进行缩减，以及该由谁来承担福利缩减的成本。

不管是谁执政，都面临不得不改革的压力。在这样的前提下，左右两派政治力量就改革的具体领导权展开竞争。因为ATP体系已经彻底成熟，大量退休人口已经开始进入受益期，所以彻底的私有化会导致严重的双重给付问题，不具备可行性，所以右翼政党把焦点放在了提高缴费与给付的联系上，以提高工作激励，同时减少公共养老金再分配的程度。尽管在1991年选举地震之后赢得了上台的机会，右翼联合政府还是在议会处于少数的劣势，所以它不得不寻求执政联盟之外的支持，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也意识到改革的非政治性，所以也愿意与右翼执政党合作，以此为代价来尽可能地保留既有ATP体系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征。1991年至1994年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的时期，各方面通过密集的斡旋，推出了实质性的改革方案，但并未得到全面的实施。在社会民主党1994年上台之后，上任右翼政府的改革方案并没有被社会民主党新政府放弃。从社会民主党1994年上台，到2001年改革方案最终被议会立法通过，社会民主党最终完成了这场“大改革”
〔26〕

 。

总的来说，1994—1998年的改革是一次激进的整体改革
〔27〕

 。新的“担保养老金”（guarantee pension）取代了原来的低费率基本养老保险，两项缴费确定制（DC）的项目取代了原有的ATP：其中名义缴费确定体系（NDC）是主体，而新增加的“基金养老金”（premium pension）是国家机构管理的基金制个人账户。基金养老金事实上是一种保费准备金（premium reserve），也就是完全基金制的养老金，个人收入的18.5％都用于新体系的缴费，而除了16％用于“收入养老金”（income pension）当期转移支付之外，另外的2.5％则进入这个准备基金中。从待遇确定制到缴费确定制是最大的一个改革，这极大地降低了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再分配力度，同时加强了缴费与给付之间的联系，杜绝了国家财政补贴养老金体系赤字的可能性。另外一项重大的内在变化是新体系彻底放弃了“15/30受益公式”，而采取按终生工资水平作为计算参考标准，这极大地减少了整个体系的再分配性质。第三个变化是新体系改变了旧有的雇主单边缴费的模式，而由雇员与雇主分担缴费，其目的是让雇员清楚地了解到养老金的成本。改革的具体结果同时也大大减少了缴费率，据预测，到2040年时缴费率大致在3.1％到9.4％之间，这大大低于没有改革的情况
〔28〕

 。

三、社会联盟的变迁

在这种政府主导的激进改革的背后，是瑞典第三个时期社会联盟的变迁：旧有阶级联盟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新的代际联盟却尚未成形，无主导联盟的情形给予了政府更多的改革空间。

养老金问题上的阶级联盟在第三个时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内部利益结构的变化终究会导致政治冲突表现形式的变化，所需的只是足够长的时间。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第二个时间段之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第三个时间段以后，瑞典家庭关系的急剧变化，使得阶级联盟越来越难以在养老金政治找到统一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交错的局面。

旧联盟的相对瓦解以及转化是明显的。用安德森的话说，按瑞典的既往标准来看，养老金改革的谈判过程是完全的非典型情况
〔29〕

 。没有公开的阶级立场冲突，只有各政治党派在幕后的运作与协商
〔30〕

 。发起改革的保守党政府并没有在养老金咨询委员会展开阶级代表之间的谈判，而是在1991年直接组建了一个工作组来制定改革立法，其小组成员只包括议会中五大政党的代表（包括社会民主党与联合执政的四个右翼政党保守党、自由党、基督教民主党、中央党）包括工会在内的利益集团都没有直接牵涉进来，TCO、SACO、与LO可以通过社会民主党来表达意见，但他们并不能直接影响改革的内容。

典型的瑞典政治模式为何没有出现？瑞典养老金问题上的社会联盟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阶级联盟为何丧失了主导地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下面将依次分析第2章所界定的社会联盟的三个关键方面。

1．养老金团体的崛起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新研究已经发现，随着瑞典社会微观结构的转变纵深发展，养老金团体的集体行动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对瑞典政治的基本假设，瑞典的特殊利益组织（client organizations）并不是像传统理论想象的那么弱。到最近为止，以特殊年龄界限为基础的组织开始在养老金改革的政策争论中持续发出自己独特的利益诉求。有趣的是，这些组织大多与工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31〕

 ，但是，这些团体的活动却极大了干扰了工会传统的阶级政治，使得工会在养老金问题上对政府失去统一的影响力。

在瑞典，全国性的养老金团体一共有五个
〔32〕

 。规模较小的有偏宗教性质的RPG (Riksf[image: alt]
 rbundet Pension[image: alt]
 rs Gemenskap)、基本上针对国家公共部门雇员的SPRF (Sveriges Pension[image: alt]
 rers Riksf[image: alt]
 rbund)、以及只针对市政部门雇员的SKPF(Svenska Kommunalpension[image: alt]
 rernas F[image: alt]
 rbund)。RPG是最年轻的组织，1974年才建立，发展并不稳定；而SPRF在1937年就建立了，规模比RPG大一些；近年来发展最快的要算SKPF，建立于1942年，其正式成员已经超过100 000人。

另外两个养老金团体是规模更大，影响也更为广泛：一是更靠近社会民主的全国养老金组织PRO (Pension[image: alt]
 rernas Riksorganisation, 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Pensioners)，另外一个是离社会主义倾向更远的瑞典老年公民协会SPF (Sveriges Pension[image: alt]
 rsf[image: alt]
 rbund, the Swedish Association for Senior Citizens)。PRO建立于1942年，拥有超过380 000成员，是瑞典最大的养老金团体。SPF成立于1939年，规模位居其二，拥有210 000成员。这两个团体都宣称独立于政党以及政治组织，专心为养老金领取者的利益服务。然而，最有趣的是，这两个团体高层领导的政治录用却反映了二者与左右两翼的政治联系。PRO通常从工会选择领导，而SPF却从右翼政党的前议员中选择领导。
〔33〕



本来瑞典的劳工运动力量较强，这本应将其他有组织的利益团体挤出政策过程，但具体的实际情况并不总是一成不变：养老金团体一直利用各种机会对养老金政策施加影响。虽然这些代际组织与传统的阶级组织相比，规模上显得不那么强大，可在战后的养老金政策上，这些组织却一直发挥了独立的实质性影响。在养老金体系既得利益的老年人当中，它们的影响力已经日益取代了传统工会的发言权
〔34〕

 。下面以PRO的一些活动史为例来分析
〔35〕

 。

的确，在建立之初，以及战后二十年的第一个时期，这些养老金团体的政治活动都相对平淡。在瑞典福利国家的建造过程中，商业集团与劳工组织的协商与一致同意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与这些生产者组织相比，养老金团体更像是消费者组织，其发挥的作用是相当边缘化的。
〔36〕



但这种情况在70年代的第二个时期变彻底变化：PRO的成员不再满足于PRO现有的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在1973年的PRO大会上，很多PRO的核心成员都积极要求采取行动以获得与政府谈判的权力
〔37〕

 。这个要求很快被PRO的理事会认可，并进入实际的政治游说过程。显然，PRO及其成员已经意识到自身与工会等其他组织的利益差异，已经很不满足于其现有的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

这种态度变化很关键，其背后是利益结构变化起推动作用。工会显然已经不能完全代表老年人的利益，养老金领取者需要加强代表自己的专门政治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渐渐地，他们的这些努力也获得了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赞同。1975年末，PRO高层受到了首相帕姆（Olof Palme）以及当时的财政部长与社会保障部长的接见。会后，社会民主党政府给予了PRO一年四次与政府高层谈判的权利，交涉的问题范围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等问题。但这种权利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正式保障，后来随着社会党1976年下台，PRO与首相帕姆的协定便失去了效力。以后随着政府的交替，PRO的活动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进入90年代之后第三个时期之后，随着社民党再次执政，PRO的这种要求又发生了阶段性的进展。在1991年，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在社会保障部设立了养老金领取者理事会（the Pensioners' Council）。这个理事会主要承担了为政府与养老金团体提供制度性交流平台的作用。1996年，PRO的努力又获得了更为深入的成果：珀森（Persson）首相认可了养老金团体参加相关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各种咨询委员会的权利。

PRO在1996年获得的这项权利是一项标志性的进步。这意味着养老金团体不再限于院外游说，他们已经进入瑞典国家统合主义的核心结构之中，对养老金政策产生了极强的影响力。费尔迪列斯把以PRO为首的养老金团体的活动史称为“从游说到统合”
〔38〕

 。统合主义的传统定义是只国家、劳工、资本集团之间的三方协调
〔39〕

 ，而费尔迪列斯认为只要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制度性地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就可以算是统合主义
〔40〕

 。定义如何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在于养老金团体已经不再局限于边缘的游说活动，而是开始制度性的参与政治精英的政策制定过程。

对于养老金团体这种政治诉求变化的解释：费尔迪列斯认为在于它们掌握的权力资源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说总人口中老年人的比重增加了，同时老年人的组织率提高了，这让他们能更显著地成为重要的选民团体
〔41〕

 。其他国家的老年人比重也在增加，但这些国家的老年人游说团体并未像瑞典这样得到长足的发展。另外，事实上，老年人政治参与一直较高，在此期间也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客们都知道这一点。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老年人为何越来越加强了对自身专门政治组织的要求。对此，本书当然会去追问瑞典家庭结构的变化所造成的利益结构的变化，这是本章下一节的内容，暂且不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紧要的问题：为何瑞典的老年人选择了加强对养老金团体的政治要求，而不是继续选择工会作为利益表达中介？这种变化费尔迪列斯也没有给出充分的解释。其实，与德国的情形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能说明这里面的潜在问题。

事实上，德国老年人在养老金问题上的政治要求也非常高，其组织率也非常高，不过德国的老年人选择了占领工会作为发言的平台
〔42〕

 。而瑞典的老年人并没有像德国老年人那样能在工会中获得足够大的影响力（下面还要就瑞典工会的涵盖性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他们丧失了利用传统工会组织优势的机会，所以他们只能求助于专门的养老金团体。这样，他们利用养老金团体的动力要大于那些还能通过工会表达政治诉求的德国老年人。因此，其他条件不变，瑞典老年人相对单一的利益表达途径，决定了瑞典的养老金团体参与统合主义国家结构的动力要大于德国的类似团体。相应的，对于PRO等养老金团体“从游说到统合”的政治活动过程，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的来看，瑞典的养老金团体已经获得了影响政策的制度性途径，他们在中央与地方两个不同层面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力。同时，养老金团体并未掌握实质性的权力资源，他们还不能像以前的工会那样对政府施加压力。然而，这些团体之后崛起增加的交叉压力却影响了工会作为的整体实力，干扰了瑞典传统阶级政治的一致声音，减少了社会对政府改革的统一阻力。

2．工会政治的变迁

瑞典有三大主要工会，LO(Landsorganisationen/Blue-collar union federation)、TCO(Tj[image: alt]
 nstem[image: alt]
 nnens Centralorganisation/Confederation of White Collar Employees.)、SACO(Sveriges Akademikers Centralorganisation/Confederation of Academics)。LO为传统的蓝领工会，TCO与SACO为传统的白领工会。

前面提到，工会一直被排斥在最后制订改革方案的工作组（the working groups）之外，这在瑞典政治中绝对属于一种非典型的情况。因此，很多政治学家一直借此强调瑞典的政治精英能够有效地隔离了工会等利益集团在改革中的发言权，将改革变成了党派精英的政策协商过程，而非统合主义的一致同意过程
〔43〕

 。这种观点对政治精英作用的强调的确有道理，但并未从工会的角度来分析其相对沉默的原因。同样是瑞典工会，在福利国家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何在紧缩时却成了哑巴了呢？政府精英单方面的政治运作、政党竞争的有利条件就足以让工会自己失声吗？显然，瑞典养老金改革的相对去政治化过程，既有政治精英运作能力的贡献，也有工会自身结构变化的因素。正是工会自身利益结构多元化，造成了改革过程中工会立场的举棋不定，这直接给了政治精英进行重大政策改革的行动空间。
〔44〕



下面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瑞典工会这种利益结构的分化：一是不同工会之间的利益分化；二是同一工会内部的利益分化。首先看LO与TCO、SACO之间的立场差异。LO主要是希望能保留养老金的公共性以及与收入关联的特定，并支持将计算模式改为终身制，但它反对建立基金制倾向的保险储备金，以及由雇主/雇员共同承担缴费。而TCO与SACO相对来说并不关心LO的反对点，甚至还有些支持这些改革点，相反，它们反对将计算模式改为终身制。

为什么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会有如此巨大的立场差异呢？难道这仅仅是收入差距决定的立场差异吗？在第1章的理论逻辑补充讨论中就已经提到：在瑞典90年代的改革方案中，根据具体方案的参数，白领工人的改革无关收入大致与蓝领工人相同，但其改革无关年龄就显著低于蓝领工人的改革无关年龄
〔45〕

 ，这造成白领工人群体中反对改革的“老年人”显著多于蓝领工人群体的“老年人”。因此，在最后瑞典社会民主党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老年人”居多的白领工人代表工会TCO倾向于反对改革，而“年轻人”居多的蓝领工人的代表工会LO则倾向于支持改革。换句话说，不同工会之间的态度差异，表面上看似是“收入水平”的差异，其实是“收入模式”复合决定的“年龄结构”差异。在此，阶级因素与代际因素重叠在了一起，造成了工会之间的立场差异。

另外一方面，同一工会运动内部的代际分裂也是存在的。以LO为例，在LO与社会民主党的大会上，不同年龄的工人代表就表达完全不同的立场，年轻工人的许多代表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而倾向年老工人的代表却反对社会民主党政治精英的改革，甚至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改革。
〔46〕

 在社会民主党1997年9月的党员大会上，一些以LO年老会员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代表甚至要求社会民主党领袖放弃之前与右翼政党达成的五年改革协议。但同时又有支持声音，因为有人受益，如LO的许多代表。
〔47〕



想要解释瑞典工会利益分化、丧失统一行动的根本原因，就必须分析工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下面分为两步来展开。其一，瑞典工会并未老龄化，具有更多的涵盖性（集中度高），相对而言比较年轻化（青年人参与率高）。与德国相比，德国工会已经完全被老人政治所统治，集中度相对较低，其决策只反映了核心老年成员的利益
〔48〕

 。瑞典工会并没有像德国工会那样变成老人政治的源头。

按照国际标准来看，瑞典工会的组织率非常高，1997年达到86.4％
〔49〕

 。其中有三个主要的工会联盟：LO包括了18个蓝领工人工会，囊括了56％的工会成员；TOC代表了领取薪水的白领工人，囊括了32.5％的工会成员；SACO主要是针对高学历的雇员，其成员占到参加工会的雇员的11.2％。前面也提到，LO是关键，它与社会民主党也保持了较为紧密的联系
〔50〕

 。LO成员的年龄结构并没有出现老龄化的趋势，其年龄分布相对平均，其成员的年龄结构基本反映了体力工人群体的实际年龄结构。在体力工人中，16岁至24岁的年龄段有61％的人都参加了LO，25岁至29岁的入会率为81.1％，30岁至44岁为87.6％，45岁至64岁的入会率为90.6％
〔51〕

 。只有12％的LO成员为已经退休领取养老金的老人
〔52〕

 。因此，基本上来看，瑞典工会仍然是涵盖性的组织，并没有为老龄化的趋势所俘虏，而变成老人政治统治的组织。

其二，瑞典工会虽未老龄化成为代际集团的代言，但其内部的代际利益差异使其失去阶级统一行动的基础。工会内部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利益相互冲突，使工会无法在养老金改革问题上表达统一意见。例如，新体系让LO中的年轻人收益，让老年人受损，于是前者支持改革，后者反对改革。既然无法像德国工会那样反对改革，瑞典工会的态度基本上就变成了默认改革。

其实以上两点推理都属于工会政治中的成员结构逻辑（the logic of membership），工会组织的成员结构影响了工会的政策偏好
〔53〕

 ，这在第2章已经有所讨论。另外，安德森关于工会的老人政治还有更多说法，不光是成员结构的问题，还有不同成员利益得到不同表达的差异问题
〔54〕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工会虽然没能统一表达意见，但仍然占据在关键的权力资源，例如LO的主席就是社会民主党七人委员会的一员
〔55〕

 。相比之下，养老金团体并没有更进一步得势，掌控这些资源。

3．左翼政党

前文在简述历史时已经提到，瑞典的ATP养老金体制就是社会民主党一手打造出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作。在90年代的改革中，各党的要求仍然体现出了其阶级基础以及其他一些长久以来就持有的政治理念。在达成改革妥协的五个党派中，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央党要求配偶分享养老金的权利，这体现了这些党派对家庭等传统观念的重视，社会民主党要求保留高替代率的强制性体系，而自由党与保守党则要求在缴费与受益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逐渐建立个人储备金，以转向更为全面的基金制。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党与各个代际群体的关系。下表清晰地反映出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逐渐变老，而自由党的支持者逐渐变年轻。相对于其他政党来说，老年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支持是最高的。

老年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不仅体现在选民基础的年龄与投票行为的相关性上，还体现在养老金团体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上。以前面提到的PRO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为例，PRO游说的主要对象就是社会民主党，反过来，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也意识到养老金团体是必须要争取的一个集团，而且这个集团不同于工会。社会民主党的多任首相都曾单独会见过PRO的领导。如社会民主党的皮尔逊首相就在2000年出席了PRO的大会。他的发言肯定了老年人及其政治团体的政治权力：“这个国家以后的任何一届政府想要正常运作，都必须先赢得养老金领取者的支持，这不仅是因为老年人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而且也是因为整个瑞典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老年。”
〔56〕

 根据这些发言不难看出，与其他政党相比，PRO的支持对社会民主党要更重要一些。

不管是对阶级基础，还是代际基础的分析，都揭示出政党面临着各方面反对改革的阻力。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其选举基础中包含着极为重要的老年人群体，而这个群体是反对改革的主要阻力。于是，这在逻辑上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来自代际、阶级等多方面的阻力下，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何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推进改革？既然老年人最支持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为何社会民主党还能不顾其选民基础而执意改革呢？各个主要政党为什么会在给重要选民团体造成重大损失的激进改革中成功的合作？
〔57〕



表7-2　瑞典选民的年龄与投票所支持政党的关系（1948—1998年）

[image: alt]


来源：S. Holmberg, V[image: alt]
 lja parti. -Stockholm: Norstedts, 2000, p.87. 转引自F. Feltenius, "Pensioners' organizations in the Swedish policy process" p.19。

注释：政党的投票支持模式被分为五组，以揭示年龄与党派支持之间的关系。（1）“最年轻”：选民越年轻，他们对该党的支持就越强，最强的支持来自30岁以下的年龄组；（2）“最年老”：选民越年老，他们对该党的支持就越强，最强的支持来自60岁以上的年龄组；（3）“中年”：最强的支持来自30—60岁的年龄组，两头的支持都减弱；（4）“最年轻/最年老”：最强的支持来自两头的年龄组，中年人的支持最弱；（5）“平均”：投票支持与年龄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性。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梳理文献开始。首先，施鲁迪与李道滨的解释就很有解释力。他们认为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工会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决定瑞典改革成功的关键。具体来说，首先，瑞典的各个政党在选举竞争中位置差异不大，社会民主党有绝对优势，不必过多担心养老金改革伤害其选民基础。其次，社会民主党作为执政党与工会的政策冲突较小，拥有较多的协调空间。总之，以上因素导致社会民主党获得了足够大的改革空间（位置差异不大、与工会的政策冲突也较小）。

施鲁迪的逻辑本身没有错，选举政治决定的位置差异的确影响了政党改革的动机，但施鲁迪并没有进一步解释政党之间、工会与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异为何如此之小，瑞典政治领袖相对宽裕的改革空间背后的结构因素在哪里？一旦进行比较，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德国、法国的政治精英没有获得相对宽裕的改革空间呢？

对此，安德森的分析增进了我们的理解：他提到政策遗产的结构能进一步解释改革空间这个问题。例如政策遗产（养老金项目的制度原因），AP基金比较充足，化解了政治家进行改革的时间压力，这是瑞典过去积累较多的结果，其他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例如，1986年时五个AP基金的价值达到了ATP体系年开支的6倍
〔58〕

 ，1992年时AP基金的总量还占GDP的35％，能够承担以后ATP 5.2年的给付
〔59〕

 。这些有利条件，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说得直白一点，瑞典的养老金改革之所以深入，关键还在于它的技术特征决定了它“容易”改革，这里面没有太多政治逻辑可以解释
〔60〕

 。瑞典的养老金议题之所以可以去政治化，是因为其只是技术特征，并非施鲁迪强调的政党竞争因素和统合主义因素，施鲁迪给出的观点最多用于剩余的残差。任何抹杀技术特征而生硬强加政治解释的努力，都因为缺乏对技术变量的控制而显得过于牵强。

更进一步，即使控制养老金项目既有技术优势的影响，社会民主党相对宽裕的改革空间仍然有需要解释的地方，毕竟老年人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支持群体。这就需要本书在理论部分第2章对社会联盟与改革阻力的关系讨论。瑞典的情况是典型的无主导联盟的情况，即旧有阶级联盟逐渐衰落，而新的代际联盟并未获得实质影响，面临巨大财政危机的政治精英从而获得了改革空间。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政府的精英与改革直接相关的大众。作为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精英意识到必须改革，其改革动机是非政治性的技术压力。但社会民主党这种改革与其原先的选民基础利益矛盾，如果其选民形成了统一的反对联盟，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进行改革。然而，之前对养老金团体、工会的分析已经明确揭示出，相关的社会大众因不同的利益结构而产生了不同态度立场，还有一些社会群体态度不明确。以阶级为基础的工会失去传统的统一行动力，新的代际团体也尚未获得实质性的权力资源，这种交叉压力导致社会底层的相关个体不能够对政府形成统一压力，这时政府中的政治精英更容易获得改革空间，抓住机会进行了激进的改革。

不妨以LO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为例。如果LO能够以传统的阶级为基础，形成统一的反对力量，社会民主党是不可能忽视这种巨大的阻力，LO与社会民主党的紧密制度联系就足以让社会民主党的首相在党内就失去领导权。然而，LO具有年龄方面极高的异质性，它们面对的不是统一的左翼选民，而是照顾左翼选民中不同代际的分化利益，所以LO无法形成统一立场，也就无法积极反对改革，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默许社会民主党的改革
〔61〕

 。LO的默认是社会民主党在1994年上台之后很继续推进改革的关键。LO中不是没有人反对，但新体系的方案可以让LO中许多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受益，所以LO自身也是分裂的，而LO并未被老人统治，所以LO只能不作为。施鲁迪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进一步将这归因于项目复杂性造成大众无法判断自身立场
〔62〕

 。显然，他假设大众是傻子，这是错误的。关键还是LO内部自身的代际分裂。另外，在改革过程中社会民主党与养老金团体的关系也更为微妙，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成功地利用养老金团体与工会的分离来实现自己更大的政策目标。

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党员代表与国会议员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法找到合适的坚定立场，这让社会民主党最高层的政治领袖可以获得改革的空间，在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社会民主党的改革动议反而可以得到妥协
〔63〕

 。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也积极展开政治运作，利用与上届右翼政党的协定，在关键的工作组中排除了LO等工会代表，将改革过程变成了一个精英协商的过程，成功地规避其核心选民的政治责难。所以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最终利用党内基层的不一致、工会内部的不一致，工会与养老金团体之间的分歧，完成了最终的改革立法，于2001年5月通过了最终的平衡方案。

关于政治精英在改革中的作用，马瑞尔给出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解释
〔64〕

 。他认为自从80年代智利实行成功的基金制改革以来，瑞典的一些议员就和一些专家在一起形成了“政治性知识圈”。这个圈子里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合谋，分享了共同的理念、目标，从而得以成功的压制像工会这样的利益团体。与传统知识界不同的是，这样的政治性知识圈拥有连接国家权力的有效资源，并能将它们自身的讨论内容直接转化为改革提议。精英、精英的理念统一的确很重要，然而，马瑞尔过分强调了精英的作用，忽视了大众的多元分裂是造成精英有政策空间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分裂来源与家庭结构变化与阶级政治传统的交错结合。他的这种论点经不住案例比较的检验：为什么其他国家的精英就未能形成这样的精英团体呢？其他国家的精英就要比瑞典的精英笨一些吗？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样的“政治性知识圈”，却没有改革成功，原因就在于大众形成了单一的社会联盟，阻力强大而又实在。必须强调的是，精英的政治运作必须在有利的结构约束下才可能成功，缺乏这些有利条件，单靠政治运作是无法成功的，这正是德国、法国的情形。

结束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对瑞典社会联盟的变迁做一个小结（参见表7-3）：阶级联盟失去传统的行动力，新的代际联盟也尚未成形，增加的交叉压力导致社会底层未对政府形成统一压力，政府精英获得改革空间，抓住机会进行了激进的改革。简单地说，瑞典是一种无主导联盟状态
〔65〕

 。用本书的理论模型来具体分析，即在瑞典社会人口潜在的四个群体中，低收入老年人丧失了与传统的低收入年轻人的阶级联盟，同时也未能与高收入老年人建立实质性的代际联盟，因此政府面前看不到成形的反对联盟，从而获得了相对宽裕的改革空间。

表7-3　瑞典：理论预测与观测到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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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盟变迁的动力

瑞典养老金问题上社会联盟的变迁趋势符合本章理论部分给出的理论预测，家庭结构的变迁改变了瑞典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利益结构，从而改变了他们组成的社会联盟。另外，横向比较可以看出瑞典特殊的政治制度对社会联盟形成的影响。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这些结构变化趋势。

很多人看到瑞典养老金改革中传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政治的衰落，但他们并没有给出适当的解释。
〔66〕

 施鲁迪并没有回答社会民主党政治领袖（同时也是政府的领袖）可以获得如此宽裕的改革空间。除了在瑞典养老金体系本身的政策遗产与技术特点之外，还有底层阶级政治失去行动力，代际政治也尚未成形，增加的交叉压力导致社会底层未对政府形成统一压力。费尔迪列斯也并没有进一步解答养老金团体的组织率为何上升了。他并没有回答政府为何在70年代、90年代对养老金团体分别开放谈判的渠道，养老金团体为何在这两个时期逐渐要独立与工会来发表政治意见。对于这两个问题，时期的相关性是分析的关键。

在费氏基础上必须追问两个问题：一是养老金团体权力资源上升的原因何在。这种变化的趋势费尔迪列斯已经为我们展示得很清楚，可他只是停留在养老金团体组织率上升的浅层次表象上，却并没有组织率上升的深层原因。养老金团体组织率上升是因为老人们更多的选择以年龄为基础的团体，而逐渐放弃对工会的政治参与。那么，为何阶级政治不能满足养老金领取者的利益诉诸了呢？还得回到瑞典的家庭养老，正是家庭关系变化导致的代际对立正是这些传统联盟失去效力的原因所在。二是养老金团体对养老金改革的态度如何，它们获得权力之后是否扩大了代际矛盾，还是在协调矛盾。答案当然是前者，由于家庭养老的迅速下降，老年人失去了与青年人的福利联系，他们必须通过养老金团体来表达自身日益独立的老龄代际利益。简而言之，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直接瓦解了阶级集体行动的基础，催生了非阶级组织的政治诉求，从而使得社会联盟失去主导的反对形式。

接下来的问题是瑞典的家庭关系为何会发生如此的变化呢？在北欧，二战之前工业化并不完全，二战之后很多人口直接从农业生产过渡到工业生产，以前社区中的平等主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国家则被利用来发挥这种平等主义。1945年到1990年，北欧国家的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增长为全欧最快。而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下，市场等福利提供机制则相对受到压制。繁重的公共开支需要高税收，高税收反过来挤出了私人的福利安排。而北欧的家庭发展更是受到国家福利政策的直接冲击
〔67〕

 。因为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从设计伊始就是为了最大化妇女的独立经济地位，于是很多福利政策都鼓励妇女终身全职参与工作，所以除了特殊的照顾妇女就业的养老金体系以外，与家庭直接相关的福利开支一直在北欧国家的总社会福利支出中占到较高的比例。进入90年代以来，传统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支持更是跌至了历史最低（妇女就业上升与家庭照料的下降是有关系的），这导致瑞典成年代际之间的冲突再也无法在阶级内部得到协调
〔68〕

 ，从而为新的代际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奠定了社会基础
〔69〕

 。

另外，必须要指出的是，瑞典家庭养老的下降并未直接催生出强有力的代际联盟，瑞典阶级政治的历史制度仍然限定了代际利益的表达途径和方式。对此，横向比较可以看出瑞典特殊的政治制度对社会联盟形成的影响。

具体来说，法国与瑞典的比较就是典型的“利益相同、制度不同”的案例配对：两个家庭养老强度同样下降的国家，都存在着从阶级联盟过渡到代际联盟的趋势。这个变迁的基本方向是由家庭养老变化导致的利益结构变化所决定的，但是，两个国家政治力量的组织结构可能会影响到社会联盟的具体变迁轨迹。阶级政治历来较弱的国家，很容易从薄弱的阶级联盟过渡到强势的代际联盟，无主导联盟的过渡可能很短，甚至没有（这正是法国的情况）；而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较强的国家，则不那么容易过渡到代际联盟，更容易停留在无主导联盟的局面上（这正是瑞典的情况）。法国与瑞典的比较，正好可以进一步印证本书第2章的理论判断：社会联盟变迁的基本方向是由利益结构决定的，但是其变迁轨迹却会受到历史制度的影响。

注释


〔1〕
 如E. Immergut, K. Anderson, and I. Schulze (eds), The Handbook of West European Pensio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作者只是又把对医疗政策研究的东西照搬了过来。


〔2〕
 博诺尼的研究值得认真对待，他比较了英国、瑞士、法国这三个国家，得搞清楚他为什么选择这三个国家，但他基本上没有控制住养老金项目设计这个技术性制度变量，更没有控制住来自人口方面的结构性差异。还可参见林奇的老龄支出比率（ENSR）分类，英国与瑞典完全在普遍体系（Universal and mean-tested system）的一端，法国、德国位于中间的混合体系（Mixed system），意大利属于彻底的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职业体系（Occupational system）。


〔3〕
 迈尔斯与皮尔逊正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锋，参见Myles, J. and P. Pierson (2001)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 reform. In P. Pierson (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后面有一些人跟进研究，如K. Anderson and T. Meyer, "Social Democracy, Unions, and Pension Politics in Germany and Sweden,”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23, No.1, 2003。他们认为德国改革之所以难于瑞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要归因于其养老金体系自身的特征限制了决策者选择的空间，而相比之下瑞典的既有体系提供了“变坏为好”（turning vices into virtues）的机会（原话出自Levy, J. (1999). Vice into virtue? Progressive politics and welfare reform in continental Europe. Politics and Society, 27, 2, 239-273），使得决策者可以用原有体系的AP基金来提供转型成本。林奇也在深入探讨福利国家年龄倾向（Age orientation）的差异时，在分析政治竞争制度模式之前，提前对福利项目的制度结构做了严格的区分，参见J. Lynch, Age in the Welfare State; J. Lynch, "The Age-Orientation of Social Policy Regimes in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vol.30, no.3, 2001, pp.411-436; K. Anderson and J. Lynch, "Solidarity Forever? Unions, Pensioners and welfare State Reform in Europ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Augst 26, 2003. J. Lynch and A. Campbell, "Whose ‘Gray Power’? Elderly Voters, Elderly Lobbies, and Welfare Reform in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al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53, 2000, pp.11-39。


〔4〕
 这正是许多对养老金体系技术背景缺乏理解的政治学研究者经常做的事情。


〔5〕
 参见第2章“利益结构、历史制度与社会联盟”一节的讨论。


〔6〕
 关于瑞典福利国家的基本介绍，参见A. Davidson, Two Model of Welfar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Sweden and New-Zealand 1888-1988, 1989；S. Ollson, Social Policy and Welfare State in Sweden. Lund, 1993.瑞典虽然是典型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但瑞典的公共养老金体制却是典型的俾斯麦式养老金。有关瑞典养老金改革的背景介绍，可参见：K. Scherman, The Swedish Pension Reform,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Issues in Social Pre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No.7. Geneva: ILO, 1999; K. Anderson,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in a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Reform of Swedish pensions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No.9, pp.1063-1091; K. Anderson and R. Weaver, Pension Politics in Sweden: Fundamental Reforms in a Policy Cartel.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3; E. Palmer, "Swedish pension reform: How did it evolve, and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future?”, In M. Feldstein and H. Siebert (ed.).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Reform in Europ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J. Palme and I. Wennemo, Swedish Social Security in the 1990s: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Stockholm: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199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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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英国：多元主义的博弈

一、从阶级联盟到持续的无主导联盟

战后三个时期英国的家庭养老先是下降，然后趋于稳定在中间状态（参见图3-9）。因此，这种先变化再稳定的趋势与瑞典略有不同，瑞典是持续下降；尤其是英国家庭养老强度第二、第三个时期在中间位置的持续稳定趋势是其他四个案例国家都没有出现的情况。根据本书提出的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三时期的英国会比其他国家都更容易维持以无主导联盟的多元分化的情况之下，不太容易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代际联盟。

英国的实际情况和上文对英国的预测非常吻合：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联盟在第一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受到英国国内多元主义政治传统的制约，阶级联盟的影响并非像统合主义国家那样深远。在保持中间状态稳定的第二、第三个时期，在考虑了英国国内多元主义的政治传统的影响之后，英国养老金改革的政治过程基本上呈现出无主导联盟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与英国的比较。由于技术背景的异质性，瑞典与英国是本书的两个起辅助作用的参考案例，其作用更多地在于案例内部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然而，瑞典与英国的横向比较也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在第三个时期，二者都是无主导联盟下的政府主导，然而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却是不同：英国是稳定的中等家庭养老强度与多元主义政治传统共同决定的无主导联盟，而瑞典却是较低的家庭养老强度与统合主义的强阶级政治共同决定的无主导联盟。换句话说，两个案例虽然家庭养老强度不同，但背后的干扰变量正好作用相反，一正一反正好带来了相似的结果。具体来说，英国与瑞典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无主导联盟状态，养老金改革的社会阻力相对较小。不同之处有二：其一在于瑞典是从强阶级联盟到无主导联盟，英国是从弱阶级联盟到无主导联盟；其二，瑞典是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主导改革，而英国主要是由右翼的保守党主导改革。
〔1〕



表8-1　英国：理论预测与观测到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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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之为英国的历史沿革

在欧洲，英国永远是一个例外
〔2〕

 。在第7章对瑞典进行分析之前，本书就已经强调英国、瑞典与德、法、意三国养老金体制的根本不同。例如瑞典的养老金就积累了许多AP基金，可以为瑞典的政治家制造许多改革的缓冲空间。瑞典的养老金体系还比较接近俾斯麦体制，而英国则是典型的非俾斯麦式的多支柱体系
〔3〕

 ，公共支柱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养老保障支柱，自愿参与的职业养老金与私人养老金在老年保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英国的改革压力远远小于其他国家。例如，英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占GDP的比例小于7％，而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的相应比例都高于10％。根据预测，这种差距在未来还有扩大的趋势，到2050年德、法、意三国平均将达到16.9％，而英国则要远远低于9％的上限
〔4〕

 。而且，由于私人支柱的提前存在，政府将国家责任转移给市场的过渡要相对容易得多，其改革的选择空间也要大得多。另外，成熟的私人养老产品市场也为政府快速改革提供了便利，为相关社会群体提供了信心。总之，英国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其养老金体制是其他案例国家发展非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参考对象。

就第一个时期而言，从1945年到1975年整个养老金政治的发展形势可以归结为弱阶级联盟。从1948年到1977年，是英国福利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工党执政时期，工党推动了诸多具体立法。1946年，当时的工党政府采纳了《贝弗利奇报告》的主要政策建议，着手建立现代福利国家。在老年保障方面，是旨在为全体公民建立一个可靠的保障制度。在其实际成文的社保法案中，不少政策措施都超过了《贝弗利奇报告》的建议内容，显得更为“激进”，充分体现了战后英国左翼政治的发展趋势。例如，《贝弗利奇报告》为全面建立公共养老金体系设立了20年的过渡期，但工党政府社保法案确立的却是即时建立、没有过渡期的体系，这样的体系，让战后的一代人充分享受了没缴费就受益的待遇。

基本养老金保险缴费率与替代率一直都很低，这体现了英国作为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特点。与传统统合主义的意大利、德国、法国相比，国家福利政策去商品化的程度较小，再分配的程度较小。由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较低，无法保障退休雇员的生活，而自愿参与的职业养老金的覆盖率又较低，从未超过50％。所以工党政府又着手改革，力图由国家来建立强制缴费的收入关联的养老金，将职业养老金的责任从企业转移到国家。保守党仍然反对，只是希望通过扩张私人养老金来解决这个问题。工党政府最后获得了胜利，1975年社保法案要求全部雇员参加强制缴费的收入关联计划。

第一个时期结束之时的英国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概况可以总结如下。首先是统一缴费率支持的国家基本养老金。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国民保险捐（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NIC）具有混合性，NIC并不指明缴费中有多少点是属于哪项福利的缴费。只要按照费率缴费（雇员7.75％，雇主13.7％），雇员就可以享受包括退休、医疗、失业在内的一系列相关的福利。由于缴费是混合的，不能与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另外，英国政府的补贴较重。到1960年时，基本养老保险大概能达到20％的替代率。

第二是强制缴费的国家收入关联养老金（State Earnings Related Pension Scheme, SERPS），1975年社保法（Social Security Pension Act, SSA）推出。SERPS是最有英国特色的计划，值得特殊说明。该计划规定，只要雇员收入超过国家基本养老金缴费规定的下限（Lower Earning Limits），都将自动加入国家强制性的收入关联计划，而只针对超过规定下限的那部分收入计缴。SERPS新提供的补充养老金大概能额外提供25％的替代率。值得一提的是，SERPS设立了“选择退出”（opt out）的机制，前提是雇员必须是某个职业养老金计划的成员。这样的目的在于不让SERPS挤出雇主设立的职业养老金，而选择权其实也是在雇主，雇主可以通过选择来制定不同的员工待遇。具体操作是通过“退出折扣”（Contracting-Out Rebate）来实现的。

第三是企业发起并管理的自愿缴费的职业养老金。第四则是私人养老金。基于英国家庭支出调查的数据表明，职业养老金与私人养老金一直是英国老年人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些非公共支柱的比重是其他案例国家无法相比的（参见表8-2）。

多支柱的分布不是平均的，低收入雇员在退休后只能依靠公共的基本养老保险勉强生活，高收入雇员则可以得到私人养老金的丰厚回报，二者退休收入一般可以达到4至5倍的差距（参见表8-2体现了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阶层的差距，表8-3体现了所有阶层相对比重的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有大约60％的雇员主要依靠国家养老金来获得主要退休收入，有大约40％的雇员主要将职业养老金、私人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
〔5〕

 。由于养老保障中市场成分较多，所以英国老年人收入的不平等也较为明显。根据1994—199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英国65岁以上老年人收入低于中位数收入60％的概率要比总体人口高48％，而法国老人只高4％，德国老人要低4％，意大利老人要低33％
〔6〕

 。

表8-2　英国养老金领取者的家庭收入结构（1979—2000年）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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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ONS, Social Trends (annual UK statistical report), 2002, Table 5.4.转引自 P. Taylor-Gooby, "UK pension reform: A test case for a liberal welfare state?”, in G. Bonoli and T. Shinkawa (eds.), Ageing and Pension Reform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Eleven Countries, Edward Elgar, 2005, p.118。





表8-3　英国养老金领取者的收入来源（1999—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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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DSS Pensioners' Income Series 1999-2000，转引自P. Taylor-Gooby, "UK pension reform: A test case for a liberal welfare state?" , in G. Bonoli and T. Shinkawa (eds.), Ageing and Pension Reform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Eleven Countries, Edward Elgar, 2005, p.118。





表8-4　英国养老金领取者的收入（1995—1996年）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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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995-1996 Family Resource Survey,转引自C. Emmerson and P. Johnson, "Pension Provis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Richard Disney and Paul Johnson (eds), Pension System and Retirement Incomes across OECD Countries, Edward Elgar, 2001, p.330。





从表8-4可以看出，英国不同于其他案例国家的地方就在于英国的公共养老金从来都不是老年保障中唯一的支柱。在英国自由主义的福利安排中，市场的比重最大，而国家的角色最轻。在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兴起及调整过程中，英国的国家公共开支始终是最低的。而市场的力量较强，老年人较多的依靠福利的私人提供。例如，英国的养老金中私人养老金比例在欧洲历来都是最高的，其私人养老金体系也是各国中发育最成熟最完善的
〔7〕

 。

因此，我们在分析时必须厘清技术上的特征，防止开展没有控制变量的案例比较
〔8〕

 。尤其是英国与统合主义三个国家做比较时，一定要在横向比较时非常谨慎地关注这些技术特征的干扰，并积极地通过英国这个辅助案例自身纵向的时期变化来说明其中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三、保守党与工党的两次养老金改革

1．第二个时期：1976—1989年

石油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延续了二战以来的颓势，继续衰落
〔9〕

 。工党也因其经济政策不力而受到选民指责，进而失去执政机会。纵观整个第二个时期，基本上都是保守党政府主政．从1979年到1992年四次大选，保守党得票都超过了40％，获得了主导地位
〔10〕

 。撒切尔政府1979年上台，便着手削减社会福利，以恢复英国经济的活力，而其福利削减的重中之重便是公共养老金。

除了恢复市场经济的活力以外，政府找来了人口老龄化趋势作为改革的理由。政府的精算部在1986年发布报告，认为基本养老保险与SERPS的缴费率将从1990年的14.5％上升到2030年的18.5％，然后在2050年回落到15％。这样的上涨幅度对英国过去的经验来说的确是比较高，但与欧洲大陆俾斯麦型养老金的体系来说根本就不算高。事实上，很多分析家认为英国的人口趋势在欧洲诸国里都是比较有利的，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削减养老金福利
〔11〕

 。政府削减的真实动机还是撒切尔政府的保守主义理念，试图彻底减少政府在福利领域的责任，以恢复市场自身的运行机制。

1986年的养老金改革是以同年的《社会保障法》为主要纲领，其基本思想是将养老保障责任从国家转向私人部门。国务秘书诺曼•福勒（Norman Fowler）领导的社会保障部（DHSS）1985年6月推出绿皮书《社会保障的改革》（Reform of Social Security）。最初的改革计划是要取消SERPS，彻底将收入关联的养老金责任转移给市场。在受到反对之后，修改之后于1986年推出了白皮书《行动的计划》（Programme for Action），福勒做出了一些让步，只是削减SERPS的福利待遇，降低支出水平。最后的确定方案几乎还是重构了职业养老金的整个体系，具体的改革内容如下
〔12〕

 ：

第一，修订了国家收入关联养老金（SERPS），降低支付水平25％到20％，20年参考期变为全部工作期的平均工资。通过大幅度削减SERPS的待遇，政府希望能够鼓励雇员退出该体系，而转向私人体系。第二，对职业养老金计划的改革，是从待遇确定制转向缴费确定制。之前的职业养老金都是按照SERPS来设计的，基本上是待遇确定型，风险其实由雇主承担；转向缴费确定制之后，便带有了基金制的特点。另外政府还通过新增加的2％NIC的折扣来鼓励雇员从SERPS退出转到基金制的职业养老金里面。第三，引入个人养老金计划（personal pension），属于私人支柱，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由雇主提供，完全由私人性质的保险公式提供，雇员自己选择。为鼓励雇员参加，国家提供财政补贴，NIC里面有5.8个百分点的缴费返回到个人养老金账户中。

整体的改革结果就参保人群来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只有大约40％的雇员还继续留在SERPS里面，55％的人已经进入了私人养老金或职业养老金的计划
〔13〕

 。到1999年时，参与SERPS的雇员已经下降到20％左右，29％的雇员参与了私人养老金，30％的雇员参与了职业养老金
〔14〕

 。国家计划参保人数的减少让国家的支出大大减少：英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率从1979年的5.4％下降到1991年的3％。在1980年时英国财政部用于社会保险的拨款占整个税收的18％，十年之后的1990年，英国财政部已经不再对此拨款
〔15〕

 。

这次改革充分体现了无主导联盟的状态，撒切尔夫人的强政府主导了整个改革过程，其改革的目的在于用职业养老金与私人养老金取代《1975社会保障法》以来的SERPS等公共养老金的地位。

无主导联盟并不意味着缺乏反对者，而是意味着反对者的利益过于复杂、相互冲突而未能形成统一联盟。这种反对者的复杂性，也体现出英国政治中多元主义博弈的传统。一方面，传统的左翼组织如工党、工会代表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TUC）在反对改革，而另一方面传统属于保守党阵线的英国产业联盟（the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和全国养老基金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nsion Funds，NAPF）也反对改革。但反对者的利益诉诸并不统一，其行动基础既有阶级逻辑，又有代际逻辑。说到底，英国的低收入老年人并未能找到稳定的同盟者。

工会与工党的反对从表面上看是基于阶级逻辑，认为改革减少了国家与雇主的责任，把低收入雇员推向了缺乏保障的市场，彻底“损害了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工党在其全国大会上还宣传如果上台就将立即恢复国家SERPS
〔16〕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工会（主要是TUC）的目标还试图让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能让单个人达到三分之一，一对夫妇达到50％
〔17〕

 。保守党政府的改革措施显然与工会的立场完全相左。但由于相关社会群体中阶级联盟的涣散，工党与工会并未能组织其有效的反对，工会未能组织起有效的罢工与示威，工党也在1987年的大选中继续失利。这与英国左翼政治势力动员能力较弱有关系，但第二时期以来家庭养老的走低也间接瓦解了养老金联盟上阶级联盟的基础。

CBI与NAPF持有的更多是代际逻辑。CBI反对完全取消SERPS，并反对个人养老金代替职业养老金，其原因就是担心既有的职业养老金受到冲击。既有的职业养老金保护了一部分核心内部人的利益，有利于雇主对这部分核心雇员进行控制。如果取消SERPS并引入新的个人养老金体系，大量的年轻雇员就会脱离职业养老金，这会让职业养老金迅速成熟（给付大于缴费），并出现财政危机，从而威胁到雇主试图保护的核心代际集团的利益。同CBI相似，NAPF的代际逻辑更为明显，他们认为个人养老金机会损害职业养老金计划的人口统计平衡，也就是损害改革无关年龄之上的“老年人”的利益。

另外还有一些游说团体也参与了养老金政治。最有影响力的就是老龄关注协会（Age Concern），这是一个以代际利益为核心导向的民间组织。在80年代早期，其主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像瑞典那样的养老金体系，也就是要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与覆盖范围
〔18〕

 。老龄关注协会对政府绿皮书的反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主要认为取消SERPS之后的私人养老金无法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收入，许多老年人可能会完全丧失保障
〔19〕

 。

总之，反对者里既有从阶级逻辑出发的考虑，也有从代际逻辑出发的考虑，但关键在于各种利益并未形成稳定的主导联盟。正如本书理论部分第2章分析的那样，相关社会群体被阶级与代际的交叉分裂线同时作用，反而失去了一致行动的界限，从而为政府主导提供了机会。加之保守党政府通过英国的选举制度也获得了足够强大的权力
〔20〕

 ，从而让改革获得了通过。

2．第三个时期：1990年至今

1986改革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政府的公共支出责任，但也带来了许多相关的问题，例如SERPS降低过多、私人计划管理成本高、养老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就私人养老金体系的发展来说，在90年代早期先后出现了两个事件：一是麦克维尔（Robert Maxwell）挪用职业养老金丑闻事件
〔21〕

 ；二是私人保险公司的系列误导推销事件（the Mis-selling scandal）
〔22〕

 。这些事件引起了养老金相关组织的关注。CBI、TUC、NAPF纷纷指责相关责任人以及政府的监管不力，并纷纷给政府施压，要求保守党政府给予解决
〔23〕

 。

保守党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设立古德委员会（the Goode Committee），专门负责研究政府如何加强对职业养老金与私人养老金的监管。古德委员会1994年发表的白皮书
〔24〕

 被《1995年养老金法案》所采纳，其主要精神是设立专门的政府监管机构，职业养老金计划监管局（Occupational Pens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 OPRA），以保证职业养老金的正常运作。另外还涉及国家养老金计划的改革，其核心仍然是降低国家责任：统一国家养老金计划的男女雇员退休年龄为65岁；正式执行SERPS的新计算标准，降低支付水平；简化SERPS与职业养老金、私人养老金的转换手续，降低协议推出要求。

之后便是1997年工党大选胜利，工党基本认同保守党的改革方向，其政策方向没有根本差别。工党在联系的选举失败之后，总结了经验，扩大了传统的阶级服务对象之外的诉诸对象，工党背后再也不是传统的弱阶级联盟，而是更为复杂的中间群体。在养老金政策上，工党希望能解决低收入阶层养老金覆盖率过低的问题，改善老年人群的贫困问题，是对80年代政策的一种纠正
〔25〕

 。根据《1998年绿皮书》的主要内容，工党政府做出了如下政策调整：

第一，增加一种高于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低保证养老金（Guaranteed Minimum Pension, GMP）。资产考察形式申请，主要针对贫穷的老年人口。

第二，设立国家第二养老金（State Second Pension, SSP），扩大低保范围。为无法参加非国家养老金的低收入阶层建立代替SERPS的国家第二养老金。

第三，建立低管理成本的存托养老金计划（Stakeholder Pensions Schemes, SHP）。其目的也是为低收入阶层服务，因为个人养老金的管理成本过高，低收入阶层往往得不偿失。

TUC基本支持以上政策，但对资产考察形式的申请资格却持保留态度。TUC一直想要的是高保障的基本养老保险，这显然与工党现有的政策方向相左。在随后1999年的《福利改革与养老金法案》（the Welfare Reform and Pension Bill 1999）中，工党的支持基础便受到了来自左翼运动内部的挑战。工党的多数票从160降到了47，而这个法案失败了两次才获得通过
〔26〕

 。这种情形充分表明传统的阶级联盟早已不复存在。

表8-5　2000年之后的英国养老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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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英国整个第三个时期的养老金政治，背后缺乏能够一致行动的主导社会联盟，政府的政治运作便获得了较大的余地。保守党之后工党选择走第三条道路
〔27〕

 ，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来规避非政治性的财政危机，又要扩大养老金计划的覆盖率来获得声誉。
〔28〕

 这个目标实施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很难在保证自由主义的市场原则的前提下，又能对所有人口提供充足的老龄保证。因此，工党的政策到最后与保守党的政策没有太多实质上的差别，反而体现出了明显的连续性。工党的政策不再是过去传统的左翼政治，而是往中靠的政策方向。这与工党执政哲学变化有关，但工党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是工党为了适应英国社会新变化而做出的调整。在老年保障的问题上，阶级联盟显然已经淡出了政治舞台，这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有关；但代际联盟并不能法国、德国那样占据主导地位，这无疑可以与英国家庭养老在第二、第三个时期的稳定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

四、多元主义之下的无主导联盟

所有研究英国养老金改革的人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届政府的缩减政策并没有引起有效的激烈反抗？而事实上，相关群体对养老金问题十分关心，
〔29〕

 而且都将养老金作为老年保障的主要安排。
〔30〕



对于这个谜，制度主义的解释倾向于强调英国的宪政结构允许在任政府有足够权力来推行少数派反对的政策，也就是说英国缺乏有效的否决点
〔31〕

 。然而，只要时间延长，选民可以通过大选来惩罚削减福利的政府。因此，有关否决点的制度主义分析无法解释英国连续存在的激进改革。我们还应该回到社会联盟自身的结构。通过分析历次改革中各利益团体与政治组织的态度立场，就不难发现它们的立场过于分散，难以找到集体行动的统一逻辑，也就无法对政府形成统一明确的政策诉求。例如，当TUC要求保留强制性的职业养老金SERPS时，NAPF往往与CBI站在一起，要求国家多补贴参与自愿性质的职业养老金。TUC无法以阶级联盟来统一左翼运动，甚至还失去了新工党的支持。而以代际为基础的NAPF、老龄关注协会也无法同化工会的选择，其自身的支持力量也不够强大
〔32〕

 。

总之，英国在养老金问题上体现出第2章理论所分析过的典型的无主导联盟；正是因为英国从第一时期的弱阶级联盟到第二、第三时期一直处于无主导联盟的情况，相关社会群体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阻力，这才给了相对处于制度强势的政府以极大的政治运作的空间。因此，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党政府，还是90年代以来的新工党政府，都得以对公共养老金进行成功的削减。说得更准确一些，英国的养老金政治并非是缺乏反对者，而是缺乏统一的利益诉诸，从而缺乏行动有效的反对联盟。而形成这种利益结构的根源就在于英国的家庭养老强度变化对不同代际的个体所造成的影响。

另外也必须承认，英国国内多元主义的政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这种利益高度分散的状况，使得无主导联盟得以长时期的延续。一方面，由于工业革命与大众民主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机，英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同统合主义趋势决裂最为彻底的国家。在多元主义的英国模式中，不管是雇主还是雇员，其利益组织的结构都相当脆弱，中央协调的程度也非常弱。另外一方面，这种多元主义的政治环境也进一步制约了潜在的代际群体形成有实质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在这种分散化的多元主义环境中，他们既无法很快形成有效的政治团体，也无法通过占据优势的年龄结构去控制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因此，代际联盟很难占据主导地位。

综合各种因素具体来看，英国养老金政治中的各个行为者都怀抱着分离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诉诸，所以整个局势呈现出持续无主导联盟的基本状态。

拿工会运动来说，首先，自撒切尔政府以来，各个全国性工会作为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权力被进一步严重削弱，这种趋势与英国社会的商业集团的力量有关系。相对于国家而言，英国的社会力量相对较强，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力量比较强。其二，工会集体谈判进一步分散化，TUC的中央组织性持续降低。与法国形成对比的是，英国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都隶属TUC之下，而TUC对工人们也享有相当大的道德权威。但是作为英国的中央工会联盟，TUC并未向德国工会联盟那样获得相应的权力集中度。TUC基本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下属了100多个分离的工会，这些工会仍然是按同业工会来组织的，TUC缺乏官僚资源以及制约其成员的制裁手段。在其下属的各个工会中，专断的领导以及工人代表之间常常会为了控制工会政策而展开竞争。
〔33〕

 TUC并不负责集体谈判，它也没有权利、财力来组织集体谈判或罢工行动。在本研究案例比较的各国工会联盟中，TUC在人力与物力方面的资源是最弱的。其综合结果便是TUC在养老金问题上对政府的影响极其微弱。

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会成员的年龄结构上，英国出现了与各国相反的模式，年轻工人的组织率（35.1％）反而高于年老工人（25.3％）（参见表2-3）。因此，从成员年龄结构的角度去思考也就不难理解英国的工会本身为何会表现出矛盾的立场。在英国，低收入老年人就未能像德国、法国那样获得对工会的控制权。

同时，在养老金团体方面，由于缺乏相关利益的一致性，又受到英国多元主义政治传统的制约，老年人的专门利益代表老龄关注协会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老龄关注协会提倡打造一个像瑞典模式那样的公共养老金体系，也就是要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并扩充其覆盖范围，并使之与缴费脱钩
〔34〕

 。这样的方案当然极为符合低收入老年人的利益。但由于老龄关注协会背后的两种主要利益群体利益并不一致，也就是高收入老年人并不认同低收入老年人的这种诉求，所以老龄关注协会后来又表达出对推进私人养老金方案的认同。这显然又极为符合高收入老年人对高替代率的要求，但却与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要求存在矛盾。总之，后来的在一系列政府改革中，老龄关注协会的态度立场都表现出相互矛盾的方面，究其根源，仍然是因为低收入老年人与高收入老年人并没有达成利益诉求上的共识，从而未能组成稳定的代际联盟。

之前提到英国的工会，就不得不提到劳方对立面的资方。英国的雇主集团的能力很强，显著地强于其他国家，这与英国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市场导向的传统可以联系在一起。然而，在这里最值得强调的不是CBI在养老金改革中发挥的作用，而是英国的金融资本的特殊作用，也就是伦敦金融城（the London City）的作用。CBI代表的是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利益在养老金问题上的态度是两可的，一方面他们希望减少雇主缴费，从而减少劳动力成本；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国家承担更多的老年保障的责任，从而对劳工起到安抚作用，减少劳资纠纷。因此CBI在养老金缩减上的态度往往也是摇摆不定的，他们甚至并不认为SERPS是一种负担
〔35〕

 。而以私人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家过多干预养老金政策，支持私人养老金的扩张。在其他案例国家，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并没有如此明确的界限，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而英国，从历史上来看，金融资本就与产业资本在诸多领域都有完全不同的政策诉求，最典型的是霍尔所分析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产业政策
〔36〕

 。在英国养老金体系演变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可以看到来自金融资本集团的影响。早在1975年工党政府SERPS立法的时候，私人保险业就积极介入，成功地抵制了SERPS对私人养老金的挤出效应（最典型的就是“协议退出”条款的设置，这是其他案例国家都没有的情况）；在1986年保守党改革时，私人保险业的代表同样对政府施加影响，防止国家对私人保险构建过多监管机制；在工党政府1998年的改革中，私人保险业又不愿意提供存托养老金计划SHP，因为它们担心回报过低，同时也担心这会挤出私人养老金的利润，并影响到股票市场
〔37〕

 。

总之，金融资本集团的这些影响，使得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法建立高保障的公共养老金，也从另外一个方向推动了政府80年代以来的缩减改革。它们的强势存在是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有效行动进一步瓦解了本来就已经组织不善的反对缩减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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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结　论

本书试图解释在养老金政治中为什么有时阶级联盟主导而有时代际联盟主导。然而，很显然阶级分化已经越来越让位于代际分裂。五个案例国家养老金政治在三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已经足够清晰地展示出这个大的发展趋势：大部分国家的养老金政治都淡出了传统的“左—右”阶级政治（除意大利之外），有的进入了无主导联盟的状态（瑞典、英国），有的已经明确地进入了代际联盟主导的状态上（德国、法国）。但是，在欧洲社会大的发展趋势之中，社会微观结构的差异仍然导致了一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走得更快，而一些国家则相对比较稳定。怎样解释这些案例国家的差异呢？

本书给出的回答集中于家庭养老差异造成的利益结构之上，同时也承认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社会联盟造成强烈影响的因素。首先，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是一个影响社会联盟形成的不可忽略的历史制度因素，它可以决定社会联盟变迁的具体轨迹。第二，政府的政治运作不只一次地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同样的利益结构之下，不同的政治运作可以造成不同的联盟形式与改革结果。也就是说在利益结构与历史制度之外，社会联盟的形式也会受到行为者非结构性的行动因素的影响。最后，本书所应用的比较案例分析具有方法论上的限度，既无法深入研究单个案例的复杂性，也无法遍历足够多的案例以得出多变量之间统计性规律。

更多的理论疑问只能留待其他学者去寻求答案了。除此之外，本书所能做的仅是尽可能严谨的案例控制，以此从历史谜团中分离出家庭养老对养老金政治中社会联盟形式的影响力。通观案例分析的各章，本书总是先给出基于本书自变量的理论预测，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梳理案例国家在所选历史时期的养老金发展与改革史，更重要的是分析其中相关社会联盟的变迁。行文至此，本书已经用简单的模型和分析结构涵盖了五个案例国家战后养老金发展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为福利国家紧缩政治的研究提供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分析路径。

第9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将总结已经分析过的五个案例，并做出进一步的横向比较。第二部分将回到理论兴趣上，讨论本书的理论贡献、潜在漏洞及其补丁、未来的研究方向。最后一部分将粗糙地得出一些尝试性的政策启示，把更多的工作空间留给对政策建议感兴趣的读者。

一、案例总结

到现在为止（从第4章到第8章），我们逐步梳理了案例五国在三个时期的养老金政治。在整个梳理过程中，本书对每个案例都追溯了其各自循时期变化的内部趋势，还着重对意、德、法三国，瑞典、英国两国进行横向的比较。依据第1、2、3章提出的理论，本书着重分析了家庭养老变化引发的利益结构变化与社会联盟变迁的关系，同时也并未忽视历史制度对社会联盟的影响。一方面，家庭养老强度决定的利益结构可以直接决定社会联盟变迁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以阶级为基础的统合主义的历史制度可以影响社会联盟变迁的具体轨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养老强度越高，阶级联盟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用“+”表示）；相反，代际联盟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用“-”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传统的统合主义强度越强，阶级联盟维持的可能性就越大（用“+”表示）；相反，代际联盟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用“-”表示）。综合整个分析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二维变量图（决定利益结构的家庭养老强度与作为历史制度的统合主义程度）中的模拟案例分布图（以第三个时期为主）。

就本书的研究假设而言，y轴表示的家庭养老强度是核心自变量，x轴表示的统合主义是一个历史制度方面的干扰变量。在图9-1中其实还可以有一个z轴，表示政府的政治运作这个重要的干扰变量。但是，我们事实上很难隔离出政治运作的单独影响，养老金改革的结果往往更多的是由反对联盟的改革阻力所决定，政府的政治运作只起到边缘性的辅助作用。代际联盟主导时改革阻力最强，政府的政治运作很难获得成功（如德国、法国）；只有当反对联盟改革阻力不大时，政府的政治运作才能显现出作用（如意大利与瑞典、英国的比较）（参见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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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二维变量图中的模拟案例分布（以第三个时期为主）

注释：（1）此分布图仅提供参考，是根据本书案例分析结果的模拟分布，并非由定量数据精确对应制成；

（2）法国的家庭养老受到了1968年等特殊社会事件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按照家庭户变异指数的指标来标注相对位置（法国的家庭养老强度低于英国）。





表9-1　案例各国第三个时期（90年代之后）的社会联盟

[image: alt]


①　此处的排序是基于第3章家庭户变异指数的测量结果。





总之，纵观五个案例国家的养老金改革史，更能影响改革结果的因素是反对改革的社会联盟，而不是推动改革的政府；而决定社会联盟变迁基本方向的因素则是家庭养老强度，而不是统合主义制度因素。这些发现对于福利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意义深远。公共养老金的紧缩改革对福利再分配造成的影响，以及引起的相关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都会随着个体所处家庭内部福利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当家庭养老强度高时，阶级联盟容易延续其主导联盟地位；当家庭养老强度降低时，代际联盟进行一致行动的动力就会更大。

二、理论讨论

1．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

在理论上，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引入家庭方面的变量，彻底驳斥了老人政治理论与权力资源理论貌似正确的传统智慧。例如代际逻辑强调老龄化程度决定的老人政治倾向，而阶级逻辑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差距决定的阶级冲突程度。的确，老龄化（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加剧本身就导致代际冲突上升，而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减少本身就可以导致阶级冲突变弱。似乎这两个变量就可以解释养老金政治中的社会联盟变化的大趋势，还需要用家庭来解释吗？

本书第1章已经从理论逻辑上驳斥了这两种理论的错误假设，即老龄化变量是假定家庭不存在的原子化个人假设，阶级收入变量是假定家庭养老完全存在的极端解释。由于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不同相关个体（包括老年人、低收入者）的政策偏好也随之变化，老年人的人口比重、收入差距的变量从而也就失去了其解释政策立场的理论基础
〔2〕

 。

另外，在经验上，这两个干扰变量无法解释重大的横向差异：即不同案例国家具有同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同样的收入差距，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联盟。德国与意大利是两个最确凿的案例配对。从1960年至2000年，两国的老龄化趋势都在加重，老年人口比重无一例外一直都在上升，但两国的社会联盟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究其原因，还得回到两国在家庭养老方面的差异上来。

2．社会联盟与历史制度

本书第2章已经指出家庭养老强度决定了社会联盟变迁的基本方向，而统合主义等制度因素只会延缓或加速联盟变迁的速度；福利项目自身制度黏性不足以解释社会联盟的差异。在经过了本书的案例分析之后，下面可以更深入地来讨论有关历史制度的若干理论纠葛了。

无可否认，在解释福利国家改革的政治问题时，历史制度已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社会集团以及联盟的权力是依靠组织来协调的，分配性冲突也是通过制度结构来展开的，因此，组织与制度结构必然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集团的自我理解和利益界定都会受到自身组织模式及其竞争对象组织模式的影响与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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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响到阶级或集团形成社会联盟时，像统合主义这样的制度因素就变得更为重要了。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的产生通常依赖于现存利益组织的特性，以及合适的统合主义制度的存在。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中，像德国、瑞典这样的国家在养老金政治中的社会联盟在主导形式上也发生了许多改变，德国由阶级联盟完全转变为代际联盟主导，而瑞典则由强阶级联盟转为无主导联盟的状态。这些巨大的变化既反映出了制度黏性解释的限度，也揭示出了社会联盟理论的潜在优势。社会联盟的政治行动不光是一个受历史制度约束的问题，社会关系中还有动态因素存在，人口微观结构的变迁会不时地改变个体的激励约束，当这种个体行动集聚到一定程度，便会打破一些传统制度的约束，让新的社会联盟获得形成的机会。毫无疑问，社会联盟这种形式的变化也是推动政策变革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社会联盟的变迁，背离了这些国家长期存在的历史制度规定的轨迹，而常为历史制度主义者所怀疑，但这些联盟变迁确实发生了，在社会联盟理论看来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正是这些联盟变迁反映了那些已经变革的、能够影响政策创新的利益结构的约束条件。本书也正是不遗余力地对这些来自家庭方面的约束条件展开了分析。当政府对福利项目的改革努力与这些约束障碍冲撞的时候，我们正可以借此了解到来自社会内部的结构变量对福利政策的巨大影响。另外一方面，这些联盟变迁也提醒我们，社会联盟的变迁才是政策变革中最重要的动力。“利益是最基本的驱动力，每次行动都是基于利益的分享。权力配置基本上是有组织的集团利益之间相互竞争冲突的结果。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家、政治决策的正式组织以及决策的内容，都是有集团间相互作用的合力所决定。”
〔4〕



除了统合主义制度因素以外，历史制度还强调福利体制这种中层制度的作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福利体制自身的制度黏性是福利改革阻力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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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理论看来，像养老金设计方案这样与时间高度相关的制度体系，在进行养老金改革的过程中，其自身制度黏性的作用要大于来自变化的社会联盟。如果说这个理论可以应用到某个政策领域，那无疑便是养老金改革领域。这是一个制度主导的领域，养老金改革的过程高度依赖于过去的制度设计，而且还受到福利项目制度培育的选民基础的制约。无疑，这正是历史制度最具影响力的政策领域。

然而，正是在这块历史制度主义津津乐道的地盘，本书强行拉开了一片利益结构的解释空间。本书的案例分析清楚地表明，养老金改革中的阻力更多地来自于不同形式的社会联盟，而不是模糊的制度因素。如果说历史制度在培育养老金相关的选民团体时发挥了关键作用的话，那么选民团体不同的微观结构却独立于这些历史制度的影响，而更多的受到家庭养老变迁的影响。正是家庭养老的变迁改变了选民团体的激励约束，从而改变了他们组成不同社会联盟的可能性。战后六十年过去了，正是来自家庭福利关系的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制度，将各国养老金体系改革的方向从阶级分化扭向了代际分裂。在家庭养老决定的社会联盟发挥作用的时候，许多国家的福利项目与统合主义结构也都随之悄然转变。

3．精英与大众

除了历史制度与社会联盟的理论纠葛以外，本书的讨论还折射出另外一个理论问题，那就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精英与社会大众的问题。

其一，福利政策改革到底是来自政治精英的变革需求，还是来源于大众的利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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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难在政策的变革中精确地分摊相关的责任。当然，从最初开始，福利政策的改革往往都是由政治精英发起的，政治家的行为影响了选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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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区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以及反馈。这里的关键一步应该在于大众如何响应不同的改革方案，并配合政府实际政策的执行。在这关键一步上，社会大众不仅拥有合法的控制权，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在政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根据本书的分析，对于政策的动态过程来说，社会大众的利益动机与政治家相比，要稍微复杂一些，更难概括一些。政治家当政后面临非政治性的改革压力，必须推进改革。而社会大众却因不同的利益结构而产生了不一致的政策诉求。特别地，他们更为关注政策潜在的政治后果，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自身在养老金政治中构建社会联盟的能力。在这里，关键点可能在于时间，也就是博弈各方拥有的时间机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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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大众偏好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新的政策可能既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目的，又同样反映了他们对政策的间接控制能力。时间越长，利益结构变化的程度越深，大众偏好的表达力度就越强，各个群体受历史制度限制的可能性就越小，而政治家的改革空间也就越小。

其二，无主导联盟时政府精英主导决定了改革结果，但这时并不意味着精英决定了一切。其实这时并不缺乏来自社会大众的反对者，只是反对者缺乏统一的政策目标，也就无法组织成有效的反对联盟，从而给了政治精英以推进改革的机会。如果横向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符合本书第2章理论所界定的无主导联盟的案例有德国的第二个时期、瑞典的第三个时期，以及英国的第二、三个时期。但各国到达无主导联盟的轨迹与时机却是不同的，这也限定了各国政府精英利用无主导联盟状态进行改革的空间。相比之下，德国的政治精英在第二个时期就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机会，而瑞典与英国的政治精英却抓住了改革的时机。尤其是英国，充分表明了反对者数量多是没有用的，关键在于反对者是否形成了统一行动的社会联盟，而这又取决于反对者的利益诉求是否一致。更进一步，在养老金政治中，家庭养老是影响反对者利益结构的关键因素。

总之，本书的分析结果多少给相关理论带来了一些新的刺激，我们不禁会去重新思考在历史制度的重压之下那些新的社会联盟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家庭养老决定的利益结构变化是如何让政治家不得不臣服于社会联盟中新形式的利益诉诸。

然而，我们也应该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本书的理论发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推论。一方面，在理论模型的推演之中也还有一些潜在的漏洞；另外一方面，对于一些可能影响联盟形式的其他政治变量，本书并没有全部进行控制。下面将一一作出检讨，以供日后的研究者借鉴改进。

4．相关性或同义反复

第一个问题来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变量的家庭养老强度与作为因变量的社会联盟之间，到底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毕竟自变量含有家庭代际关系，而因变量里也含有政治性的代际冲突，二者同为代际关系，难道这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吗？

首先，我们需要严格区分这两个变量。虽然都反映了代际关系，但家庭养老涉及的是私域的代际关系，而社会联盟涉及的是公域中的代际关系。本书在第1章就区分了福利再分配的不同角色与机制（regime）：市场、国家、家庭与市民社会。个体之间在家庭内的代际关系与个体在福利国家之下的代际关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渠道。因此，基于家庭养老所产生的代际关系完全不同于政治联盟中的代际关系。

另外，本书阐明的二者之间的作用方向也是十分明确的。从家庭再分配到公共再分配的作用方向，强调的是个体在家庭再分配中的处境决定了他们对待公共再分配的态度。这里的关键在于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区别，前者更为具体、实在、直接，包含了货币不能购买的照料服务、情感交流，与公共关系中的货币福利而言，这些因素会更直接影响不同个体对代际关系的态度。更进一步来讲，个体在家庭内的接触比在国家福利项目下的关系更为直接（公共养老金提供的是货币，家庭提供的更多是照料/服务），相互交往的内容也更为丰富（不仅是货币性支持，还有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因此，是私域关系决定了公域关系，个体对公共养老金改革的态度取决于他在家庭中的福利关系。

5．第三个变量

紧接着上面一个问题：自变量与因变量是被第三个变量所决定的吗？如欧洲社会的整体变化，后现代化下的年龄整合度（age integration）。

这个逻辑在理论上完全成立，即家庭养老的衰落与养老金政治中社会联盟的变化都是由欧洲福利国家的整体社会变化去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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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所谓的整体变化并没有具体的理论分析和确切的经验测量。如果在理论上真能界定清楚，那么这就是日后研究的发展方向。然而，对本书关注的研究问题而言，即使有第三方变量的影响，但这二者的因果关系并不因第三方关系的存在而改变。退一步说，家庭养老变化的社会根源到底源自何处也并不是本书关注的焦点。其实，本书已经揭示出前面二者相互作用的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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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这也就足够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只能到此为止，其他靠近形而上的大问题还得留给更靠近社会学、哲学层面的理论争论。

其实，关于第三个变量的讨论隐藏着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即因果机制的作用时间问题。如果说某种社会变动趋势影响了家庭养老与社会联盟共同变动，那么也存在一个作用时间的问题。显然我们很难在理论上弄清楚这种“大”变量多久能作用于家庭养老与社会联盟。相反，通过合适的案例选择与分期，家庭养老强度对社会联盟的影响却是可以观察的。因此，如果要进一步探讨第三个变量的问题，就得在理论上思考这种社会变化大趋势经过多长时间发生多大程度上的变化，才会显著地影响到可以观察到的家庭养老与社会联盟的变化。

6．把“家庭”进行到底

剩下的一些理论漏洞都来自“家庭”本身，主要是涉及如何进一步分析家庭维度的因素。总的来说，本书在家庭方面的假定比较简单，其目的只是为了快速切入养老金改革中相关群体的利益结构。如果放松这些假定，就会使问题复杂化，但并不会改变基本的结论，只是创造了更多的深入研究机会。

首先，家庭中重要的关系不仅只有代际关系，还有配偶之间的性别关系。家庭养老中也有本书并未讨论的配偶支持问题，而养老金体系也有性别方面的差异，所以下一步的研究应该尝试着把性别维度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阶级、公私、代际、性别，养老金问题上的社会分裂线不只两条，其他的分裂线都可以有更多的考虑。如果在本书逻辑上把“家庭”进行到底，尤其是对于一些存在严重性别差异的福利国家，女性主义研究可以做出更多野心勃勃、大胆探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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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书第3章曾提到，家庭福利转移不仅是子代对父代的福利支持，父代对子代也有大量的福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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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家庭福利转移的双向性问题。例如老年人死后的遗产转移（bequest）以及老年人生前对年轻人的其他物质帮助（inter vivos）。按照转移的互惠性（reciprocity），下代对上代、上代对下代这两个方向的转移应该同向变化，不影响核心逻辑的推导。另外，遗产转移虽然在量上高于生前的转移，但对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而言，生前的转移更有研究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如果上代对下代的物质转移远大于下代对上代的物质转移的话，这应该如何纳入理论模型？例如，如科利所言，国家提供的养老金通过家庭关系从老年人那里又部分回流到年轻人那里，公共养老保障变成了家庭内代际关系的新连接（the detour pattern）。在理论上，家庭养老强度始终是单向，应该改为家庭内部的年龄整合程度吗？这就变成一个双向的变量了，但也更加模糊了。或是根据家庭内部更多维度的变量来构建一个福利家庭体制（family regime type），与福利国家体制（welfare state regime）对应。欧洲的家庭养老是否形成了类似于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的家庭体制（family regime）？深入比较这种家庭体制，欧洲一体化是否在改变这种差异，抑或有新的融合。另外，既然家庭福利关系是双向的，那么福利国家的政策也是代际双向的。换句话说，养老金领域只是子代对父代，其他社会政策领域则可能是父代对子代转移支付。如青年人的就业市场政策就与养老金政策正好对应，反映了不同代际的利益。按林奇的说法，以下几个领域的政策都存在年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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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涉及相应的社会联盟的行动：家庭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养老保险。前两种政策领域主要是针对儿童与非老年的成年人，养老保险则针对老年人。总之，由此可以引发更为复杂的研究路径，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来构建一种动态分析的理论框架。

最后，家庭养老变量与阶级变量可能存在协相关性，也就是家庭养老强度的异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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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家庭养老强度，例如高收入者家庭养老低，低收入者家庭养老强度高。对此，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统计检验时给予不同假定，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二是纳入理论推导，扩展基本模型的类型，这样做只是模型的复杂化细化，不影响中心假设的推导。因为我们可以用新的假定来补救：即使家庭养老强度在阶级变量上分化，但同一国家不同阶级的家庭养老强度仍然同方向变化。

三、政策启示

毫无疑问，在福利国家紧缩的背景下，公共养老金的命运何去何从将会一直争论下去。本文对家庭养老的讨论应该在这场持续的理论争论中受到重视。在本文看来，社会中形成的以影响养老金政策制定为目标的不同政治联盟主要是由福利国家社会内部的家庭养老强度所决定的。简单地说，当养老金改革影响到福利体制中不同代际的个体时，该个体最终会采取哪种立场，取决于个人在家庭内部转移福利的可能性。这种从“家庭—国家”出发的新视角可以修补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断裂，同时也对养老金政治乃至福利国家紧缩的政策分析产生新的启示。

这种理论视角的焦点在于福利国家与家庭的互补性：一方面，福利国家保护了社会中的家庭免受市场波动的侵害；另外一方面，家庭本身的福利角色也为福利国家的调整提供了支持。总之，来自社会内部家庭的变动与差异将是福利国家调整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既然家庭养老强度影响了福利国家公共养老金的改革路径与成本，那么，对家庭以及“国家—家庭”关系的观察就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解释福利国家改革问题的一种关键视角。

话说回来，我们还得来谈谈实际层面的问题：为什么要费功夫折腾家庭养老与社会联盟？事实上，以前的传统研究往往注重跨阶级分析、职业比较、性别研究，针对年龄差异的研究却极为稀少。然而，随着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福利国家的年龄倾向已经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政治经济后果。概括地说，代际分裂已经取代阶级分化，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社会焦虑感的主要源头。

宏观上，老龄导向的福利体制更容易造成代际分裂，而年轻导向的福利体制则在减少代际之间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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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年轻工人的缴费率越来越高，而老年人的养老金替代率却高居不下，而家庭结构的变化让不同代际之间矛盾更容易显露出来
〔16〕

 。总之，代际不平等问题已经引起了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17〕

 。而一些研究者甚至指出，代际分裂的政治后果，甚至要强于阶级分化
〔18〕

 。广泛意义上的阶级联盟更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以代际分歧为基础的特殊分利集团反而更专注于抢夺经济体中尽可能多的资源。
〔19〕

 因此，在养老金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过程中，与阶级分化相比，代际分裂下的社会联盟给改革带来的阻力更大。

除了代际不平等的宏观影响以外，在微观层面，变迁社会中的个体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还面临新的社会风险
〔20〕

 。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年龄”更多的联系在了一起，却难以为传统的福利国家所覆盖
〔21〕

 。具体而言，福利国家在家庭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养老保险不同领域投入的不同，其关注的个体的年龄层也不同，分别是儿童、就业市场中的成年人、退休的老年人。福利国家在三种不同领域的倾向，也将会影响到个体通过家庭、市场、国家来寻求保障的选择约束，影响到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家庭组织，以及投资与储蓄的战略。同时，公共养老金本身的结构
〔22〕

 与程度
〔23〕

 也会影响到成年人在就业市场上的选择与安排。总之，社会中的个体面临新的处境和社会风险，福利国家需要调整以满足个体的新需求，而这些都与福利国家的年龄倾向（the age orientation of welfare state）
〔24〕

 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并不能简单地划归为阶级、职业、性别等分析维度之下。

总之，为了解决福利国家的总体危机，也为了满足社会微观个体新的风险需求，欧洲国家的决策者不得不关注养老金体系背后代际不平等的宏观结构，关注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对个体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影响。更进一步，在新世纪伊始欧洲一体化深入的进程中，重新界定欧洲福利提供的责任归属意味着对欧洲福利国家进行深入的跨层面的改革和整合。正如艾斯平-安德森所言，不考虑家庭和市场提供福利的效用而空谈是否应该减少公共社会责任是毫无意义的
〔25〕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更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政府与市场的分野之上，而必须深入分析欧洲社会内部的差异，重新安排市场、国家、家庭及市民社会的职能，使欧洲的福利体制能够更好地满足欧洲社会中个体的新需要。

注释


〔2〕
 老人政治没有微观基础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家庭内的私人代际转移，所以才会出现利己与利他交替出现的错误假设，参见H. Wilensky, "Common Problems, Divergent Policies: An 18-Nation Study of Family Policy,” Public Affairs Report, Vol. 31, No.3, pp.1-3, 19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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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 Zaller,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 Lynch, Age in the Welfare State: the Origins of Social Spending on Pensioners, Workers, and Childer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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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各国公共养老金改革年谱

以下年谱基于博诺尼（Bonoli）、马瑞尔（Marier）、施鲁迪（Schludi）等人的总结（参见参考文献）而整理，作者根据最新资料做了更新与补充，部分国家更新到2003年左右。

意大利：

1992　阿玛托改革，《421/1992号法案》，《438/1992号法案》，《503/92号法令》

养老金指数调整方法从按最低工资调整变为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额外还有临时性的停止指数调整）。

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私营部门女性雇员的退休年龄从55岁到60岁，男性从60岁到65岁，而公共部门的男女雇员都提高到65岁。

提高资历养老金的资格条件，限制公共部门职员过早退休的现象。

取消公私部门资历养老金的缴费期差异，统一为35年（以前公共部门雇员缴费期为15到25年）。

引入代扣所得税15％的私人养老金。

1994　《夏皮预算法》（Ciampi Budget Law）

缴费年限少于35年的公共部门退休雇员，其资历养老金将受到削减

1995　《贝卢斯科尼预算法》（Berlusconi Budget Law）

缩短修改法定退休年龄的过渡期，从2002年改为2000年。

将1995年的指数调整推迟到1996年1月。

停止征收私人养老金15％的代扣所得税。

1995　迪尼改革，《335/1995号法案》（legge 225/1995）

从待遇确定制转为名义账户式的缴费确定制。

退休年龄灵活安排，从57岁到65岁，但与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严格挂钩。

引入建立自愿补充养老保险的框架。

增加抚养孩子的养老金增值。

1997　普罗迪改革，《335/1995号法案》（legge 449/1997, provvedimento collegata alla legge finanziaria 1998）

降低高额养老金的指数增值。

加速推进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养老金体系的统一与标准化。

将自雇者的缴费率逐渐提高到19％。

提高资历养老金的申请条件。

2000　为补充养老保险提高税收激励（Legislative decree no. 47, 2000年2月18日）

将养老金所得的税率设为11％（其他金融收入的税率为12.5％）。

对参加补充养老保险的雇主进行税收优惠。

2001　最低养老金从360欧元提高到516欧元

德国：

1957　阿登纳政府，《伤残和养老保险法》

整体转为现收现付制。

以完全保障老年人的退休生活为主要目标，替代率大幅度上升。

按照毛工资的变化来动态调整受益公式。

一般退休年龄定为65岁，女性退休年龄为60岁。

1972　社会民主党政府，一系列法律

公共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至所有公民（包括自雇者、家庭主妇）。

事后缴费机制得到允许。

提前退休条款得到通过。

1989　《1992年养老金改革法案》（Rentenreformgesetz 1992）

调整工资指数公式，从毛工资到净工资。

逐步提高提前退休的年龄限制，从63岁到65岁。

逐步提高妇女与失业人员的退休年龄，从60岁到65岁。

接受教育期间的非缴费年限的上限从13年降至7年。

引入提前退休的精算减值。

削减1990年后外来移民未来的养老金，削减幅度达到30％。

1990　两德统一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既有养老金从前东德货币转为德国马克（DM）计值，并按前东德的工资增长来做指数调整。

1991　《1992年养老金改革法案》生效（Rentenüberleitungsgesetz）

前西德公共养老金体系扩充至前东德各州。

1996　科尔政府，《经济增长与就业促进法案》（Wachstums-und Besch[image: alt]
 ftigungsforderungsgesetz, WBG）

《1992年养老金改革法案》中提高退休年龄的缓冲期被进一步缩短。

接受教育期间的非缴费年限的上限从7年降至3年。

取消法定养老保险中的学生优惠条款。

德裔东欧移民未来的养老金缩减40％。

1997　科尔政府，《1999年养老金改革法案》（Rentenreformgesetz 1999）

在养老金计算公式中引入人口因子，导致标准养老金的替代率从70％下调到64％。

提高计算公式中有子女家庭的额外增值。

提高残疾养老金的申请标准。

Dienstrechtsreformgesetz（针对公务员养老金）

提高申请的退休年龄，从62岁到63岁。

对提前退休进行减值。

对再教育年限进行相应的减值。

1998　Versorgungsreformgesetz（针对公务员养老金）

提高1％的增值税以避免养老金缴费率的上升。

提高警察、司法人员、消防队员的申请退休年龄，从60岁到61岁。

利用缩减的养老金开支来建立公共养老金储备基金。

1999　红绿联盟，施罗德政府，养老金法案（Rentenkorrekturgesetz）

取消《1999年养老金改革法案》中的“人口因子”条款。

暂停残疾养老金新规定的执行。

扩大非典型就业部门的覆盖范围。

对能源消耗提高征税以用于公共养老金的转移支付。

暂停2000、2001两年的净工资增长的指数计算，转向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替代计算方法。

2001　《老年福利扩充法案》（Altersverm[image: alt]
 genserg[image: alt]
 nzungsgesetz 1999）

通过修改计算公式来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取消2001年根据通货膨胀的指数调整。

提高保有子女家庭的养老金增值。

提高遗属养老金的收入考察标准。

提供分割配偶之间养老金权益的条款。

弥补养老金历史上留下的法律漏洞。

2001　《老年福利法案》（Altersverm[image: alt]
 gensergesetz）

通过税收优惠来鼓励补充的基金制养老金（the Riester Rente of 2001）。

为个人提供报酬转换的职业养老金。

《老年养老金协议鉴定法案》（Altersvorsorgevertrage-Zertifizierungsgesetz）

对低收入的老人开放了条件更为宽松的收入考察方式的基本保障项目。

法国：

1991

开始对所有收入（包括养老金）征收1.1％的CSG税（contribution sociale généralisée）

1993　一般养老保险改革（巴拉迪尔改革, Balladur reform; law no. 93—936）

引入“老年团结基金”（the Fonds de Solidarité Vieillesse, FSV），来为非缴费福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债务提供资金，具体资金来自CSG税 1.3％的增幅、以及酒精与非酒精饮料的关税。

将最低缴费年限从37.5年提高到40年。

将参考工资年限从最好的10年改为最好的25年，并设置了直到2008年的过渡期。

五年之内的指数调整不再基于工资，而是这五年之内的价格水平。

资方与劳方就补充养老保险ARRCO项目达成改革协议

将最低缴费率从4％提高到6％。

1995　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议会就社会保障预算进行投票表决（作为朱佩计划的一部分）

1996　资方与劳方就补充养老保险ARRCO与AGIRC达成新的协议

提高积分点的购买力价格。

减少积分点名义值的指数增值幅度。

1997　托马斯法案（Loi Thomas）

设立了退休储蓄基金（plans d'épargne retraite）的基本框架。

缴费达到一定额度，国家对该基金的缴费给予税收上的减免与优惠。

该法案最终被若斯潘政府放弃。

1998　政府宣布养老金仍然按照消费者价格来进行指数调整

建立了养老金储备基金（the Fonds de reserve des retraites）。

部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被投资到金融市场，开始由政府来管理。

2003　拉法兰改革（The Raffarin Plan）

公共部门雇员的缴费期从37.5年提高到40年，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2020年以后还可能进一步提高到42年。

公务员的参考工资期仍然是最后6个月（最初方案是改为最后三年，后来政府进行了妥协）。

瑞典：

1990　寡妇养老金改革

取消寡妇养老金（其配偶在1990年前去世，以及生于1930年之前的妇女例外）。

1992　九月危机改革方案

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6岁。

计算ATP养老金与基本养老保险的技术减少2％。

1993　基本养老改革

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申请资格，只有在瑞典居住40年以上的人，或是在ATP体系中有30年缴费年限的人才能申请。

1994　将半退休的年龄限制从60岁提高到61岁

1994　Riksdag采纳的新体系的基本原则

彻底放弃了“15/30受益公式”，而采取按终生工资水平作为计算参考标准。

引入基于精算原则的灵活退休年龄，并且将养老金与退休时的预期寿命挂钩。

改变了旧有的雇主单边缴费的模式，而由雇员与雇主分担缴费。

建立保费准备金（premium reserve），也就是完全基金制的养老金，个人收入的2％（后来改为2.5％）则进入这个准备基金中。

1995

设定与宏观条件挂钩的减免公式，只要预算赤字高于1000亿瑞典克朗，或在500亿到1000亿瑞典克朗之间，就分别按原有基数的60％、80％计算养老金。

增加1％的雇员缴费。

1997　削减遗属养老金（survivors pensions）

提高申请遗属养老金的年龄限制条件。

引入对遗属的资产考察。

1998　关于采用新体系的最终立法

雇主与雇员各承担9.25％的养老金缴费。

养老金保费储备金的缴费率提高到2.5％。

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60岁提高到61岁。

2001关于新体系的最终立法得以确定。

2002养老金按照工资增长进行指数调整。

英国：

1986　《社会保障法案》（1986 Social Security Act）

第一，修订了国家收入关联养老金（SERPS），降低支付水平，25％到20％，最好的20年参考期变为全部工作期的平均工资。

第二，对职业养老金计划的改革，从DB到DC。

第三，引入个人养老金计划，私人支柱，国家提供财政补贴。

1995　《1995养老金法案》（1995 Pension Act）

设立专门的政府监管机构，职业养老金计划监管局，以保证职业养老金的正常运作。

另外还涉及国家养老金计划的改革，其核心仍然是降低国家责任：

统一国家养老金计划的男女雇员退休年龄为65岁；

正式执行SERPS的新计算标准，降低支付水平；

简化SERPS与职业养老金、私人养老金的转换手续，降低协议推出要求。

1998　绿皮书（the 1998 Green Paper）

增加一种高于基本养老保险的Guaranteed Minimum Pension,GMP。资产考察形式申请，主要针对贫穷的老年人口。

设立国家第二养老金（SSP），扩大低保范围。

建立低管理成本的存托养老金计划。


附录2

养老金改革的背景

为了便于不熟悉养老金改革的读者理解本书分析的技术背景，在此提供一些描述性介绍作为附录。相关内容来自博诺尼（Bonoli）、马瑞尔（Marier）、施鲁迪（Schludi）等人著作的描述性介绍，笔者做了一些整理与增补。

1．养老金改革的历史制度背景

如同其他社会政策领域一样，养老金体系表现出较强的国别差异。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必须从历史制度视角确定几个理想型来构建合理的谱系分布。而因为养老金总是福利国家最大的一笔社会开支，也常常是一个国家福利体系的基石，所以对养老金的分类势必与福利国家的分类产生一定程度的重合。

福利国家的分类总是围绕艾斯平-安德森的经典分类来讨论的，统合主义体制（corporatist regime）、自由主义体制（liberal regime）和社会民主主义体制（social-democratic regime）。这种分类方法建立在两个划分标准上，一是劳动力非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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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二是福利受益人分布范围。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福利国家中市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来区分这三种类型。

统合主义体制在福利国家中最保守和传统，它们是福利国家中市场力量最薄弱而传统社会关系最强的类型，所以说这种类型更准确的叫法应该叫“传统统合主义体制”。国家和社会受传统价值的影响很大，它们对市场力量的限制都建立在对传统社会关系的保护上，所以福利政策一般都与保护传统价值有关。这类制度最初发生在德国并得到长期发展，而后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目前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许多国家都属于这类国家。

自由主义体制最倾向于市场，也就是说非商品化程度最低。这种源于“济贫法”传统的制度所给付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收入较低、依靠国家救助的工人阶层，而且要资助形式大都是“基于资产考察的帮助”（means-tested assitance）。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即主要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历史中确立的制度。

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中非商品化程度最高，基本追求提供福利的“普遍主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sm）。资格的确认几乎与个人需求程度或工作表现无关，而主要取决于公民资格或长期居住资格。与上述两种制度相比，属于这种类型制度的国家数量最少，只存在于斯堪的纳维亚几个国家之中，如瑞典和挪威。

福利国家的分类一般都基于结果来分类，而单独研究养老金体系的分类时，研究者往往会追溯养老金制度在历史中的原型和演变，这就是19世纪末期的德国、丹麦和新西兰。1889年，德国首先在产业工人中推行了一种养老金体系，而丹麦在1891年、新西兰在1898年分别推行了以济穷为目标的“资产考察的养老金”。有趣的是，这两种养老金模式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德国的养老金项目基本上是俾斯麦为了遏制劳工运动而推出的政策的一部分内容；事实上，俾斯麦的社会保障立法后面很快就是禁止工人政治结社的立法。与之相反，丹麦的养老金政策没有德国那么强烈的政治目的，而只是试图调整已经存在的济贫法系统。不同的目标，导致了不同的方式。德国模式要求雇主和雇员都交纳资金，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助，这就保证了退休之后仍能维持一定的收入水平。而丹麦模式则通过政府的一般收入来融资，并且对个人限定较低的给付水平。

随后几年，其他欧洲国家分别都推行了以德国或丹麦为模式的养老金制度。

当然，这种划分是一种粗略的划分，也有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如有人根据受益基础的不同而提出一种四分法，按公民身份、社会条件、就业状况或是私人合约。事实上，俾斯麦模式与贝弗里奇模式的区别是来自各自不同的政策目的，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想型。大多数国家建立的养老金系统都混合了两种模式不同的成分。二战以后，各国的养老金模式更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趋同趋势。总的发展方向是各国都扩大了养老金体系覆盖的人口范围。趋同的结果就是大多数国家都发展出两个层次的养老金体系，既有维持所有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基本保障，又有让退休者享有较高收入的专项养老金。

然而，趋同只是体现在养老金的功能上（防止贫困与维持收入水平），各国养老金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还是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最为重要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受益模式、融资来源（一般税收还是专项积累）、筹资模式（基金积累还是现收现付）。总的来说，各国在俾斯麦模式与贝弗里奇模式之间最初的不同选择仍能体现在当下的制度模式中。

养老金体系本身的制度特征十分重要，因为它既能影响到养老金问题的严重程度，又能决定改革的可能道路。具体来说，根据养老金条款的具体规则，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效应能被放大也能被缩小。而且，这些规则还制约了各种改革方案的经济可能性和政治可行性。这样看来，历史上形成的养老金方案，本身就是一个影响养老金政策改革的自变量。

2．经济争论：老龄化、经济增长与全球化

一般来说，有三个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到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行性。一是人口快速老龄化造成养老金支出迅速膨胀，二是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造成养老金收入相对减少，三是全球化对经济的进一步挑战。

人口学家对于西方福利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早就取得了共识。二战以后人口的预期寿命逐渐提高，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育率逐渐下降，这导致了西方福利国家普遍的人口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就直接造成了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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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快速老化，世界银行的预测进一步确认这种变化。

德国和瑞士的情况最为严重，2035年两国的老龄人口比例都将会在30％左右。而美国、英国、瑞典、法国的情况则相对较轻，但也不容乐观，都将会在20％以上。目前世界各国的默认值是10％就算是进入了老龄化的人口结构
〔3〕

 。

世界银行的对年龄结构的预测建立在三个指标的假设上：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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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寿命和迁移率。然而相对于其他两个指标，生育率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波动的变量，它本身还受到经济发展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家庭对经济状况的预期会改变其养育孩子的愿望。世界银行的预测是建立在各国生育率会维持在2.1的水平这一假设上。当然不同的生育率预测会造成对年龄结构预测的不同，但各国老龄化加速的总趋势是明确的，假设不同只是带来程度的不同。

当然，人口年龄结构只是评估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的需求方面，另外一方面则来自经济体本身对养老金的供给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力参与率上。

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西方经济逐渐滑坡，70年代末第二次石油危机更使西方经济雪上加霜，滞胀成为各国经济的普遍现象。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老龄化又进一步减少了劳动力的市场参与，对社会总需求以及经济增长也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有学者称之为“老龄化衰退”（aging recessions）。而70年代末的全球化趋势增强了全球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分工的变化，这些外部经济冲击更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的滑坡，也就间接影响到养老金体系的融资来源。

将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就可以预测公共养老金开支在GDP的比例。与年龄结构的预测一样，公共养老金开支在GDP比例的预测同样存在假设不同导致变化程度不同的问题。但这种预测所反映出来各个国家的差异性是明确的。德国的问题最大，2040年养老金体系的开支将会占到总GDP的18％。同年法国和意大利的指标也将到达14％—15％。作为比较，英国的情况是最乐观的，一直到2040年都将维持在5％的水平，然后开始下降。

总的来说，以上由社会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表明养老金体系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这使得政府必须将养老金改革纳入政策考虑的核心范围。更进一步，就算经济增长率和劳动力参与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人口结构的实质性变化，也使得养老金体系面临在代际之间转移再分配的问题，这也促使政府不得不做出新的权衡。

3．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

从养老金的历史制度的起源，到政府维持养老金体系所面临的压力，以上讨论主要集中在养老金制度的技术层面。但技术层面的问题并不是养老金改革决策的主要困难，事实上，养老金改革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

以上技术层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养老金必然涉及经济体系的再分配。而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势必将大量资金在代际、生命周期、职业群体、收入群体、性别之间进行转移。这些类别的再分配均衡都反映了不同政治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改革意味着要打破原来的平衡去寻求新的平衡点，而这种不创造价值的再分配游戏中就必然要产生赢家和输家，也就相应需要政治斗争或政治协调。各国政府在处理养老金改革问题上的政治舞台表现出许多不同的战略，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结果。如1986年英国政府强硬地推出社会保障法案就遭到劳工运动的激烈反抗，而1995年意大利政府则通过与工会谈判来解决问题。政府对改革战略的不同选择，以及公众对政府改革政策的政治反映，都是涉及政治维度的现象。而这些都不能单纯用经济学的变量来加以解释，所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也就自然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4．改革的选项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养老金改革几乎是所有的福利国家都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这种压力不光是来自于未来的人口变化，也产生于不少国家当下的财政危机。例如，低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失业率使一些国家不得不允许年龄较大的工人提前退休，这种政策又反过来加重了本身不堪重负的养老金体系（这个问题在法国和德国比较严重）。

过去二十年，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养老金改革都展开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而还有很多新的方案还在构建之中。一般来说，这些改革主要包括养老金给付程度和覆盖范围的调整，目的都在于要削减当前和未来的开支。具体的措施包括：引入积累机制、引入商业保险、提高退休年龄、改变指数标准、改变计算公式等等。

下面分别介绍一些最常用的调整措施。

（1）从现收现付式到基金积累式

现收现付式下，当前的开支来自于当前的收入。一般是根据需要给付的养老金数额来确定基金的提取数额，即以支定收，由雇主（或雇主和雇员）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社会统筹费率/税率）来缴纳养老保险费。这一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存在代际转移，即由在职人员负责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来源；第二，提取基金的数额和比例逐年变化；第三，不考虑储备，费率较低，易于建立制度；第四，由于没有储备基金，无需在资金的增值上操心。

与之相反的是基金积累式，当前的收入被归入单独的账户。具体有以下特点：第一，个人对自己的账户负责，激励机制较强；第二，渡过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有足够的基金，不存在支付危机；第三，养老基金积累时间较长，容易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保值增值有很大的管理问题。

一般来说，公共养老金都是现收现付式，而私人养老金则是基金积累式。两种机制的优缺点是互补的。目前各国的现收现付制体系面临老龄化威胁之后，基金积累式自然是首先的调整方向。但在两种模式的转变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双重支付”问题。如果一旦将现收现付式改成积累式，那么在职的人就必须一边为自己未来的账户积累基金，一边又为过去现收现付式下的退休人员缴纳社会保障税费。如果要保障在职一代的经济利益，就不得不取消对退休人员的承诺保障。显然，任何一个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转换的政府，都不得不在两代人的利益之间做出政策选择。

（2）从待遇确定制（DB）到缴费确定制（DC）

待遇确定制的保障程度比缴费确定制更高，而后者让政府承担的责任更少，便于政府根据养老金的具体收支情况来调节养老金给付的程度。

（3）退休年龄的提高

这种调整时间界限的方法，一方面增加了在职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障税费，另一方面又减少了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收入。也就相当于既开源，又节流。但是，这种措施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首先，在职人员延长了工作的年限，也就给年轻人找工作增加了难度。另外，老龄工人在许多产业都不能完成强度和精度都要求比较高的工作，这又减少了这些产业的劳动力竞争优势。

（4）受益对象的调整

通过建立严格的收入审查机制（income-testing）来缩小受益对象的范围。但这种方式在最早实行俾斯麦式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不太容易推行，如德国、意大利、法国，因为在这些国家获得养老金已经视为一种普遍的财产权利。更重要的是，这种措施还带来了道德风险，就是降低了人们积极储蓄的愿望。

（5）计算公式的调整

改变计算公式可能是调整养老金体系最直接的方式。有三个要素涉及养老金数额的计算：参考工资、工作年限、利息因子。任何一个要素的改变都会涉及最终的给付数额。

（6）指数标准的调整

指数化是把养老金的参考体系做成生活成本指数，使这些变量随着现有的通货膨胀率或是工资水平的增减而变化。政府可以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中选择不同的指数标准来缩小养老金的总体开支。例如，德国就曾经把毛工资收入换成净工资收入，以达到减少养老金的目的。

注释


〔1〕
 非商品化被定义为“个人或家庭不依靠市场而获得社会认可生活标准的程度”。参见Esping-Anderson(1990) p.37。


〔2〕
 Age Structure，人口学上指不同出生队列在同一时点上组成的代际结构。


〔3〕
 老龄人比例与老龄化之间存在区别，前者指某个时点上的结构，后者指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趋势。但在这里的讨论中这种区别可以暂时不考虑。


〔4〕
 一般生育率指标被定义为平均一个妇女在其生育周期（15—45岁）内所生孩子的总数。


附录3

家庭户变异指数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汇总

附表1　原始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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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othenbacher, The European Population since 1945,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附表2　家庭户规模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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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拥有5个以及5个成员以上的家庭户比例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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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othenbacher, p.45.

附表4　独居户比例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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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othenbacher, p.46.

附表5　数据标准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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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I代表意大利，F代表法国，D代表德国，B代表英国，S代表瑞典。字母后数字5—9代表1950—1990年五个十年的数据分期。mean为家庭产规模，per5为拥有5个以及5个以上成员的家庭户比例，per1为独居户比例，Z表示标准化的取值。


后　记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哈里•法兰克福的On Bullshit一书被我国台湾地区的南方朔翻译成了《放屁！》，我国大陆版改成了稍微文雅一点的《论扯淡》。书名虽然改得温柔一点了，但不知哪个刻薄的编辑还是在封底加了一句醒目的红字标语：





这些就是扯淡：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才能过上我们的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于丹

人为什么会扯淡呢？法兰克福认为，“当一个人有责任或有机会，针对某些话题去发表超过了他对该话题的了解时，他就开始扯淡。”有鉴于此，作为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人，去研究欧洲国家的公共养老金改革，多少都有些扯淡的嫌疑或风险在里头。

最初，我之所以要进入这个主题，也是看到很多其他人发表了超过自身理解之外的言论。在欧洲，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都感受到了来自养老金改革问题的焦灼，便配合政府做了许多热火朝天的研究。他们都宣称对干扰变量进行了控制。可是，以我最基本的人口学知识来看，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控制最重要的干扰变量，那就是来自家庭福利支持的影响。

“破”易“立”难。批别人的漏洞是很容易的事情，而想“把家庭找回来”而建立一种崭新的解释视角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论文写完之后，我通读了数遍，只觉得仍显稚嫩，方法存在缺陷，验证远未到位，尤其是缺乏家庭养老方面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与数理分析，现有的家庭户变异指数的变通策略显然无法让行家满意。另外，与直接研究选民的投票动机相比，我用的测量方法其实是一种相对间接的方法，测量的是社会联盟的结果。就论文提出的理论模型而言，最理想的“实证”研究应该是直接测度家庭微观层面的家庭养老，然后再直接测量相关家庭个体的投票行为。然而，在可行性的限制之下，我对自变量和因变量都采取了间接的测量，而且两种测量都测量的是个体行为的集体结果，而非个体行为本身。

正式答辩那天，以顾俊礼研究员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就上述弱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虽然还没有汗如雨下，但头皮也阵阵发麻。顾昕教授永远是大炮，可我最喜欢他。明眼人都清楚，学术研究缺的就是这种大炮。一阵炮仗之后，我倒突然明白“这篇论文没法再改了”，整个研究结构性的缺陷不是边边角角的修改所能弥补的。三年时间，从开题、查文献到发论文、找工作，整个流程走下来紧张得要命，研究水平能有几两，自己心里最清楚。

除了研究本身的方法论缺陷以外，路风教授还在不断地提醒我另外一点：年轻人很容易陷到方法里，年长之后可能才会去挖掘自己研究主题的现实意义。另外还有一位有眼力的匿名评审者这样写道：“作者对论文所讨论之主题之于当下中国的意义，仅仅在最后一个脚注中给出了极其克制的讨论，这固然是论文主题范围限定的结果，但对于中国的社会福利改革而言，一如作者所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家庭也许具有重要的意义。”

的确，写作过程中我就是一直在克制自己，努力让自己“陷”在理论与方法中，陷在对案例的控制与比较之中，而不去想任何现实的意义。我怕的就是这种“现实考虑”瓜分掉我还嫌远不够用的大脑细胞。在如此短的训练之中如果真的要有所收获，我宁愿集中精力让自己的思维有所精进，而不是对国计民生提供即时生效的政策建议。

不过，我在书里已经留下了足够多的理论灵感与文献线索。在我看来，这相当于一种分工。愿意做更多测量功夫的人，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都可以沿着这些思路继续前行。而热心于为政府出谋划策的人，也可以在阅读之后静下心自个儿去想。

对欧洲福利国家而言，国家权力对应着福利责任。欧洲的传统“左派”要求强国家、高福利，而传统右派要求的是弱国家、低福利。但如果反观中国近三十年的转型经济，恰好是强国家权力、低福利保障。这何以能稳定地推进市场发展？究其谜底，还在家庭！中国正是靠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家庭，在吸收国家福利萎缩、市场经济动荡造成的影响。转型的中国正在建构新的国家福利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被市场或福利国家哪一方给忽悠了。通过欧洲内部的多样性比较，也能发现家庭的重要。因此，中国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不应该挤出（crowd out）家庭，而应增进补充（crowd in）已经存在的家庭福利角色。随便看看我们周围就知道了：数亿的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在中华大地上游来游去，他们背井离乡、建设城市、服务工业，却丧失了自己传统的家庭纽带与生活习惯。他们缺乏市场与国家的保障，也面临失去传统家庭保障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广义的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还有很多内容值得思考，我国长期培育的、庞大的计划生育行政资源也可以大有作为。

话说回来，不去做政策建议，这是自知之明；而没有做第一手的实证调查，我则内心不安。不过，这好歹算是一个开始。事实上，我就想要这么一个开始，如果硬要被骂成是扯淡的话，那也只是咎由自取。

无论如何，得感谢许多人，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我连参与讨论的机会都没有——蔡莹莹、陈玲、丁纯、杜江勤、傅军、关信平、顾俊礼、顾昕、黄琪轩、何俊志、贾俐斌、孔新峰、李可、李强、刘丰、刘娟凤、刘萍、刘颖、刘志孺、路风、宋芬、宋磊、宋英、舒晓非、舒展、苏莉、苏玉芬、谭湘源、唐士其、田德文、王利、王铁民、解毅成、杨龙、叶静、张健、张建君、张炜、郑晓瑛、郑振清、朱天飚以及几位匿名审稿人——我真诚感谢这些帮助、批评过我的师长与朋友，而我自己造成的任何错误与风险都与他们无关。另外，还要感谢《欧洲研究》，本书第1、2、3、9章中部分内容曾作为单独的论文以及书评发表在该期刊上。最后，要感谢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本书写作得到了欧盟“中—欧欧洲中心项目”的全程支持。

我愿意承担相关的文字与学术责任，真诚地接受来自各方的意见。

联系方式：liujipku@gmail.com





刘　骥

2008年9月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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